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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海洋法是一个动态的国际法部门。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整个海洋法体系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形式上，海洋法由传统的以欧美国家实践所构筑的一系列习惯法规则，到通过习惯法的编纂和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多边谈判，形成了当前以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下文简称《公约》）为中心的、条约规则为主的国际海洋法体系。在内容上，利益对立分明的国家集团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通过谈判妥协，对传统海洋法中的重要制度既有所保留，又有充分发展，创设了诸多传统国际法领域前所未有的规则。如，专属经济区制度、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等。同时，各缔约国对《公约》中许多规则的具体内容，却有意加以模糊，留下进一步解释的空间，留待国际实践去适用和发展。

《公约》本身又设置了一套高度复杂的争端解决程序。根据一般国际法，任何第三方参与或者第三方裁判的争端解决机制，都需要获得争端当事国自愿同意。《公约》对此有所创新，为了解决缔约国之间因解释或者适用《公约》而引起的争端，在规定当事各方自由选择争端解决方法的同时，还规定了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自1994年《公约》生效以来，其设置的这套法律程序成功地处理了众多高难度和高度敏感的涉海争端，保障了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稳定运行，获得了大多数缔约国的赞誉。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对国际法来说，寻找法律经验的最可靠方法就是国际司法判例。尽管“先例”并未被国际法文件明确赋予法律渊源的地位，但通过对国际实践的观察可知，国际司法判例已经在事实上（de facto）具有了法源的效力。当前，适用国际海洋法规则解决涉海争端的国际性司法和仲裁机构主要是国际法院、常设仲裁法院以及国际海洋法法庭。

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是全球唯一具有一般管辖权的普遍性国际司法机构。相对于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具有更加悠久的历史，其根据1945年在旧金山签署的《联合国宪章》设立。法院设在荷兰海牙，由15名法官组成，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法院具有双重职能：依照国际法解决各国向其提交的法律争端，并就正式认可的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提交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法院在审理海洋争端案件中具有十分丰富的经验，而且成员国更加倾向于将海洋划界案件提交国际法院审理。这是因为法院在受理案件方面的管辖权依据更加多样化，而不仅仅依据《公约》。在这些案件中，既有请求法院指示划界原则的，也有请求法院指出边界走向的，还有请求法院直接划界的。案件虽然不多，但每个案件都有相当的代表性。研究国际法院在处理这些案件中所提出的论点，不仅可以认识国际法院如何解决海洋划界争端，同时还可以掌握海洋划界的方法和了解海洋划界问题的发展趋势。

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是根据1899年海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于1900年成立的政府间组织，总部位于荷兰海牙，这使其成为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法院由从事行政性工作的常设行政理事会、国际事务局，以及一份由联合国秘书长保有的仲裁员名单构成。仲裁员名单由每个缔约国各自遴选的4名法学专家组成。常设仲裁法院为国家、国家实体、政府间组织、私人主体间的仲裁、调解、事实调查以及其他争端解决程序提供服务。在1946年到1990年间，由于国际法院的设立，导致常设仲裁法院受理的案子比较少。鉴于此，为了鼓励缔约国更多地利用仲裁方式解决争端，《公约》也采纳了仲裁方式作为强制性争端解决程序。因此，最近十余年提交国际仲裁的涉海争端案件明显增加，其中就包括菲律宾提交的南海仲裁案。

国际海洋法法庭（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是根据《公约》第十五部分和附件六所设立的国际司法机构，主要职能是解决由于解释和适用《公约》条款而产生的争端和问题。法庭总部设在德国汉堡，全庭由21位法官组成，并设海底争端分庭以及若干特别分庭。迄今为止，法庭审理的案件大多数是船舶争议问题，包括针对船舶的临时措施和迅速释放程序。2012年3月14日，法庭就第16号案——孟加拉国和缅甸关于孟加拉湾海洋划界争端案——作出判决，这是法庭审理的第一个海洋划界争端。

中国与周边海上邻国之间存在着一些海洋权益争端，这些争议从本质上讲不是海洋划界争端，而是领土主权争议。但在国际法上，由于陆地领土构成沿海国主张海洋权益的基础，这些争议就自然而然地涉及中国同有关国家之间的海洋划界问题，相关利益重大，岛礁主权争议本身也就变得更复杂了。因此，我们必须学会使用并善于利用国际法这一重要武器，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积极构建和平安宁、合作共赢的国际海洋秩序。加强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通过分析案例，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方法，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哥伦布·兰德尔于19世纪70年代提出，并引入法律教育领域。运用具体案例来分析、说明基本的法律概念和原则，运用基本的法律概念和原则来解决具体问题，是法学案例教学法的真实含义。采用国际法案例教学法对于高等学校培养国际法律人才有着重要意义。国际法具体问题的解决并不能只依靠教材上的理论，更需要在实际的案例中吸取经验教训。而现有的国际法教学虽然偶尔会穿插相关的案例，但在案例的穿插过程中缺乏学生独立思考的环节，难以提高学习国际法的积极性，进而影响教学效果。特别是在国际海洋法方面，目前国内尚未出版过专门的案例集。鉴于此，本书的出版旨在弥补这一缺憾。

在案例的选择上，本书具有三大突出特色。一是案例类型全面。这种全面性体现在：既有国际海洋法法庭审理的案件，又有国际法院审理的案件，还有常设仲裁法院审理的案件；既有海洋划界案件，又有领土主权争端案件，还有海洋管辖权争端案、海洋环境争端案以及适用船舶迅速释放程序和临时保全措施程序案。二是案例较新。本书所选案例全部是最近二十年内国际司法和仲裁机构受理和裁判的案件。其中，还有部分案件尚未结案。本书介绍了这些案件的主要事实及当事双方的主要论点，以鼓励读者跟踪最新案件进展，从而熟悉国际海洋法理论和实践的新变化。三是突破了以受理案件类别为分章依据的做法。本书的亮点在于按照司法机构划分章节，突出了《公约》下的三个主要司法或仲裁机构的不同侧重和职能，从而使读者一目了然。

本书对案例进行综述，并在每个案例后对法院或法庭判决的主要法理进行点评。在案例综述方面，主要从事实背景、法庭管辖权、实体问题判决以及对判决的不同意见等方面入手，力图最大限度地保留法庭审理案件、裁判案件的原貌，使读者能够清晰地还原出法官推理论证的逻辑和思路。在案例点评方面，作者选取每个判决所涉的主要法律问题，作画龙点睛式的评析。上海交通大学薛桂芳教授和张国斌博士、厦门大学李永隆博士、台湾海洋大学高圣惕教授和高木兰博士、台湾中山大学高世明博士等学者为本书案例点评部分作出了宝贵贡献，在此表示特别感谢。

囿于作者知识水平，本书必定尚存不完善之处，恳请读者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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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院案例选析



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领土主权及海洋划界案

（2001年12月6日—2012年11月19日）

一、案件背景

2001年12月6日尼加拉瓜向国际法院递交申请书，以解决它与哥伦比亚之间在西加勒比地区的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争端。

尼加拉瓜和哥伦比亚曾经均为西班牙殖民地，在17世纪初取得独立。独立之后两国对加勒比海西部的莫斯基托海岸（Mosquito Coast）和圣安德烈群岛存在主权争端。加勒比海西部分布着许多岛礁、环礁和暗滩，双方存有争议的领土包括圣安德烈群岛的主要岛屿，即圣安德烈（San Andres）岛、普罗维登西亚（Providencia）岛、圣卡塔丽娜（Santa Catalina）岛。除此之外，还对上述岛屿周边的一些岛礁是否构成圣安德烈群岛组成部分及其主权归属存在争议。包括：阿尔伯克基（Alburquerque）环礁、东东南（East-South-east）环礁、隆卡多（Roncador）礁、塞拉那（Serrana）礁、基塔苏埃尼奥（Qaitasaeno）礁、塞拉尼拉（Serranilla）浅滩和巴杰纽沃（Bajo Nuevo）浅滩上的岛屿。上述所有领土都距离尼加拉瓜更近。

为了确定归属，两国于1928年3月24日签订《哥伦比亚和尼加拉瓜关于争议领土问题的条约》（下文简称1928年《条约》），其中尼加拉瓜承认哥伦比亚对圣安德烈群岛的主权，约定隆卡多礁、基塔苏埃尼奥礁和塞拉那礁为美国和哥伦比亚之间的争端。1930年5月5日，两国签订《批准换文议定书》（下文简称1930年《议定书》），批准1928年《条约》，规定圣安德烈群岛向西不超过西经82度经线。1969年尼加拉瓜在争议海区发放石油开发和勘探许可，引起哥伦比亚抗议。1972年哥伦比亚和美国签订《基塔苏埃尼奥、隆卡多和塞拉那条约》（下文简称1972年《条约》），美国放弃主权要求，尼加拉瓜对此提出抗议。1979年7月，尼加拉瓜主张1928年《条约》无效，哥伦比亚对此提出抗议。两国曾于1977年、1995年和2001年就争议事项进行会谈，但均无结果。2001年12月6日，尼加拉瓜将两国之间的领土和海洋争端诉至国际法院，法院于2012年11月19日对本案的实体问题作出判决。

法院注意到两国对于是否存在争端存在分歧，并且如果存在争端，对于争端的主题事项也存在分歧。尼加拉瓜向法院提交的争端涉及：1928年《条约》的合法性及其有效性；对1928年《条约》的解释；将基塔苏埃尼奥、隆卡多和塞拉那排除出1928年《条约》的法律后果；海域划界，特别是82度经线在划界中的意义。尼加拉瓜认为，该争议区域的主权归属是进行划界的前提。此外，1928年《条约》是否将两国争端所涉及的全部问题都予以解决也是尼加拉瓜提交给法院的问题。

哥伦比亚认为，两国之间不存在争端，尼加拉瓜所谓的争端的全部事项都已被1928年《条约》解决。尼加拉瓜的申请目的在于让法院判定海域划界而非领土主权归属。

法院指出，尽管按照《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申请书应该指明“争端的主题”，但是最终应由法院确定争端的主题事项。虽然两国就1928年《公约》和1930年《议定书》是否已经解决两国争端无法达成一致，但是这一问题仅仅是初步问题。

法院得出结论，就实体问题而言，两国争端的主题事项是：（1）岛屿及其他陆地领土的主权争端；（2）海洋划界争端。

二、管辖权

尼加拉瓜主张的主要管辖权依据是《美洲和平解决争端条约》（即《波哥大公约》，1948年4月30日由21个美洲国家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签署）第31条规定以及双方根据《常设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所作的声明。2003年7月21日，哥伦比亚针对上述两个管辖权基础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两项初步反对。法院首先就管辖权进行审理，并于2007年对两项初步反对进行判决。

（一）第一项初步反对

《波哥大公约》第31条规定各缔约国承认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但同时第6条列举了不适用公约争端解决程序的事项，与本案相关事项是“已为本条约缔结之日有效的协议或条约所规制的事项”，此时应根据第34条“宣告此争议已终结”。哥伦比亚认为领土主权争端已由1928年《条约》解决，因此法院不享有第31条中的强制管辖权。而尼加拉瓜认为1928年《条约》和1930年《议定书》无效，并且没有解决两国之间所有争端。

哥伦比亚主张上述争议必须在初步程序中加以解决，而尼加拉瓜则认为该争议涉及实体问题，不适用初步程序。法院认为，为确定自身是否拥有管辖权，它有权涉及某些实体问题。这一程序具有初步的性质，因此应该对哥伦比亚的初步反对加以裁决。

因此，法院在确定是否享有《波哥大公约》第31条规定的强制管辖权时需要确定两个问题：第一，1928年《条约》在《波哥大公约》缔结之时，即1948年时的效力；第二，1928年《条约》是否解决了所有岛屿的主权归属。

尼加拉瓜认为1928年《条约》违反其宪法且缔结条约时尼加拉瓜处于美国的军事占领下，哥伦比亚明知这种情况而利用此种情势强迫尼加拉瓜订约。国际法院认为，《波哥大公约》第54条和第55条允许缔约国对有争议的条约和裁决作出保留，而尼加拉瓜并未据此对1928年《条约》作出保留，还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18条规定进行了登记。美军撤退以及尼加拉瓜加入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之时，从未主张条约无效。一直到1980年2月4日才第一次主张条约无效，这说明五十多年来尼加拉瓜一直认为条约是有效的。尼加拉瓜的一些行为也表明其承认条约有效，比如1969年回复哥伦比亚的抗议照会时并没有主张条约无效，而只是认为该条约没有进行海洋划界。因此，法院不支持尼加拉瓜关于1928年《条约》在《波哥大公约》缔结时无效的主张。

关于1928年《条约》是否解决了双方所有领土主权归属问题，尼加拉瓜认为条约并没有具体说明哪些岛礁构成圣安德烈群岛，也没有解决所有争议领土的归属，比如隆卡多礁、基塔苏埃尼奥礁和塞拉那礁。1928年《条约》第1条规定：“哥伦比亚共和国承认尼加拉瓜共和国对于从格拉夏斯角到圣胡安河的莫斯基托海岸以及大西洋中大科恩岛和小科恩岛的全部主权。尼加拉瓜共和国承认哥伦比亚共和国对于圣安德烈岛、普罗维登西亚岛和圣卡塔丽娜岛以及构成圣安德烈群岛的其他岛屿、小岛和礁石的全部主权。本条约不适用于美国和哥伦比亚存在争端的隆卡多礁、基塔苏埃尼奥礁和塞拉那礁。”

国际法院认为，该条规定文本本身就很明确地规定了圣安德烈岛、普罗维登西亚岛和圣卡塔丽娜岛属于哥伦比亚。该事项已经解决，没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条约解释。因此，法院支持哥伦比亚的反对意见。法院对这两个明确提及的岛屿的主权归属不具有管辖权。而条约文本明显不能说明这两个岛屿之外的其他领土是否构成主权归于哥伦比亚的圣安德烈群岛的组成部分，以及隆卡多礁、基塔苏埃尼奥礁和塞拉那礁的主权归属。所以，此事项并没有解决，法院享有第31条规定的强制管辖权。法院将对上述领土的归属进行实体问题的审理。

（二）第二项初步反对

针对尼加拉瓜所援引的根据《常设国际法院规约》（下文简称《规约》）第36条第2款所作的声明而导致国际法院具有强制管辖权，哥伦比亚认为《波哥大公约》所规定的管辖权具有排他性。因此，法院不能依据《规约》第36条具有管辖权。哥伦比亚认为，《波哥大公约》的管辖权条款具有“特别法”的性质，而且属于“后法”。此外，哥伦比亚认为其已于2001年12月发布了撤销接受任择管辖的声明；即使在尼加拉瓜向法院提交申请书时，哥伦比亚对任择管辖的接受仍然有效，但是该争端事项也被排除在哥伦比亚接受的强制管辖之外。

法院认为，在本案中只需判定关于圣安德烈岛、普罗维登西亚岛和圣卡塔丽娜岛的主权争端是否适用哥伦比亚的任择管辖声明。由于法院在第一项初步反对的判决中已经确定对除上述争端外的其他争端具有管辖权，因此就没有必要再确定法院依据哥伦比亚的任择管辖声明是否对那些争端拥有管辖权。

法院认为，《波哥大公约》与任择管辖声明均可以构成充分的法院管辖依据而不会相互排斥。哥伦比亚与尼加拉瓜也均未对任择管辖声明作出过与《波哥大公约》第6条所称保留相同的或者类似的保留。法院认为，与判断是否拥有在《波哥大公约》下的管辖权相同，判断是否拥有在任择管辖条款下的管辖权也无法脱离1928年《条约》规定圣安德烈岛、普罗维登西亚岛和圣卡塔丽娜岛的主权属于哥伦比亚这一事实。法院注意到《规约》第36条第2款所设定的法院具有任择性强制管辖权的一项条件是，必须在当事方之间存在“法律争端”。鉴于本案中两国就上述三个岛屿主权问题不存在明显的法律争端，因此无论基于《波哥大公约》还是任择管辖声明，法院对三个岛屿主权问题均没有管辖权。这在结果上支持了哥伦比亚的初步反对。

三、法官对管辖权判决的不同意见

（一）Al-Khasawneh法官的反对意见

Al-Khasawneh法官认为，为了确定法院的管辖权，在初步程序中可以适当涉及案件实体问题。但是，本案对《波哥大公约》和任择管辖条款所设定的管辖权的审理，已经不再具有完全的初步性质。在本案中，法院在初步阶段必须判断1928年《条约》和1930年《议定书》的合法性。然而，上述两个文件的合法性问题也是在案件实体阶段对争端进行判决的核心。因此，法院认定上述两个文件合法有效，从而得出结论认为法院在《波哥大公约》下没有管辖权的判决，已经对实体阶段的审理构成侵害。他认为，法院只能通过狭义地界定争端并人为地区分“争端的主题事项”和“争端中的问题”来判定1928年《条约》和1930年《议定书》的合法性，从而不会造成决定争端的实体问题的效果。

（二）Bennouna法官的反对意见

Bennouna法官对第一项初步反对的判决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哥伦比亚所主张的法院对圣安德烈岛、普罗维登西亚岛和圣卡塔丽娜岛的主权争端无管辖权这一反对不具有完全初步的性质。

（三）Ranjeva法官的不同意见

Ranjeva法官认为哥伦比亚提出的第一项初步反对不具有完全的初步性质。法院在该阶段实际上裁判了两项实体问题，即岛屿主权和条约的有效性。

（四）Abraham法官的不同意见

Abraham法官对有关圣安德烈岛、普罗维登西亚岛和圣卡塔丽娜岛主权的裁决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哥伦比亚提出的第一项初步反对不具有完全的初步性质。关于第二项初步反对，他认为《波哥大公约》所确立的法院强制管辖权是唯一的管辖依据，任择管辖声明无效。同时，两国有关圣安德烈岛、普罗维登西亚岛和圣卡塔丽娜岛的主权是存在真实争端的。

（五）Parra-Aranguren法官的声明

Parra-Aranguren法官不同意判决第136段的表述，即“法院认为《波哥大公约》和任择管辖条款都为法院确立了明确的管辖权依据，且二者并不冲突”。他认为武装冲突案（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的判决并不支持该结论。他认为在本案中，《波哥大公约》所确立的法院强制管辖权已经取代了较早的任择管辖声明所确立的法院强制管辖权。

（六）Simma法官的声明

Simma法官对于能否将《波哥大公约》第6条规定适用于1928年《条约》表示怀疑。

四、法院对实体问题的判决

（一）岛礁主权争端

法院于2012年11月19日对本案的实体问题作出判决。关于争议岛礁的主权归属，两国都将1928年《条约》和保持占有原则作为权利的来源。此外，哥伦比亚提出实施行为、承认、第三方行为以及地图来主张其权利。法院依次对这些主张进行了分析。

尼加拉瓜主张1928年《条约》没有明确定义圣安德烈群岛的组成部分，部分争议岛礁距离群岛主岛距离远，不能证明属于群岛；没有历史证据表明上述岛礁构成群岛。同时，哥伦比亚国内立法在国际层面上无效力；西经82度经线仅为群岛西部界限，而不是两国的领土分界线。哥伦比亚认为，主岛周围的岛礁一直被视为一个整体，群岛的组成一直保持不变；西经82度经线是领土分界线；1928年《条约》的排除规定表明尼加拉瓜承认上述岛礁为群岛组成部分。法院认为，1928年《条约》没有详细说明群岛组成部分，1930年《议定书》只确定了群岛的西部界限，没有说明经线以东的组成部分。1928年《条约》第1条确实提到了其他构成圣安德烈群岛的岛屿、小岛和礁石，可以考虑距离，但地理位置和历史记录不能充分和具体说明群岛组成。因此，上述条约不能确定领土的主权归属。

尼加拉瓜认为其1568年6月28日皇家法令、1680年西印度群岛汇编以及1744年新汇编等均表明了其对上述领土的持续占有。法院认为，殖民法令没有具体提及争议岛礁，没有证据清楚地说明争议岛礁在独立之前或者之时的归属。因此，用保持占有原则不能确定领土的主权归属。

哥伦比亚主张其对群岛整体公开、和平和持续地行使主权，包括：渔业、经济活动、移民、搜救、公共工事和环境立法；实施刑法；监测和控制群岛上的活动；授权第三方勘探石油；进行科学研究；建造和维护工事；等等。尼加拉瓜没有提供自身的实施行为，但质疑哥伦比亚实施行为的有效性与相关性。法院认为，哥伦比亚持续和一致地对争议岛礁实施主权行为，这种主权行使是公开的，在关键日期之前没有受到尼加拉瓜抗议，与尼加拉瓜没有此方面的证据形成对比。这为哥伦比亚的主张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哥伦比亚认为，1900年卢贝裁决中提到了主权属于哥伦比亚的岛屿，尼加拉瓜对此表示抗议，但未对其中涉及本案的争端岛礁提出抗议；尼加拉瓜同意1928年《条约》将隆卡多礁、基塔苏埃尼奥礁和塞拉那礁规定为美国和哥伦比亚之间的争端，均表明尼加拉瓜对哥伦比亚主权的承认。尼加拉瓜认为，没有抗议和排除在条约适用范围之外不等于承认。法院认为，尼加拉瓜在抗议1900年裁决时不主张这些争议岛礁的主权；订立1928年《条约》时，尼加拉瓜不主张排除在外的争议岛礁的主权，只是在1972年态度发生变化。上述行为虽然不构成承认，但为哥伦比亚的主张提供了一定支持。

哥伦比亚还认为英国政府的信件、与周边国家签订的海洋划界条约、与美国签订的1972年《条约》均表明第三国承认哥伦比亚对争议岛礁的主权。而尼加拉瓜认为在1972年《条约》中，美国只是放弃主权要求，不等于承认哥伦比亚主权，美国向尼加拉瓜保证该条约没有授予权利或者施加义务或者影响第三国，特别是尼加拉瓜的主张。法院认为，英国政府的信件说明英国认为部分争议岛礁属于哥伦比亚；划界条约虽与哥伦比亚主张一致，但不能等同于明确承认，条约对尼加拉瓜无损也无益；1972年《条约》没有明确约定美国承认哥伦比亚主权，美国对尼加拉瓜的回应否认其对主权争端表明任何立场。因此，上述行为虽不构成第三国承认，但为哥伦比亚的主张提供了一定支持。

哥伦比亚最后主张其官方地图一直将争端岛礁标为圣安德烈群岛的一部分；同时，第三国发行的地图都没有将西经82度以东的争议岛礁标示为尼加拉瓜领土；尼加拉瓜1980年前发行的地图也没有将圣安德烈群岛的岛礁标示为本国领土。但尼加拉瓜质疑哥伦比亚地图的证据价值，地图没有包含具有准确含义的说明，大部分地图只是将西经82度绘制为群岛及其周围小岛与科恩岛之间的分界线。法院认为，地图本身的存在并不能构成领土权利，地图作为主权证据的效力一般是有限的。但哥伦比亚一直将争议岛礁标为本国领土，而尼加拉瓜1980年前没有将其标为本国领土，甚至还将一些岛礁标为哥伦比亚领土。因此，这为哥伦比亚的主张提供了一些支持。

综上所述，法院得出结论，哥伦比亚对阿尔伯克基环礁、东东南环礁、隆卡多礁、塞拉那礁、基塔苏埃尼奥礁、塞拉尼拉浅滩和巴杰纽沃浅滩上的岛屿拥有主权。

（二）尼加拉瓜提交的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请求的可受理性和审议的适当性

尼加拉瓜在最后提交的诉讼请求中包含了请求法院确定一条单一海洋界限以划分两国之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院认为，尼加拉瓜提交的这一请求是一项新的诉讼请求，但是该请求属于两国之间的海域划界争端，并没有改变争端的主题事项，并且该项请求直接源于本案的争端。因此，这项请求具有可受理性（admissibility）。

接下来法院考虑审议该申请的适当性（consideration）。法院注意到，哥伦比亚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简称《公约》）的缔约国，因此，法院在本案中应适用习惯国际法。《公约》第76条第1款规定了大陆架划界规则，该条款是对习惯法规则的确认。但是，哥伦比亚不是《公约》缔约国这一事实，并不妨碍尼加拉瓜应该受到《公约》第76条规定的约束。关于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尼加拉瓜并没有满足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信息以使其作出建议的要求。在此种情况下，法院认为并不适于裁决外大陆架划界。

（三）海域划界

1．可适用的法律。

法院指出，海域划界阶段可适用的法律仍然是习惯国际法。《公约》第74条、第83条、第121条的规定是对习惯国际法的确认。

2．有关海岸和有关海洋区域。

两国有关海岸的长度分别是：哥伦比亚65千米，尼加拉瓜531千米。二者的比例为1:8.2。有关海洋区域的面积是209280平方千米。

3．岛礁产生的海洋权利。

两国对于圣安德烈岛、普罗维登西亚岛和圣卡塔丽娜岛可以划定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能够达成一致；对于阿尔伯克基环礁、东东南环礁、隆卡多礁、塞拉那礁、塞拉尼拉浅滩和巴杰纽沃浅滩是否产生相关海洋权利不能达成一致。法院认为，塞拉尼拉浅滩和巴杰纽沃浅滩处于有关海洋区域之外，因此无须进行判断。关于阿尔伯克基环礁、东东南环礁、隆卡多礁和塞拉那礁，法院认为无论它们是否属于《公约》第121条所称的岛屿，它们都拥有领海。由于上述岛礁所可能产生的任何海洋权利（除领海外）都会与两国大陆所产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权利相重合，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准确界定它们的地位了。

4．划界方法。

法院采用了三步划界法。第一步，确定临时中间线；第二步，确定是否存在有关情况以对临时中间线作出调整，从而达到公平结果；第三步，进行比例失调测试。

5．有关情况。

法院对两国主张的影响划界公平结果的有关情况逐一加以判断。

（1）有关海岸长度不同。在本案中这一比例达到1:8.2，已经形成明显不同，因此需要对临时中间线加以调整。

（2）整体地理环境。法院认为：首先，不应考虑尼加拉瓜所主张的“哥伦比亚的岛屿位于尼加拉瓜大陆架之上”。法院已经多次表明，对200海里内海洋划界来说，地质地貌情况不属于有关情况。其次，中间线对尼加拉瓜形成的切断效果属于有关情况，应予调整中间线。

（3）当事方行为。法院认为本案中当事方行为没有达到作为有关情况加以考虑的程度。

（4）安全与执法的考虑。法院表明其在调整中间线时会考虑任何合法的安全关切。

（5）对自然资源的公平获取。法院认为本案中并不存在涉及为获取自然资源而构成有关情况的现象。

（6）本地区既有海洋边界对划界的影响。哥伦比亚与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和牙买加之间分别存在承认哥伦比亚边界的协议。法院认为，就上述情况而言，虽然法院在划界判决中应予考虑，但不能构成哥伦比亚所主张的有关情况。《国际法院规约》第59条明确规定，法院判决只对当事方具有约束力，法院一直避免使划界判决影响到第三国。因此，法院判决只限于当事双方权利对抗的范围内，而不应涉及任何第三国的主张或者对抗第三国的主张。

6．海洋边界的确定与比例失调测试。法院认为，所谓比例失调测试并非适用严格比例原则，从而使海域划界的结果达到相关海岸长度与所拥有相关海域之间的平衡。法院的任务仅仅在于确定是否存在破坏了公平划界的“严重的比例失调”。在本案中，划界后的相关海域比例是1:3.44，相关海岸长度比例是1:8.2。因此，法院认为，不存在导致破坏公平划界的严重比例失调。

五、法官对实体问题判决的不同意见

（一）小和田法官的反对意见

小和田法官不同意法院对尼加拉瓜最后提交的诉讼请求的可受理性判决。他认为这一判决不符合法院既有的对可受理性裁决的实践。法院所援引的判例与当前案件存在较大差别。本案中尼加拉瓜最后提交的诉讼请求实际上取代了最初的诉讼请求，在此种情况下，法院既有的判决表明，只有在当事国不反对的情况下，法院才可裁决该诉讼请求可以受理。而本案中，哥伦比亚对尼加拉瓜的请求表示了反对。此外，该诉讼请求实质上改变了争端的主题事项。

（二）Abraham法官的不同意见

Abraham法官认为，法院在裁决有关岛礁主权时适用保持占有原则以前，应首先对1928年《条约》作出解释以确定该条约是否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法院在裁决海域划界时使用的等距离方法并不适合本案。

（三）Donoghue法官的不同意见

Donoghue法官不同意法院裁决拒绝尼加拉瓜请求对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时的理由。她认为海域划界和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属于各自独立的活动，法院和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可以各自行使不同的职权。

六、评析

本案主要争端点有二：一是岛礁主权归属问题，二是海域划界问题。

首先，在岛礁主权归属方面，法院首先需探讨本案所涉及的岛礁中哪些属于岛屿（Island）或岩礁（Rock），哪些属于低潮高地（Low tide elevation，LTE）。依据《公约》第121条规定，判定一个海中地物属于岛屿、岩礁或是低潮高地的标准，视该陆地于高潮时是否高于海水面而定。如果该陆地在高潮时仍高于水面即属于岛屿或岩礁，依《公约》规定沿岸国至少有权主张领海及毗连区；如果在高潮时被水淹没则属于低潮高地，虽然在沿岸国划定领海基线时有一定意义，但无法主张任何海域权利。虽然在本案中似乎只要是高潮时高于水面的陆地均被法院认定为岛屿，但在《公约》中对岛屿与岩礁仍然是有所区分的。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即称为岛屿，沿岸国有权再向外主张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如果无法达成上述标准的即称为岩礁，就只能主张领海及毗连区权利。

其次，法院需判定本案所涉及岛礁的主权归属问题。这一判断标准是“该国在其领土上是否有明显展现其管辖的行为”。以本案为例，法院判断的标准包括政府行政管辖行为、立法、对经济活动的规范、执法措施、海军活动、搜索与救援行动及领事代表是否存在等。由于哥伦比亚在这些岛礁中一直不间断地进行上述作为，且已持续数十年之久，因此，法院判决上述岛礁的主权属于哥伦比亚。

事实上，这一判决结果也符合国际法下取得陆地领土主权的相关习惯法规范，特别是“有效占领”规则。法院裁决所依据的上述各项标准，均是国际法下判定一个国家对某一陆地领土是否有效占领，从而拥有主权的重要标准。因此，在面对陆地领土或岛礁主权争议时，国家应该尽其所能地在该陆地领土或岛礁上展现有效占领的各项行为，并需一直持续下去，以建立如同哥伦比亚一样长期有效的占领实践，以利于未来争取该陆地领土与岛礁的主权。

此外，在海洋划界方面，法院首先需要决定本案涉及的划界海域范围，再依据所有相关情况进行划界。一如过去的司法实践，法院在划界时仍采取传统的三步方法：先划定中间线，依据所有相关情况对中间线进行调整，最后再判定调整后的结果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在所有相关情况的判定方面，法院只考虑当事方在划界海域的有关海岸线长度，而其他情况（包括社会、经济、人口数与国家安全等条件）均不予考虑。虽然法院以“没有海岸线就不能主张海域”为依据，说明海岸线长度在划界时的重要性无可厚非，但若只采取这一标准，事实上是有失公允的。以专属经济区划界为例，只有能维持人类居住的岛屿才能主张专属经济区，故在进行专属经济区划界时若仅考虑海岸线长度而不考虑人口数，恐造成人口较多的一方分到较少海域及资源的不利结果。这与“为了提供岛上人民维持基本生活”这一专属经济区创设理念不符。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院在海域划界时似乎已建立了一套规则，那就是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在国际法下的发展密不可分，故在划界时两者都需一起考虑，实践中最后划界结果常常是一条单一海上界限。作者认为，当争端双方在划界海域的海岸线间距离小于400海里（即双方都无法完全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时，属于地质条件上的自然延伸原则（即海洋地质与地理条件）一律不予适用，而仅适用等距离原则。只有在争端双方划界海域海岸线间距离超过400海里时，自然延伸原则才能适用。虽然这种做法已经成为国际法院判决的惯例，但在大陆架划界方面，这种司法实践似乎与《公约》缔约时对于大陆架的原则共识，即基于海洋地质与地理条件而决定大陆架权利的出发点相违背。

最后，虽然法院以海岸线长度比例作为调整的依据，但并非完全照此进行比例调整。就本案而言，哥伦比亚与尼加拉瓜在划界海域的海岸线长度比例为1:8.2，但最后双方所得到的海域面积比则为1:3.4。这一结果表明，一方面，虽然尼加拉瓜在海岸线长度的比例上占有绝对优势，且在最后的划界结果部分仍取得较大面积海域的优势，但仍然无法达到与海岸线长度比例相同的海域划界结果。另一方面，虽然岛屿与陆地领土相同，均享有主张全部海域权利（包括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法律地位，但是岛屿在海域划界上的效力或权重并不等同于陆地领土，无人居住的小岛屿在效力或权重上也无法与较大或有人居住的岛屿相比。特别是，国际法院以海岸线长度为标准，岛屿海岸线长度自然较陆地领土为短，故主张海域面积的权重自然不如陆地领土。

综上所述，国家需持续在其所主张主权的岛屿展现其行政管辖权，才能在主权争议上立于不败之地。此外，在海域划界上，争端双方距离小于400海里时只有等距离原则会被法院列入考虑范围，自然延伸原则将不被采纳。最后，岛屿虽然享有主张所有海域的权利，但其主张海域权利的权重比陆地领土低。若以此案为例审视中国与日本在东海划界的争议，则中国主张的自然延伸原则可能得不到国际司法实践的支持，而日本所主张之中间线原则也必须予以调整，因为日本主张以其小岛与中国大陆海岸之间的海域进行划界。


（案件来源：http://www.icj-cij.org/docket/index.php?p1=3＆p2=3＆code=nicol＆case=124＆k=e2＆p3=0）




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案

（2013年9月16日启动，在审）

一、案件背景

2012年11月19日，国际法院就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的领土和海洋争端案作出了判决。该判决书的第251段划定了两国从各自领海基线量起200海里以内的单一海洋界限。但是，法院拒绝就200海里外大陆架界限作出宣告。原因是，尽管尼加拉瓜于2010年就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外大陆架划界的初步信息，但法院认为没有足够的依据确认尼加拉瓜的大陆边超过200海里。

尼加拉瓜于2013年6月24日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的最终信息。该信息表明了尼加拉瓜大陆边远远超过200海里范围，并且已经进入哥伦比亚领海基线量起200海里范围以内的区域。尼加拉瓜和哥伦比亚两国尚未就这一重合区域的边界达成协议。

尼加拉瓜认为，鉴于哥伦比亚对待国际法院2012年11月19日判决的态度，两国已经不可能通过谈判解决上述争议。哥伦比亚政府不仅明确表示拒绝执行判决，而且要求本国宪法法院宣告《波哥大公约》违宪。由于作为未来法院管辖权基础的《波哥大公约》的地位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尼加拉瓜必须尽早与哥伦比亚寻求通过国际法院解决两国之间的上述争端。为此，尼加拉瓜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40条以及《国际法院规则》第38条的规定，向法院递交申请书起诉哥伦比亚。

二、尼加拉瓜申请书概要

（一）争端的主题事项

尼加拉瓜认为，本案的主题事项是尼加拉瓜200海里外大陆架与哥伦比亚大陆架之间的划界争端。

（二）法院的管辖权

尼加拉瓜认为，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的基础是1948年《美洲和平解决争端条约》（即《波哥大公约》）第31条。该条款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的规定，将《波哥大公约》缔约国之间的下列争端授予国际法院行使强制管辖权：条约的解释、与国际法有关的问题、任何可能引起违反国际义务的情势之存在或者该情势的性质等引起的争端。尼加拉瓜认为，其与哥伦比亚均是该公约的缔约国，公约应无保留地适用于两国。此外，尼加拉瓜还认为，本案的主题事项与先前提交法院的领土和海洋争端案的主题事项相同。

（三）尼加拉瓜主张所依据的法律基础

尼加拉瓜认为，根据《公约》和习惯国际法，其有权将本国大陆架界限延伸至大陆边，即使该大陆边与尼加拉瓜领海基线的距离超过200海里并且与哥伦比亚200海里内的部分区域相重合。根据国际法，两国在主张重合区域内应通过划界从而实现公平结果；在最终划界协议达成之前，两国应根据习惯国际法上的善意原则，避免在主张重合区域内损害对方利益。

（四）尼加拉瓜的诉讼请求

尼加拉瓜请求国际法院裁定并宣告：第一，在国际法院2012年11月19日既有判决的基础上，继续划定尼加拉瓜与哥伦比亚之间的大陆架界限；第二，在两国之间的外大陆架界限确定以前，两国在主张重合区域的权利义务所应适用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

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

三、评析

本案是尼加拉瓜再次就其与哥伦比亚之间的外大陆架主张重叠争议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谋求解决双方的外大陆架划界争端。事实上，本案已在2001年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领土主权与海洋划界案提出过。国际法院于2012年对该案作出判决，指出：由于哥伦比亚并非1982年《公约》缔约国，故在本案中只适用习惯国际法规范。然而，法院认为《公约》第76条第1款构成习惯国际法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公约》第76条第1款的规定对哥伦比亚具有法律约束力。

此外，法院指出，依据《公约》第76条的规定，任何超过200海里的外大陆架主张必须经过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审议。哥伦比亚并非《公约》缔约国的这一事实，并不会自动免除尼加拉瓜在《公约》第76条下的义务。换言之，虽然哥伦比亚并非《公约》缔约国，但尼加拉瓜仍需依据《公约》的规定，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案并通过其审议。法院注意到，尼加拉瓜在判决书公布时只向委员会提交了“基本信息”（Preliminary Information），并未满足该国在《公约》下需要缴交提案（Submission）才能由委员会建议该国外大陆架界限的要求。由于当时法院认为，尼加拉瓜尚未确立其可能与哥伦比亚大陆架产生重叠的外大陆架界限，因此，法院并不具有依据尼加拉瓜的要求划定上述界限的权限。

虽然尼加拉瓜此次再度针对外大陆架重叠争议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法院确立对外大陆架划界具有管辖权的可能性不大。首先，哥伦比亚仍不是《公约》缔约国；另一方面，尼加拉瓜虽然已经在2013年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缴交提案，但该提案目前进度仍属尚未正式受理的状态，更不用说委员会最后通过建议的时间可能仍需数年之久，因此最后结果如何仍有变数。虽然在初审的过程中，法院认为其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然而若以2001年案的判决结果来看，法院很有可能依据前述理由再次判决其不具有划定外大陆架界限的权限，或是待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作出最终建议后再作出相关判决。

综上，本案可视为是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领土争端与海洋划界案的延续，该案中许多判决结论和法律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均值得本案参考。本案最终判决结果也与该案有重要关联。


（案件来源：http://www.icj-cij.org/docket/index.php?p1=3＆p2=3＆code=nicolb＆case=154＆k=02）




秘鲁诉智利海域划界案

（2008年1月16日—2014年1月27日）

一、案件背景

秘鲁与智利位于南美洲南部，两国海岸均面向太平洋。智利与秘鲁分别于1818年和1821年脱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成为独立国家。独立时两国并不相邻，两国之间还存在西班牙殖民地查尔卡斯（1825年独立成为玻利维亚共和国）。1879年智利对秘鲁和玻利维亚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883年战事平息，智利与秘鲁签署《安孔条约》。根据该条约，秘鲁将沿海的塔拉帕卡大区割让给智利；智利依据另一协议获得秘鲁所属的塔克那和阿里卡为期十年的管理权，十年期满后举行公投以决定两省的主权归属。然而，秘鲁与智利无法在公投问题上达成一致，最终于1929年6月3日在美国总统调解下签署了《关于塔克那和阿里卡主权归属纠纷解决的条约》（下文简称1929年《利马条约》）以及附加议定书。根据条约规定，智利将塔克那归还秘鲁，但享有阿里卡主权。从此，两国成为邻国。1929年《利马条约》确定了两国陆地边界。1947年，智利与秘鲁先后发表宣言，主张从各自海岸向外200海里的海洋权利。按照两国宣言的措辞，两国均对200海里范围内的大陆架和海域主张主权。随后，为捍卫拉美国家200海里海洋权利主张，秘鲁、智利、厄瓜多尔分别于1952年、1954年、1967年签署了12份文件，包括与本案相关的1952年《圣地亚哥宣言》、1954年《圣地亚哥宣言补充公约》、1954年《关于建立特别海洋边界区的协议》（下文简称1954年《边界协议》）。其中，《圣地亚哥宣言》和1954年《边界协议》已在联合国秘书处登记，具有国际条约的性质。

2008年1月16日，秘鲁向国际法院递交申请书，以期解决它与智利之间有关海域划界的争端。秘鲁认为两国的海洋边界从未被任何协议确定，并主张法院依据习惯国际法确定两国海洋界限。智利认为两国已经存在一条沿纬度确定的海上界限，并且拒绝承认秘鲁主张的在距其海岸200海里内但超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区域的主权权利。20世纪80年代以来，秘鲁一直寻求与智利谈判解决争端，但一直被智利拒绝。2004年9月10日，智利外交部照会表明谈判已经不可能。

2014年1月27日，国际法院对秘鲁诉智利海洋划界案作出判决，为两国200海里以内的海洋区域划定了边界。

二、管辖权

法院对本案管辖权的基础是《美洲和平解决争端条约》（《波哥大公约》）第31条，该条约确立了缔约国之间的争端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秘鲁和智利均是该条约的缔约国。

三、法院对实体问题的判决

（一）两国之间是否存在通过协议确定的海洋划界

首先，本案的核心争议是秘鲁和智利两国之间是否已有海洋划界协议。法院判决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第一，法院认为两国于1952年签署的《圣地亚哥宣言》并未确立两国海洋边界，但基于两国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实践及后续文件，法院认定两国之间存在默示的海洋边界协议；第二，关于这一默示海洋边界协议确立的海洋边界的性质，法院认为该边界是一条同时划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单一边界；第三，法院认为两国默示协议确立的海洋边界范围从两国陆地边界起点起沿纬度平行线向西延伸80海里。

其次，关于1947年秘鲁与智利的海洋权利主张。法院认为，该主张只是扩张管辖权的初步措施，具有初步性和临时性，并无划定两国海洋边界的意图。法院在认可两国均同意1947年主张本身并未确立两国海洋边界的前提下，认为只需要判断该主张的文本能否证明两国之间存在未来确立海洋边界的意图。鉴于两国的用语都具有临时性的特征，法院排除了1947年主张中存在两国共同的海洋划界意图的可能。但同时法院认为，双方的宣言具有相似的权利和管辖权主张，这意味着两国在未来具有确立海洋边界的必然性。

再次，关于1952年《圣地亚哥宣言》。法院确认两国已经对该宣言具有条约性质达成了共识，因此，法院需判断该宣言是否同时为两国确立了海洋边界。在该宣言中，争议的焦点是第4条。该条款规定：“在存在岛屿的情况下，岛屿或群岛的全部海岸也享有200海里范围的海洋区域。如果缔约国所属岛屿位于另一缔约国200海里海洋权利范围内，那么该岛屿所享有的海洋权利范围应被相关国家海岸的陆地边界点所在纬线所限制。”智利认为该条款是一项普遍规则的特别适用；秘鲁认为该条款仅适用于岛屿，而不涉及大陆海岸的权利问题。法院适用《条约法公约》第31条和第32条对《圣地亚哥宣言》进行解释。第一，法院从条约文本的通常含义出发，认为该宣言没有明确指向大陆海岸划界，也缺乏边界条约通常应具备的内容。但是，该宣言同时也包括了一些与海洋划界事项有关的内容，例如第4条。但该条款没有对两国大陆海岸海洋边界作出规定，仅仅是就岛屿所享有的海洋区域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从宣言的背景来看，第4条的意义仅在于规定了岛屿与大陆之间的边界。第二，从条约目的和宗旨来看，法院认为宣言的目标非常明确，即促进智利、厄瓜多尔、秘鲁三国的经济发展，在扩张海洋区域的同时保护自然资源。第三，法院考虑到1952年圣地亚哥会议的记录应被视为《条约法公约》第32条规定的“条约准备工作”，而非智利主张的《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的“嗣后协定”。因此，条约准备工作中的相关当事国提议也证实了宣言没有确立普遍的海洋边界。

关于1954年签订的一系列协议，法院着重分析了1954年《边界协议》。该协议为缔约国——秘鲁、智利、厄瓜多尔建立了一个特别海洋区域，目的在于避免相邻国家因海上小型船只的越界导致争议。该协议第1条确认，特别区域的划定是依据“构成两国海洋边界的纬线”。因此，法院认为，该条款清楚地表明两国之间已经存在海洋边界，且该边界得到国际条约（即1954年《边界协议》）的确认。但是，该条约并未指出两国于何时以何种方式划定了海上边界，因此，只能表明两国曾于早些时候缔结了默示协议，而证明默示协议存在的证据必须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法院认为，1947年的主张和1952年的宣言表明两国之间就海洋划界有逐步发展的共识；而1954年协议则表明以纬线为海洋边界的协议清楚地存在于两国之间，它使默示协议具体化了。

关于1968—1969年间两国建设灯塔的安排，法院认为其目的和地理范围都十分有限，没有指向任何已有的划界协议。但是法院指出，灯塔建设的重要性体现在这一安排建立在海洋边界已经沿纬度线确立并延伸超过12海里的基础上。因此，灯塔建设的安排与1954年《边界协议》共同确认了两国海洋边界协议已经存在的事实。

从而，法院既否定了秘鲁关于两国之间不存在划界协议的主张，也否定了智利关于1952年《圣地亚哥宣言》确立了两国海上边界的主张，认为两国之间存在默示海洋划界协议。这一默示协议的性质必须在1947年的主张和1952年《圣地亚哥宣言》的背景中去理解。这些文件明确主张水域、海床及其资源的权利，双方在当时及其后的实践中都没有就这些区域进行区分，因此，法院认为默示协议确立的海洋边界是一条既适用于大陆架，又适用于水域的单一边界。同时，无论是1954年协议，还是1968—1969年建设灯塔的安排，都没有对默示协议所确定的海洋边界范围进行说明。对此，法院须考察两国渔业活动的范围、同时期海洋法的发展以及两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有关实践。

在考察了两国渔业活动范围后，法院得出结论，20世纪50年代早期两国捕获的鱼种通常距离海岸60海里。法院考察了1945年至1956年间国家主张海洋权利的宣言，认为秘鲁、智利、厄瓜多尔的200海里海洋权利主张主要是为了对抗第三国。当时，距离专属经济区概念的出现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因此，法院认为两国当时已经存在的海洋边界不可能从海岸延伸至超过80海里的距离。

最后，观察两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的立法、执法等实践，法院发现，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两国执法活动都是在距离海岸60海里以内，且通常更靠近海岸。此外，通过考察两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国际协议，也没有动摇法院的判定。

综上所述，法院判定，两国之间合意达成的默示海洋边界的范围是从两国陆地边界起点量起向海上延伸至80海里的距离。

（二）两国剩余海洋边界的划定

在重新划定两国剩余海洋边界前，法院须判断已有海洋边界的起点。由于两国在陆地边界起点的问题上存在争议，法院须重新考察一系列证据。法院判定，灯塔建设对于证实一号界碑是两国海洋边界起点具有极强的证明力，从而支持了智利的主张，认定一号界碑为两国海洋边界起点。因此，两国既有的海洋边界是从两国陆地上的一号界碑为起点，沿纬线延伸至80海里处，并将80海里处的点命名为点A。法院接下来从点A起重新划分两国海洋边界。

秘鲁不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但其主张海洋权利应与《公约》保持一致。法院认为，《公约》有关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的规则属于习惯国际法规则，因此第74条、第83条的规定应作为本案的划界依据。在划界方法上，法院延续了既有的三步划界方法：划出一条临时等距离线，接下来考虑是否存在调整该等距离线的有关情况，最后考察是否存在比例失调。

在本案中，法院最终没有以地理坐标点的形式给出两国海洋边界的准确位置，只是确定了两国既有海洋边界的起点和范围，随后再确认等距离的划界方法及其终点。法院要求两国按照该判决的内容，同时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共同确定海洋边界的具体坐标点。

四、评析

国际法院在2014年裁决了秘鲁诉智利海域划界案，也结束了两国长达数十年的海洋争端。较之以往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的裁决，秘鲁诉智利海域划界案的判决容量相对较少，整个判决只有69页。但是这并不妨碍该案成为国际海洋划界的一个重要案例，因为国际法院对本案的裁决极具争议性，其对焦点问题的论述和思路将有可能影响未来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对相关案件的审理。

本案最重要的争议焦点就是秘鲁和智利两国之间是否存在海洋划界协议。为此，国际法院考察了和本案相关的一系列国际文件，这包括了智利和秘鲁两国分别发表的《1947年宣言》（The 1947 Proclamations of Chile and Peru）、《1952年圣地亚哥宣言》（The 1952 Santiago Declaration）、1954年补充协议、1968—1969年两国有关建设灯塔的安排等。最终，法院否定了《1952年圣地亚哥宣言》确立了两国海洋界限的主张，而是根据秘鲁、智利和厄瓜多尔于1954年签订的《边界协议》以及1968—1969年两国有关建设灯塔的安排来认定秘鲁和智利两国之间存在默示的海洋划界协议。

法院的观点值得商榷。认定争端方之间业已存在海洋划界协议必须小心谨慎，因为这涉及争端方海洋权利的实质变更和永久改变。这就要求证明默示海洋划界协议的存在需要严密的逻辑推理以及充分有效的证据。而在本案中，法院的欠妥之处在于其主观臆测的成分太多而对客观实践的考察太少，孤零零的个别证据就能推导出争端方之间单一边界的存在，这无论如何都有失之偏颇之嫌。这一切操之过急的逻辑链条和对默示海洋划界协议的擅断，显示了国际法院似乎有意偏离在以往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中树立起来的认定默示海洋划界协议的高标准。而这种高标准在2007年的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案和2012年孟加拉国诉缅甸案中都得到裁决机构的认真遵守并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即使是本案中的一些法官，也通过发表独立意见的方式表达了对裁决意见的保留和遗憾。

在具体的划界方法方面，国际法院遵循了海洋划界的先例使用了“等距离/相关情况”方法，也就是构筑临时等距离线—考察相关情况以调整临时等距离线—进行比例检验保证划界结果的公平性。值得一提的是，本案划界的起点是在海上而非传统的海岸之上，这是尊重争端方既存的海洋划界协议的结果。本案判决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内容是划界中的比例检验。在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以往的海洋划界案例中，比例检验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目前，比例检验一般被作为海洋划界的最后一个步骤来检验海洋划界结果的公平性。而在本案中，由于秘鲁和智利已经在该案诉讼之前达成了一条平行于纬线、离岸80海里的分界线，国际法院裁定两国海洋划界的起点并非其海岸低潮线上的点，而是在更远处的海上。法院承认，这将使秘鲁和智利相关海岸的长度计算以及两国按照调整后的临时等距离线确定的相关海域份额的计算变得无比困难，甚至不可能。于是，在没有任何具体评判的情况下，法院直接得出结论称，比例检验已经完成，本案划定的临时等距离线没有明显的不合比例情况。法院的做法似乎欠缺考虑。即使比例检验已经在如今的国际海洋划界中沦为形式而对划界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法院对其缺乏必要论述的做法仍然令人讶异，这种在判决的字里行间里浸淫出来的漫不经心和轻视，不知是出于国际法院对本案划界结果的极其自信还是认为对没必要进行比例检验的态度的流露。

最终，本案判决以10:6的结果通过，反映出了国际法院法官对本案判决结果的严重分歧。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案争端方秘鲁和智利都对裁决结果表示满意，并表态将认真履行判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法院为两国的海洋争端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尽管本案的判决仍有待于相关国际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和评判。


（案件来源：http://www.icj-cij.org/docket/index.php?p1=3＆p2=3＆code=pc＆case=137＆k=88）




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航行权案

（2005年9月29日—2009年7月13日）

一、案件背景

圣胡安河全长大约205千米，从尼加拉瓜湖流向加勒比海。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两国边界的一部分沿着圣胡安河的右岸（哥斯达黎加岸），从距Castillo Viejo（尼加拉瓜的一个小镇）三英里以下的一个点到Punta de Castilla，圣胡安河在这里注入加勒比海。从尼加拉瓜湖到Castillo Viejo以下的那个点，圣胡安河流经尼加拉瓜全境。

1857年7月6日，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签订了一个边界条约，处理领土边界和圣胡安河的地位问题。但是这个条约没有被哥斯达黎加批准。1857年12月8日，双方签订了一项和平协定，但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都没有批准。通过萨尔瓦多外交部长的斡旋，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签订了1858年4月15日的边界条约，这个条约分别于1858年4月16日和4月26日为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所批准。1858年边界条约确定了从太平洋到加勒比海之间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的疆界，从距Castillo Viejo三英里的那个点到加勒比海的那段区域，条约把双方的边界定为圣胡安河的右岸。它确立了尼加拉瓜在圣胡安河上的绝对主权，同时也确认了哥斯达黎加在那段区域的自由航行权（第6条）。同时，1858年边界条约还确立了双方很多其他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其后，双方对1858年边界条约的效力及确立的权利等问题产生分歧，双方曾将争议提交美国总统克利夫兰仲裁，也曾诉诸中美洲法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尼加拉瓜对哥斯达黎加的航行进行了很多限制。哥斯达黎加于2005年9月29日就其在圣胡安河上的航行权利和相关权利向国际法院起诉尼加拉瓜。

哥斯达黎加的诉讼请求包括：请求法院裁决并宣告尼加拉瓜因拒绝哥斯达黎加在圣胡安河自由地行使航行权及其他相关权利违背了1858年边界条约，从而违反了国际义务。哥斯达黎加请求法院宣告：尼加拉瓜违反了其应尽的允许哥斯达黎加船只、旅客为商业目的（包括交流、运输、旅行）在圣胡安河自由航行的义务，以及不课加费用、不必获得旅行许可等义务；允许哥斯达黎加公务船只在圣胡安河自由航行的义务。哥斯达黎加还请求法院裁决尼加拉瓜立即停止一切违反义务的行为并向哥斯达黎加支付损害赔偿，同时确保此类违反义务的行为不再发生。尼加拉瓜在辩诉状中请求法院宣告哥斯达黎加应遵守其对圣胡安河的管理，特别是有关健康和安全方面的规定。

总体上说，法院把这个案件分为四部分审理。首先，界定哥斯达黎加在圣胡安河上的自由航行权的范围。其次，查明在此权利范围内，尼加拉瓜是否或者在何种程度上有权力规制哥斯达黎加船只的航行；尼加拉瓜采取的规制措施及其结果是否影响到了哥斯达黎加的权利，即尼加拉瓜是否或者多大程度上可以采取规制措施。再次，审查了哥斯达黎加所主张的其沿岸的居民的自给性捕鱼权的问题。最后，审查双方最后提交的诉讼主张，特别是关于适当的补救办法。

二、管辖权

尼加拉瓜没有对法院的管辖提出任何异议。哥斯达黎加于1973年2月20日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以及尼加拉瓜于1929年9月24日根据《常设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5款的规定视为接受法院强制管辖继续有效）规定，均接受了国际法院的任择性强制管辖权。与此同时，哥斯达黎加还依据了另外两个管辖基础，分别是2002年9月26日签订的Tovar-Caldera协议和《波哥大公约》。

三、法院判决

（一）哥斯达黎加在圣胡安河上的自由航行权

1．法律基础。哥斯达黎加在诉讼中主张，其作为一个沿岸国拥有自由航行的习惯性权利，因此其自由航行权不仅有条约上的根据，而且也有习惯国际法规则作为基础。法院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没有考虑是否存在一个可以适用的习惯国际法规则，而是主张只有在条约规则（它排除习惯法规则的适用）缺位的情况下，这些习惯国际法规则才是可以适用的。法院认为，1858年边界条约完全确定了适用于圣胡安河争端河段的航行的规则。加上双方大量的其他条约条款对此的解释及对此的一些仲裁和判决，边界条约已经足以解决目前摆在法院面前的哥斯达黎加的自由航行权的限度问题。因此，法院没有必要考虑如果这些条款不存在的话，哥斯达黎加通过适用国际的或者地区性的习惯规则来达到它的目的。法院的推理是在条约对一项问题有具体明确的规定时，直接适用条约对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即可，无需再去考虑习惯国际法规则，即在此种情形下，条约的适用优先于习惯国际法（或者说一般国际法）。在本案中，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之间签订的边界条约第6条明确规定了哥斯达黎加的自由航行权，因此就不应该去寻求适用习惯国际法规则，因为各方有权通过确立制约其行为的具体权利或者义务来偏离一般国际法。也就是说，条约确立的规则可能与习惯国际法不一致，这时候条约规则要优于习惯国际法规则来适用。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既然条约已经很清楚明确地规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因此也没有必要再去考虑适用习惯国际法规则。

2．航行权的行使程度。（1）西班牙语文本“libre navegación．．．con objetos de comercio”的意义和范围。

法院认为，对条约的解释应遵循1969年《条约法公约》第31条和第32条所反映出的习惯法规则。因此，即使尼加拉瓜不是1969年公约的缔约国，并且1969年公约的缔结明显晚于1858年边界条约，均不妨碍上述条约第31条和第32条作为习惯国际法规则的适用。同时，法院认为，“libre navegación．．．con objetos de comercio”这一表述就整体而言，没有理由作出限制性的解释。

首先，法院将“con objetos”的含义确定为“以（商业）为目的”。

其次，法院在分析“commerce”的含义时指出，当一个术语的意思与它在条约缔结时的意思不一样的时候，应该考虑条约为了其施行而被解释时的意思。一方面，按照1969年公约第31条第（3）款（b）项的意思，当事双方事后的做法会导致背离基于当事双方之间默契的初始意愿。另一方面，在有些情况下，条约缔结时，当事双方愿意或假定愿意赋予所用术语或者部分所用术语变化而并非一成不变的含义或者内容，以考虑到国际法的发展变化等情况。在此种情况下，为尊重而非背离当事双方在条约缔结时的共同意愿，的确要考虑所提及术语在条约各适用场合中的含义。因此，如当事双方用到条约中的一般术语，且当事双方必定知道术语的含义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而条约缔结已久或者持续有效，则按照惯例必须假定当事双方已计划赋予术语变化的含义。在法院看来，本案中“商业”（comercio）一词即属此例，如在1858年边界公约第6条中用到的那样。首先，该术语为一般术语，指的是一类活动。其次，1858年边界条约无限期有效。自一开始，该条约就是为了创建一个以恒久有效为特征的法律制度。

然而，在这个案子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圣胡安河是完全隶属于尼加拉瓜的河流，尼加拉瓜对其享有完全的、排他性的主权。在解释一项条约的规定时，应该充分考虑这样一个原则，即“对一个国家主权的限制是不可以被推定的”。常设国际法院在很多案件中都坚持这样的原则：条约的某一条款如果隐含有对国家主权的限制，则对该条款应该予以限制解释（restrictive interpretation）（如1929年奥得河委员会案）。如果出现了有关权利限制和领土特权的问题，该原则也可能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是条约解释的辅助手段，而是一项独立的原则。因此，若要把“commerce”的意思扩展到现在的含义，就是对尼加拉瓜主权的一种限制，一般国际法是不主张对限制国家主权的推定的。

同样，根据1969年《条约法公约》第31条确立的条约文本解释方法，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与宗旨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通常含义原则”一般来说可以产生两个自然推断：一个推断就是整体原则（principle of integration），即必须根据整个条约的上下文，并参照条约的宗旨和目的来理解条约用语的含义。另一个推断就是同时原则（principle of contemporaneity），即对条约的文字必须参照条约缔结时有效的一般国际法规则，以及各个用语在当时的含义来予以解释。Skotnikov法官在其独立意见中也指出，不论是“commerce”的一般性质，还是条约的无限期性，抑或条约所确立的法律权利的永久性，都没有排除这样一个可能，即双方想要赋予哥斯达黎加的航行权是由条约订立时“commerce”的意思决定的。因此，法院并没有确切地证明双方在签订条约时想要赋予“commerce”的意思，并且实际上想要确定任何条约缔约时双方的意图和目的都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法院在不能探究清楚缔约时双方的意思时，就应该根据同时原则，用该词语当时的意思来解释。

在不能确定缔约主体的意图和目的时，为了确定条约中某项条款的含义，除了根据1969年《条约法公约》第31条和第32条的规定外，还可以考察上下文、后续规定、后续惯例、国际法的有关规则甚至是条约之准备资料等。Skotnikov法官在其独立意见中也认为，尼加拉瓜提交的证据表明，其不仅一直允许哥斯达黎加营运的旅游航行，并且使之接受它的管理。这可以被视为尼加拉瓜认为哥斯达黎加的行为是在行使权利，在条约施行中双方的嗣后实践说明双方已经一致认同这样一个解释，即哥斯达黎加在1858年边界条约下有运输游客的权利。哥斯达黎加的这项权利必然可以延伸至运输所有付款的乘客。

（2）属于哥斯达黎加自由航行权利之下的行为。

法院认为哥斯达黎加具有的“私人航行”权利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以商业运输为目的的货运；二是私人付款的客运。法院认为1858年边界条约没有赋予官方船只的航行权。

（二）尼加拉瓜对航行权进行规制的权力

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就尼方是否有权制定圣胡安河的管理规则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制定规则均不能达成一致。法院认为，尼加拉瓜根据1858年边界条约对哥斯达黎加的航行拥有制定管理规则的权力，但该项权力不是无限制的。这种规则不能明显阻碍自由航行权，应该与1858年边界条约相一致，必须具有合法目的，同时是非歧视性的。尼加拉瓜还有义务在制定航行规则后通知哥斯达黎加，但无须事先与哥斯达黎加进行协商。就尼加拉瓜所采取的具体规制措施而言，法院认为尼方对哥方的航行要求签证和旅行证件，以及收取费用的行为违背了1858年边界条约；而要求停船检查、身份识别、出示离岸证书、制定航行时间表、悬挂船旗等措施是符合1858年边界条约的。

（三）哥斯达黎加的自给性捕鱼权

在本案中，哥斯达黎加主张它的沿岸居民有自给性捕鱼的习惯权利。法院认为，哥斯达黎加主张的自给性捕鱼的行为是其沿岸居民的行为，而不是国家行为。哥斯达黎加沿岸居民的行为不等同于哥斯达黎加宣称的国家行为。从法律确信要素方面来看，哥斯达黎加必须证明自给性捕鱼的习惯权利已经在开始约束对方，证明自给性捕鱼的行为是哥斯达黎加的一项权利的表现和尼加拉瓜有义务予以承认。在本案中，哥斯达黎加并不能证明尼加拉瓜有此义务性，事实上，尼加拉瓜对沿岸居民自给性捕鱼行为的默认是一种类似于礼让的行为，并不产生义务性。因此，哥斯达黎加并没有自给性捕鱼的习惯权利。Sepulveda-Amor法官还从既得权理论分析尼加拉瓜作出承诺的效力路径，来说明法院本可以以此来支持哥斯达黎加的主张。

四、评析

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航行权案由国际法院于2009年作出判决，这标志着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两国在涉及圣胡安河航行权的争端尘埃落定。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的分歧从19世纪便一直持续，这涉及哥斯达黎加在圣胡安河上的航行权利问题。根据1858年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两国签订的界限条约，圣胡安河位于尼加拉瓜境内，其主权完全属于尼加拉瓜享有，但特殊的是，哥斯达黎加在圣胡安河下游享有自由航行权。这种情况在国际法上是允许的，它属于典型的主权合法受限制的情形。不过问题在于，时过境迁，一百多年过去了，界限条约仍然有效，但是两缔约国对条约的一些内容包括条约术语的解释产生了分歧。除了谈判和协商，两国还曾经将分歧提交至美国克利夫兰进行仲裁以及诉诸中美洲法院，但是两国仍未达成协议，分歧仍然存在。2005年9月29日，哥斯达黎加就两国之间的争端将尼加拉瓜诉至国际法院。

尼加拉瓜对国际法院就本案的管辖权问题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这也反映了尼加拉瓜愿意以国际司法途径解决两国争端的意愿，也无形中简化了国际法院的负担和审理内容。法院的审理思路非常清晰。首先，法院将决定哥斯达黎加在圣胡安河上自由航行权利的范围；其次，就哥斯达黎加的自由航行权利，法院将确定尼加拉瓜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享有对哥斯达黎加自由航行权利的管理和采取措施的权利；最后，法院将解决哥斯达黎加主张的其沿岸国民在圣胡安河的自给性捕鱼权利。可见，两国争议的核心焦点就是两国对生效至今的1858年界限条约的冲突解释，而国际法院所着重论述的也是如何解释1858年界限条约中的内容。

所谓国际条约的解释，是指因缔约国对条约约文的理解不同，而影响到条约的具体实施和适用时，对条约条款的含义所作的进一步阐明。关于条约的解释，主要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条约由谁来解释；二是条约按照什么规则进行解释。本案重点涉及第二个方面的问题，也就是条约应当怎样解释。当谈到这个问题，首先应该被提及的就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该条约第31条列举了条约解释的若干准则，包括真实性原则、一致性原则、合理性原则以及有效性原则。这些内容不仅仅属于国际条约的范畴，也应当归属于习惯国际法的范畴。但是这些原则都没有提供一个核心问题的答案，也就是条约应当依据缔约时的含义还是按照适用该条约时的含义解释。

在本案中，哥斯达黎加与尼加拉瓜就 1858 年边界条约中的“商业”（comercio）一词产生不同理解。哥斯达黎加认为，“商业”一词是一般性指代，并不局限于两国缔结边界条约时的狭窄含义，因为当时的商业无论其内涵还是范围都与今日有着巨大的不同，所以对“商业”的解释也应当与时俱进。尼加拉瓜的观点与之相反，也就是尼加拉瓜认为应当严格按照缔约时的含义去解释“商业”一词。国际法院最终支持了哥斯达黎加的主张。法院的逻辑在于，哥斯达黎加与尼加拉瓜两国在1858年缔结边界条约时就应当考虑到此条约适用时间的长期性以及持续性。按照国际法院的逻辑，缔约国在缔结条约时实际上必须意识到一个问题，也就是当国家在缔结条约时，它就必须考虑到条约的内容尤其是条约中的术语处于一种长期演化的过程。

国际法院的观点值得进一步思考。关于国际条约的解释，由于这方面的国际法律规范的缺乏、抽象等原因，理论上一直争论不断，保持条约在缔结时的原意解释条约和赋予条约以时代意义解释条约两种观点分裂为两大阵营。无论观点如何，这些观点都是重点强调条约解释的某一因素或某些因素。不可否认，与时俱进、演化解释条约的方法确实得到了国际法院的支持，但是这种方法的适用并不是毫无限制的。首先要区别对待条约的性质。条约按其内容可分为商业条约、政治条约、文化条约等，对商业性条约或条约中的商业性条款应当在对其解释时更多地赋予其时代特色，而对于边界条约或其他政治性条约，应当更多地考虑其稳定性。其次要把握条约解释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平衡。如果按照国际法院的逻辑，条约的解释都是解释者按照条约需要解释时结合时代背景来进行解释的话，那么条约作为固定缔约方权利义务的核心作用将受到怎样的侵蚀？无疑，此种解释方法带来的不利后果就是条约解释的主观性将提升，这将会增加条约解释的滥用可能性。我们需要把握各种因素来平衡解释条约，例如，如果选择适用演化解释方法，就必须基于条约中已有的概念，而且不得超越条约的目的与宗旨和善意原则等限制。

综上所述，国际法院对涉及本案条约术语的解释思路和方法具有片面性，不能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条约，这也在无形中呼应了条约演化解释方法在实践中运用遭到大量质疑与批评的状况。条约的解释问题是国际法中最具争议、也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这方面国际法的发展需要新的国际法理论和实践的产生。


（案件来源：http://www.icj-cij.org/docket/index.php?p1=3＆p2=3＆code=coni＆case=133＆k=37＆p3=0）




罗马尼亚诉乌克兰黑海划界案

（2004年9月16日—2009年2月3日）

一、案件背景

黑海是一个封闭海。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在黑海西北部海域存在海洋管辖权争议。其中蛇岛（Serpent's Island）位于多瑙河三角洲以东大约20海里，面积大约0.17平方千米，周长约2000米。根据1948年罗马尼亚和苏联所缔结的一项协定，蛇岛被并入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但并未解决两国在黑海上建立一条单一边界线划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问题。

1997年6月2日，在经过复杂的谈判后，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签署了《睦邻友好与合作关系条约》，并以两国外交部长换文的形式缔结了一份《补充协议》，并均于1997年10月22日生效。根据这些协议规定，两国有义务就其国家边界制度缔结一项协议，划定在黑海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界线。但是，从1998年1月至2004年9月，两国共举行了24轮谈判和10次专家级磋商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在此种情况下，罗马尼亚请求国际法院依照国际法及《补充协议》第4条的规定，在黑海上确定单一海洋边界，以划定两国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界线。

二、管辖权

罗马尼亚将以下规定作为法院行使管辖权的基础：《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1款和《补充协议》第4款（h）项。根据上述条款的规定，在两个条件得以满足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端提交给法院：第一个条件是自磋商开始后至两年的合理期限内未能缔结划界协议；第二个条件是两国边境制度条约生效。这两个条件均得以满足。

乌克兰对法院管辖权的范围提出质疑，认为法院管辖权仅限于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而对于其他海洋区域特别是领海划界没有管辖权。法院认为，基于对《补充协议》第4款（h）项的解释以及两国既存生效协议的考虑，法院不对两国领海划界行使管辖权。

三、法院判决

（一）可适用的法律

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均为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简称《公约》）的缔约国，《公约》第74条和第83条的规定分别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规则。罗马尼亚认为，它与苏联分别于1949年、1963年和1974年达成的《纪要》属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划界时应予以考虑。此外，2003年《边境制度条约》、1997年《补充协议》中为双方所接受的原则也应在划界时予以适用。

乌克兰认为上述三个《纪要》和1997年《补充协议》均不构成《公约》意义上的划界协议。

（二）既往条约的效力

国际法院指出，各方的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存在一条以蛇岛周围作为全部划界目的而商定的海上边界。这涉及1949年、1963年和1974年罗马尼亚和苏联达成的《纪要》与1949年、1961年罗马尼亚和苏联缔结的条约，以及2003年罗马尼亚与乌克兰缔结的条约所涉及的边界效力问题。国际法院在审查以上协议后认为，1949年《纪要》及随后的条约涉及的仅是罗马尼亚与苏联和乌克兰之间关于蛇岛享有12海里的边界限制问题，乌克兰并没有丧失在其他海域主张超过领海12海里的权利。因此，两国不存在一份划定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的有效协议。

（三）有关海岸

按照罗马尼亚的观点，其整个海岸都是相关的，长度是269.67千米，基线长度为204.90千米。然而，乌克兰认为，根据较普通的方法测算罗马尼亚的海岸长度为185千米，如果考虑到罗马尼亚海岸的曲折性，其总长度是258千米，基线长度为204千米。国际法院经过测算后判定，罗马尼亚有关海岸长度大约为248千米。关于乌克兰有关海岸长度，罗马尼亚认为，乌克兰有关海岸长度为388.14千米，基线长度是292.63千米。而乌克兰测算的其有关海岸长度达1058千米，基线长度为664千米。不过，国际法院指出，乌克兰将Karkinits'ka海湾、Yahorlyts'ka海湾、第聂伯河峡湾及蛇岛作为有关海岸的一部分是不适当的。按照国际法院的观点，乌克兰有关海岸长度是705千米，罗马尼亚与它的有关海岸长度之比大约为1:2.8。但是，法院在最后判决中将其调整为1:2.1。

（四）划界基点的确定

对于划界基点的确定问题，国际法院在经过分析后认为，赛克林半岛（Sacalin Peninsula）和马苏若湾（Musura Bay）作为基点是合适的。至于苏林纳堤坝（Sulina Dyke），法院认为虽然并没有令人满意的证据证明其符合《公约》第11条规定的“外部永久海港工程”，但是考虑到苏林纳堤坝向陆的末端与罗马尼亚大陆相连接，其可以作为基点。国际法院指出，在与罗马尼亚相邻的海岸，提斯干卡岛（Tsyganka Island）可以作为划界基点，但位于库班斯基岛（Kubansky Island）上的基点与现在的划界目的无关。法院认为，在相向海岸，塔克罕库特海角（Tarkhankut Cape）和赫尔松海角（Khersones Cape）等可以作为基点。由于蛇岛属于“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符合《公约》第121条第3款的限制条件，其并非岛屿，因而不能作为划界的基点。

（五）有关情况

1．海岸长度不成比例。乌克兰援引两国海岸长度不成比例的事实，要求调整临时等距离线。而罗马尼亚承认，尽管事实如此，但在以往的海域划界案中几乎没有将其作为相关情况加以考虑。而且，在本案中两国相关海岸并没有明显的不对称性。无论如何，比例只有在适用“公平原则及相关情况方法”（equitable principles/relevant circumstances approach）确定划界线以后才能涉及，不应将其作为一个相关情况考虑。国际法院指出，本案两国相关海岸并没有显著不成比例，因此，没有必要调整临时等距离线。

2．黑海的封闭性和该区域已经生效的划界。罗马尼亚认为，黑海的封闭性以及该地区生效的1978年土耳其与苏联签署的大陆架划界协议和1997年土耳其与保加利亚签署的有关划界协议未定边界海域，应当作为调整临时等距离线的相关情况予以考虑。对此，乌克兰持不同看法。一方面，黑海的封闭性本身不能作为与划界目的有关的情况。另一方面，双边协议不影响第三方的权利，黑海已经存在的划界协议不影响目前的争议。尽管国际法院表示在确定两国单一边界终点时考虑上述两份协议，但在最后判决中支持了乌克兰的意见。

3．任何切断的效果。在该案初步意见中，乌克兰指出，罗马尼亚建议的等距离线方案从两个方面削弱了该国的海上权利，并且要求调整临时等距离线。其一，蛇岛能够维持人类自身经济生活的需要，而且岛上存在建筑可供个人居住并有蔬菜和充足的新鲜饮用水，因此它应当属于岛屿，但没有被赋予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其二，侵犯了乌克兰南方大陆沿海大陆架的自然延伸和专属经济区主权权利。然而，国际法院判定，蛇岛的存在并不需要调整临时等距离线，其在黑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中没有任何效力，且在本案中并没有显著的地质因素需要调整临时等距离线。

4．各方的行为。乌克兰认为，其于1993年、2001年和2003年在争议海域颁布的三份石油和天然气特许证，以及渔业活动和海军巡逻可以作为相关因素予以考虑。但罗马尼亚认为，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国家在相关区域的活动不应构成划界考虑的因素，且乌克兰的相关行为是在1997年两国签署补充协议的关键日以后实施的，这些均应与划界目的无关。对于两国的这些争执，总体上，国际法院支持罗马尼亚的主张，并没有将其作为划界所需要考虑的相关情况。

5．安全利益。罗马尼亚声称，并没有证据显示其所提出的建议方案会危及乌克兰的安全利益。相反，乌克兰的不合理划界主张，由于靠近罗马尼亚的海岸，因而侵犯了其安全利益。国际法院将安全利益的考量限制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有关各方的正当安全利益考虑将对最终确定划界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就本案而言，法院所确定的临时等距离线完全能够尊重各方的利益主张，没有必要对其进行调整。

四、评析

在本案中，国际法院根据“衡平原则”（equitable principles）及“相关情况规则”（relevant circumstances method），通过“三阶段”划界理论，将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之间争议海域面积的80％判给罗马尼亚，认定蛇岛属于“无法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经济生活的岩礁”，根据《公约》第121条第3款的规定不得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权利。此外，法院还认定蛇岛不得作为两国间临时等距离线的基点。

国际法院参考北海大陆架案，认定海域划界应将“相关区域”的法律概念纳入考量，且对相关区域的计算无须精准无误，只需大致相符即可。此外，法院认为，划界的目标在于实现公平，而非对海洋区域进行均等划分，强调“比例失衡测试”并非划界的方式，而是一种复核方法，用来判断临时等距离线所作海域划分是否合理。国际法院在本案中融合了历史上关于海域划界的见解与习惯法，因而可成为日后海域划界类似案例的重要参考依据。

在本案中，非常值得关注和借鉴的是法院对岛礁法律地位的评判。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与会各国对于面积极小且无法维持人类居住的岩礁是否能够享有大面积海域权利这一问题存在争议，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将争议折中规定为《公约》第121条第3款。而对于有关岛礁在海域划界中究竟具备怎样的效力，《公约》并未进一步规范。在本案中，法院虽未针对蛇岛的法律地位是否属于《公约》第121条第2款或第3款的相关规定作出具体判断，但从法律推论过程来看，岛礁在海域划界中均具有非常重要的国际法意义。

此外，在本案中，法院认定1997年罗马尼亚与乌克兰签订的补充协议为两国间唯一明确处理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划分问题的协定。但是，该补充协议并未确定两国边界，而是针对边界划分的程序进行规范。而对于苏联是否于1949年放弃了日后可能对其领海以外的海域主张权利，法院参照《公约》第311条第2款的规定，一并予以考量。事实上，如果从1949年条约的内容来看，苏联除与罗马尼亚磋商部分边界之外，并无关于放弃权利的明确表述。对此，罗马尼亚曾提交多幅相关地图，目的在于证明苏联曾默示放弃12海里领海以外的海域权利，从而可以适用“禁反言原则”。在本案判决中，法院认为在罗马尼亚所提交的一幅地图中，出现环绕蛇岛的12海里弧线，而该弧线仅表明领海向海一边的界限。因此，即使苏联在1949年的各项法律文件中均承认有关环绕蛇岛的领海外部界限为国界，然而并非等同于苏联放弃对该区域以外的海域主张权利。法院从而认定，苏联并未丧失对领海以外海域主张权利的权利，并且罗马尼亚与苏联之间并不存在关于划分两国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有效协议。法院在本案中坚守了谨慎评估海洋划界协议存在与否的态度，为国家间的划界协议设置较高“门槛”，从而为后续海洋划界案的审理树立了典范。


（案件来源：http://www.icj-cij.org/docket/index.php?p1=3＆p2=3＆code=ru＆case=132＆k=95＆p3=0）




马来西亚诉新加坡白礁岛案

（2003年7月24日—2008年5月23日）

一、案件背景

白礁岛（Pedra Branca）位于马来西亚半岛柔佛东南717海里，新加坡以东255海里，是一个无人岛。中岩礁（Middle Rocks）和南礁（South Ledge）位于白礁岛以南。中岩礁离白礁岛约111千米；南礁则离白礁岛约319千米，地势较低，只有在海水退潮时才露出海面。白礁岛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1583年荷兰航海家林斯霍腾所著的《早期东印度的葡萄牙航行者》一书。Pedra Branca是葡萄牙语，意思是白色的礁石。中国宋朝有关海上贸易文献标注有白礁岛的位置，明朝时期郑和的航海图也标出过该岛的位置。

白礁岛原为柔佛王国（原马来西亚）的领土，1824年8月，在克劳福德条约（Crawford Treaty）下割让新加坡岛，把连同新加坡沿海10英里的邻近海域、海峡和小岛给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人于1851年在白礁岛上建造了一座灯塔，即霍斯堡灯塔（Horsburgh Lighthouse），并将灯塔交由其殖民地新加坡管理。在过去150年中，柔佛王国并未对新加坡对白礁岛行使主权及负责管理岛上的灯塔提出抗议。1953年，新加坡当局致函柔佛苏丹以确认新加坡的领土范围时，柔佛当局也未有异议。1979年马来西亚出版的地图将白礁岛描绘在马来西亚的领海中，引起新加坡的抗议，两国开始对白礁岛的主权展开争夺。为加强对白礁岛的控制，新加坡随后在岛上兴建了一座两层楼的建筑物，1989年装置了雷达系统，1991年建造了直升机降落坪及军事通信设备，同时派驻军舰巡逻，阻止马来西亚渔民在附近捕鱼。

1993年，新加坡在双边会谈时提出白礁岛的主权争议问题。马来西亚认为其对白礁岛的主权可以追溯到柔佛苏丹王朝，其应一直保有对该岛的主权。而新加坡则声称，在19世纪中叶，英国合法拥有该岛屿和建造一座灯塔前，该岛是无人的荒岛。

二、诉讼过程与法院管辖权

1994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同意把白礁岛主权争执提交到国际法院裁决。但直到2003年2月6日两国才在浦特拉贾亚签署了特别协定，两国在特别协定第2条中请求法院判定下列地方的主权归属：（1）白礁岛；（2）中岩礁；（3）南礁。该协定第6条规定两国同意接受法院的判决为终局判决并在它们之间有约束力。双方还就应遵循的程序提出自己的意见。该协定已于2003年5月9日生效。2003年7月24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共同通知国际法院该特别协定及其生效的情况，争端被提交至国际法院。因此，从案件的管辖权来看，本案由争端双方达成协定而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属于国际法院诉讼管辖中的协议管辖。

三、法院判决

法院在判决中首先确定了争端明朗化的关键日期。法院认为，白礁岛主权争端明朗化的关键日期是在1980年2月14日，即新加坡对马来西亚1979年公开出版的地图表示抗议的时候。中岩礁和南礁的主权争端的关键日期则是在1993年2月6日，当时新加坡在与马来西亚的谈判中将这两个小岛一并纳入其对白礁岛的主权主张。

由于双方的争端可归结为马来西亚是否在1847年前就享有对白礁岛的原始权利，以及新加坡能否证明其在19世纪中叶通过灯塔的建造获得了对白礁岛的合法占有。因此，法院将案件分为19世纪40年代之前及其后白礁岛的法律地位两个阶段进行审理。

（一）19世纪40年代前白礁岛的法律地位

在这一阶段，法院首先从历史和地理范围上考察得出，柔佛王国的领土原则上包括新加坡海峡的所有岛屿和小岛，其中包括了白礁岛。柔佛王国对这些岛屿和小岛的主权从来没有受到本区域其他国家的挑战。因此，它符合“连续性与和平地显示领土主权的完整”的条件。法院进而作出柔佛王国享有对白礁岛的原始权利的判决。并且，这一原始权利通过柔佛王国对生活在白礁岛附近的奥朗劳特（Orang Laut）人行使国家权力的本质和程度得以巩固和加强。

随后，法院考察了三个与白礁岛法律地位有关的法律文件。第一个法律文件是1824年英国和荷兰缔结的《英荷条约》。这一条约将柔佛王国划分为两个苏丹国，在侯赛因苏丹（Sultan Husse）统治下的柔佛王国被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而在侯赛因的弟弟阿都拉曼苏丹（Sultan Abdul Rahman）统治下的另一部分则被划入荷兰的势力范围。该条约第12条规定：“荷兰撤回对英国占有新加坡岛的抗议，英国保证不在卡里蒙群岛、巴淡岛、宾唐、林津或其他新加坡海峡南岸的岛屿、小岛建立殖民地，也不同当地签订任何条约。”法院认为，条约中“其他新加坡海峡南岸”的用语表明新加坡海峡上的各岛屿都在英国的势力范围，即柔佛王国之内，这自然包括白礁岛。在整个分割过程中，没有也不可能留下任何一块土地属于“无主地”开放给另一方或者其他势力来取得占有。第二个法律文件是同年英国扶持下的傀儡侯赛因苏丹与东印度公司签署的《克劳福德条约》（Crawford Treaty）。侯赛因苏丹在条约中放弃了对新加坡及其方圆10海里范围内的治权，并将上述地区交给英国人管治。但是该条约涉及的范围并不包括白礁岛，因此，法院认为《克劳福德条约》未对白礁岛的主权产生任何影响。第三个法律文件是1825年阿都拉曼苏丹致其兄柔佛的侯赛因苏丹的所谓赠与信，法院认为该信件只是确证了阿都拉曼苏丹对1824年英荷条约所作划分的同意，而不具有法律意义。

法院最终认定，1844年，即英国开始准备在白礁岛建造灯塔之前，该岛处于柔佛王国的主权之下。

（二）19世纪40年代后白礁岛的法律地位

法院认为，任何有关主权的争端都可以通过双方的意思一致予以解决。这种意思一致可以采取条约的形式，也可以由双方行为而产生的默许所表示。国际法在此并不强求形式，而是注重双方当事国的意图。在某些情况下，领土之上的主权可由于原先拥有主权的国家对其他国家行使主权的行为或者是主权表示行为作出应有的回应而发生转移。也就是说，如果一国反对另一国对特定领土的主权，则需要该国作出某些回应，否则将构成默许。法院在此基础上考察了1844年后双方的行为及有关事实。

首先，在霍斯堡灯塔选址的过程中，法院认为由于缺少任何关于保有及建造灯塔的模式的书面协定，因此无法确定有关内容。1850年5月24日，灯塔建造工程的奠基仪式上，柔佛当局没有出现，甚至没有迹象表明当时新加坡的殖民地总督邀请了他们参加。但是法院认为仅凭此点无法对有关主权问题得出结论。法院接着考察了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双方的有关行为，特别是英国和新加坡对霍斯堡灯塔和海峡照明系统制定的相关法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宪政发展、柔佛于19世纪60年代对渔业的管制等，但是仍无法得出任何结论。

然而，法院认为，对白礁岛主权的确定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1953年的函件及对其的解释。1953年6月12日，新加坡殖民地秘书致函柔佛苏丹的英国咨询官，直接询问有关距离新加坡40英里被称作白礁岛的岩石的信息，以确定殖民地领海界限。该秘书请求告知有无任何文件表明该岛曾被租赁或者授权给他方，或者曾经被柔佛州政府割让，或者以任何形式处置。在1953年9月21日的回函中，柔佛州代秘书写道：“柔佛政府没有主张过对白礁岛的所有权。”法院认为，该函件使得当时的柔佛当局至少注意到英国认为白礁岛已被柔佛苏丹割让给了东印度公司，柔佛的回函也反映了当时柔佛自己也承认它对白礁岛没有主权。

1953年之后，英国殖民者及其权利继承国新加坡在白礁岛海域通过调查沉船、批准或者不批准马来西亚官员在白礁岛附近海域进行科学研究、在岛上插军旗以及1977年在岛上安装军用转播电台、建议围海造地等行为宣示对白礁岛的主权，而柔佛王国及其权利继承国马来西亚对这些行为均未予以任何回应。法院据此认为，这些行为加强了1953年函件中柔佛王国默许的效果，并与1953年的函件一并造成到了1980年，即当白礁岛争端明朗化的时候，白礁岛的主权转移给了新加坡。

（三）中岩礁和南礁的主权

在确定了白礁岛的主权归属后，法院认为白礁岛的主权归属取决于一些特殊情况，而这些特殊情况显然不能适用于白礁岛附近的其他岛礁，如中岩礁和南礁。因此，法院认定中岩礁的原始权利仍然由作为柔佛王国的继任者马来西亚所保留。至于南礁，法院认为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之间的特别协议以及最后提交给法院的文件中，双方只是请求决定三个岛屿的主权归属而并未授权法院对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在争端海域的划界。由于南礁只在低潮时才露出海面，该岛礁又位于马来西亚大陆、白礁以及中岩礁的重叠海域，法院便判定南礁的主权属于拥有它所处的海域的国家。

法院经审理认为，尽管新加坡主张在19世纪时白礁岛是无主地，但是，一系列的证据表明白礁岛本属于柔佛苏丹王朝，这个“古老”的主权可从柔佛苏丹统治Orang Laut得到证明。然而1844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1852年至1853年间，英国殖民当局在白礁岛修建霍斯堡灯塔，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行使主权的行为，这些活动均为公开进行，且直到1979年并未为马来西亚所反对，因此表明了其对该岛的主权。法院判决的主要理由包括：

1．有效控制原则。

白礁岛案中国际法院判决新加坡拥有白礁岛主权的主要理由在于：新加坡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对该岛进行有效控制，行使主权权利。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新加坡代表指出，马来西亚对白礁岛从未展示丝毫的国家权力（state authority），如今其想同拥有合法主权的新加坡争夺这个小岛的主权，已经太迟了。新加坡认为，一百五十多年来新加坡一直对白礁岛进行有效控制，而马来西亚尽管声称拥有对该岛屿的主权，但并未实际行使主权，从这一事实出发，马来西亚是无法主张对白礁岛的主权的。这就是国际法上领土争端中经常使用的有效控制原则。事实上，马来西亚在2002年同印度尼西亚对西丹巴（Sipadan）岛和利吉丹（Ligtan）岛的领土争端中，也是以印度尼西亚从未对两岛屿行使主权权利为由而否认印尼拥有对两岛的主权。

为了论证新加坡对白礁岛的有效控制，新加坡出示了大量的证据。例如，1974年3月，一群马来西亚官员在征得新加坡的许可后，前往白礁岛进行潮汐视察。当时，马来西亚海军按照新加坡的要求提供了登岛官员的姓名、护照号码和登岛视察的时间等详细资料。若白礁岛是马来西亚的领土，马来西亚官员登岛何需新加坡的许可？此外，1978年有两名马来西亚调查局的官员在未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登上白礁岛，但新加坡的灯塔管理员告诉他们必须先获得新加坡港务局的批准，才可在岛上逗留。这种批准显然是新加坡行使主权的表现。这些证据一方面表明白礁岛是在新加坡的有效控制之下，另一方面也表明马来西亚的有关官员认可了新加坡对白礁岛行使有关行政权力并对其有效控制这一事实。同时，这些事实还适用于禁止反言（estoppel）原则。

2．禁止反言原则。白礁岛案审理过程中，新加坡提供了其对白礁岛拥有主权的有关资料。资料显示：殖民地秘书在1953年6月12日给柔佛苏丹的英国顾问的信函中，要求其提供白礁岛主权的资料，以便确定“殖民地的领海”的界线。而柔佛州代理州务大臣在1953年9月21日的回信中指出：“柔佛政府没有这个岛屿的所有权。”因此，法庭认为，这一信件和内容的诠释是核心与关键性的，它也确定双方对白礁岛主权的协议。法庭认为，柔佛的回复显示柔佛的理解是它没有白礁岛的主权，而根据禁止反言原则，该国不能再主张对该岛的主权。

本案中法院是从马来西亚在有关文件和事实中表明其已放弃白礁岛主权这一事实而适用禁止反言原则，不支持其对白礁岛的主权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新加坡对白礁岛进行有效控制的一系列事实，判决新加坡取得白礁岛的主权。换言之，若非马来西亚曾经表明其不拥有白礁岛的主权，单凭新加坡对该岛进行有效控制，则很难判决其取得该岛的主权。这表明，有效控制并非是一个在领土争端中可以单独适用的原则。

四、评析

第一，就领土主权争端而言，在诉讼过程中先要确定该领土最早属于哪一个国家。这就是所谓“原始权原”（original title）问题。倘若确定一国拥有原始权原，接下来的步骤就是要证明该国从未“放弃”过该领土主权，也从未“割让”该领土给争端他国。而争端他国也不曾有意图获得该领土主权的主张或行为；或者他国虽有此主张或行为，但是未能在国际法上发生成功移转原始权原至该国的效果。在白礁岛案中，马来西亚主张其被继承国（柔佛）拥有白礁岛的原始权原，而柔佛从未放弃白礁岛领土主权，也从未将白礁岛割让给其他国家（英国）。后来马来西亚继承柔佛对于白礁岛的领土主权后，也未曾放弃或割让白礁岛的领土主权给其他国家（新加坡）。

第二，就一国而言，面对他国主张的争议领土的原始权原，该国首先会主张在该领土之上从未存在任何“原始权原”，而该领土是“无主地”。这样一来，该国主张主权的行为（即无主物先占）在国际法上可以较容易地为其带来获得该领土主权的效果。这样一来，他国抗议没有意义，因为主权不在其手上，其并无抗议的基本依据。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若主张该领土是无主地，必须非常具体地说明在何时（例如某一年）之前该领土为无主地。选定具体时间的原因在于，该国在这一年曾经对该领土有过主张主权的行为。在白礁岛案中，新加坡主张白礁岛从未存在原始权原。换言之，柔佛并未享有白礁岛的原始权原，因此白礁岛为无主地。新加坡在提出这一主张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具体时间点，即1847年。也就是说，在1847年之前，没有任何国家享有对白礁岛的原始权原。因此在1847年前，白礁岛是无主地。故英国于1847年开始在白礁岛的相关行为，可视为国际法上的“无主物先占”行为，从而取得白礁岛主权。

第三，在任何诉讼中，原被告双方都会准备所谓的“备位论点”，也就是在首要论点不被法院采纳的情况下才提出的论点。因此，在一国拥有某一领土原始权原的前提之下，争端他国退一步可以这样说：由于该国的领土主张，加上种种其他的情况，比如该国明确承认或默认他国对于该领土的主权，那么可以发生从该国移转原始权原到争端他国的法律效果，即时效取得。因为争端他国和平地、有效地在该领土上长期行使主权。

第四，当一国主张对于某领土具有原始权原，而争端他国主张该领土是无主地时，在举证责任方面诉讼双方往往会互推责任。因为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很可能败诉。在白礁岛案中，法院认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一项事实用以支持一项法律主张的当事国，有义务证明该事实的存在。换言之，主张拥有某领土原始权原的国家，有责任证明原始权原归属于它。同理，主张某领土是无主地的国家，有责任证明该领土为无主地。若一国主张享有原始权原的争端他国后来因该国的行为而丧失主权，该主权发生移转效果，则该国有责任证明此论点成立。

因此，在白礁岛案中，新加坡否定马来西亚所谓的拥有原始权原的论点。国际法院认为该案的法律问题可以简化为两个：一是，马来西亚须证明，在1847年之前，也就是在新加坡于1847—1851年对白礁岛有主权行为之前，拥有对白礁岛的原始权原。二是，新加坡须证明其在19世纪中叶之后，当英国王室的使者开始在白礁岛建造灯塔时，曾经采取合法的占领白礁岛的行为。

第五，原始权原的证明问题包括两个步骤。首先，一国须证明对于该领土确有提出主权主张；其次，该国的此种主张须符合国际法下的一般条件，才能具有国际法效力，即取得该领土主权。

就第一个步骤而言，如果争议领土的原始权原来自古老年代，一国可援引Meerauge仲裁案仲裁庭所作裁决：“在记忆所不及的古代即被占有，是指占有的时间极为久远，远到当事人没法提出证据证明相反的情况，以及没法提出证据指出任何人曾听到任何传闻。”这种观点，似乎可以免除一国的举证责任，从而使举证责任变成由争端他国承担。在白礁岛案中，马来西亚即提出此类主张。不过，法院在本案中还是要求马来西亚证明柔佛拥有白礁岛的原始权原。即便如此，倘若一国可以提出证据证明争端他国（或是争端他国的被继承国）在许多年前曾经认知或承认该国（或其被继承国）确实对争议领土主张主权，这一证据仍然有效。换言之，一国虽然可能很难证明己方有主权主张，因为年代久远，资料不可考；但该国可以到争端他国（或是争端他国的被继承国）去寻找历史档案，证明他国（或是他国的被继承国）曾经承认该国的主权。这一点在白礁岛案中可以清楚看到。

就第二个步骤而言，即一国的原始权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下的条件，有两点要注意：其一，争议领土是否属于“被忽略”的岛礁。倘若答案为肯定，那么即便能够证明一国主张特定海域内的岛屿的原始权原，也不能证明该国的主张包括争议岛礁。就此而言，该国必须说服法院，争议领土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各国人民均不可能不注意其存在。在白礁岛案中，法院就认定白礁岛依其所处位置，不可能被柔佛所忽略。换言之，柔佛的主权主张必然包括白礁岛。其二，一国原始权原的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因此，需要澄清国际法的标准。对这一问题而言，有两个重要判例。一是常设国际法院审理的“东格陵兰法律地位案”，二是“帕尔马斯岛仲裁案”。这两个判例均涉及缺少竞争者的情况。也就是说，针对争议领土，一国在历史上有提出主权的主张，而找不到证据证明有任何其他国家也提出竞争性、互斥性的主权主张（包括抗议该国的主张及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该国在争议领土上没有太多行使主权的行为，而由于其他国家（包括争端他国）完全没主权行为（既没有提出主张，也没有行使主权的行为），那么该国缺乏主权行为的情况，仍可以满足国际法所要求的“持续且和平地展现领土主权”的条件，因而取得争议领土的主权。

第六，关于确认原始权原的方法。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是证据来自何处的问题。如果确认一国对争议领土的原始权原的证据来自诉讼中的另一当事方，也就是说，争端他国承认其拥有原始权原，对该国来说是最理想的情形。在白礁岛案中，马来西亚找到新加坡的被继承国（英国）官员所发出的信函作为证据。其二是证据的证明对象问题。首先，如果证据显示一国政府明确承认争端他国对争议领土的原始权原，这将是最理想的状况。其次，如果能够证明争议领土上的人民，或是争议岛礁周围的人（渔民、海盗、航运者）对于该国（或其被继承国）政府（或是国王）效忠，法院也可以接受。白礁岛案就是如此。


（案件来源：http://www.icj-cij.org/docket/index.php?p1=3＆p2=3＆code=masi＆case=130＆k=2b＆p3=0）




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岛屿主权与海洋划界案

（2002年9月10日—2003年12月18日）

一、案件背景

2002年9月10日，萨尔瓦多向国际法院提交修正判决的申请，涉及的是法院分庭于1992年9月11日作出的陆地、岛屿和海洋边界争端案判决。萨尔瓦多请求法院重新组成分庭对其申请进行审理。

双方最后提交的诉讼请求如下：

萨尔瓦多请求法院判定，根据《国际法院规约》（下文简称《规约》）第61条，本案存在新的事实足以使案件获得重审。同时请求法院修正1992年9月11日在第六争议区域划定的陆地边界。洪都拉斯请求法院判定萨尔瓦多的申请不具备可受理性。

二、管辖权

根据《规约》第61条和《国际法院规则》第99条的规定，分庭应裁决萨尔瓦多的申请是否具有可受理性。法院认为，对于修正判决的申请来说，是否具有可受理性的判断标准不在于当事方的同意，而只在于本案的相关情况使《规约》第61条所规定的条件得以满足。

《规约》第61条所规定的条件如下：（1）声请法院复核判决，应根据发现具有决定性之事实，而此项事实在判决宣告时为法院及声请复核之当事国所不知者，但以非因过失而不知者为限。（2）复核程序之开始应由法院下以裁决，载明新事实之存在，承认此项新事实具有使本案应予复核性质，并宣告复核之声请因此可予接受。（3）法院于接受复核诉讼前得令先行履行判决之内容。（4）声请复核至迟应于新事实发现后6个月内为之。（5）声请复核自判决日起逾10年后不得为之。

三、法院判决

萨尔瓦多所宣称的“新的事实”涉及Goascorán河位置的偏离以及发现新的航海图和1794年El Activo探险报告。

关于Goascorán河位置偏离问题，分庭认为只有在《规约》第61条所列举的条件逐一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这一申请才能受理。分庭要确认萨尔瓦多所宣称的事实是否是新的事实；如果是的话，对1992年判决而言是否属于决定性事实。分庭回顾了1992年判决中有关Goascorán河河道位置与划界关系的内容，最后得出结论，Goascorán河河道位置是否改变与划界判决没有关联。分庭认为，即使可以证明河道位置发生了变化，并且该变化具有萨尔瓦多所宣称的法律后果，可是其并非1992年划界判决所依据的基础。因此，该事实在1992年判决中并非“决定性事实”。

关于发现新的航海图以及1794年El Activo探险报告的事实，分庭首先回顾了其在1992年判决中所起的作用。1992年分庭对航海图给予了特别注意，该图由洪都拉斯在马德里航海博物馆的档案中发现。根据该航海图和1794年El Activo探险报告，1992年分庭得出结论，早在1821年Goascorán河就已经与当前的河道相同了。而在本次申请中，萨尔瓦多依据其持有的从芝加哥获得的另外版本的航海图和El Activo探险报告，主张存在“新的事实”。分庭认为，马德里版本的航海图和芝加哥版本的航海图之间只在某些细节上存在差异，例如标题的位置、比例尺、字体等。这些情况只表明该版本地图制作于18世纪末，而不能作为质疑1992年分庭判决所依据的航海图版本可靠性的基础。而两个版本的地图在河口位置等重要地理信息方面则是一致的，因此，新的航海图无法推翻1992年根据当时版本航海图所得出的结论。关于新版本的El Activo探险报告，同样仅在细节上与旧版本存在差异。其主体部分，特别是对Goascorán河河口的描述上，两个版本的报告并没有差别。

因此，分庭得出结论，萨尔瓦多所主张的“新的事实”均不属于“决定性事实”。分庭判决该申请不具有可受理性。

四、评析

本案主要争论点在于当事方之一的萨尔瓦多以提出“新的事实”为由，要求国际法院对过去已经完成判决的海域划界争端进行重审。

萨尔瓦多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61条，认为本案存在“新的事实”足以使案件获得重审，同时请求法院修正1992年9月11日在第六争议区划定的陆地边界。然而，萨尔瓦多所宣称的“新的事实”是以Coascorán河位置的偏离、发现新的航海图及1974年El Activo探险报告等作为重审的三大理由。就Coascorán河位置的偏离部分，分庭回顾1992年判决有关Coascorán河河道位置与划界案关系的内容，最后得出结论是Coascorán河河道位置是否改变与划界判决没有关联。分庭认为，即使可以证明河道位置发生变化，并且该变化具有萨尔瓦多所宣称的法律效果，但这并非是1992年划界判决所依据的基础。

就发现新的航海图及1974年El Activo探险报告部分，萨尔瓦多以芝加哥版本的航海图和1974年El Activo探险报告，作为主张存在“新的事实”。分庭认为马德里版本的航海图与芝加哥版本的航海图之间，仅在某些细节上存在差异，例如标题的位置、比例尺、字体等，而这些情况只表明该版本地图制作于18世纪末，不能作为质疑1992年分庭判决所依据的航海图版本可靠性的基础。另外，在El Activo探险报告里，同样仅在细节上与旧版本存在差异，其主体部分，特别是对Coascorán河河口的描述上，两个版本并没有差别。

综上，分庭得出结论，萨尔瓦多所主张“新的事实”均不属于“决定性”事实。分庭判决该申请不具有可受理性。所以，透过本案可得知，当划界已决定后，双方可主张海域的范围也得以确定，若仅因河道位置偏离，或因河道长久泥沙冲积而改变河道位置、宽度等，就需要再重新提出再审程序，着实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由此可知，未来如果要通过国际法院等司法仲裁机制处理划界问题时，必须尽全力毕其功于一役，一旦法院作出判决之后即很难再改变。

另外，在国际法下，就有效管辖、事实拥有、有效占领等作为主权归属的认定依据，无法再任凭地图等书面文件或相关个人航海记录等作为拥有主权的证明。这可成为未来中国在东海钓鱼岛主权及南海岛礁主权及海域划界时的借鉴。若未来有机会采取国际司法途径解决上述争端时，历史性资料的重要性将大幅下降，反而是有效控制与占领将占优势。为此，实应强化对争议岛礁的控制与管理。


（案件来源：http://www.icj-cij.org/docket/index.php?p1=3＆p2=3＆code=esh＆case=127＆k=2e＆p3=0）




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领土争端与海洋划界案

（1999年12月8日—2007年10月8日）

一、案件背景

1821年，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两国分别脱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成为独立国家。1823年，两国加入中美联邦共和国（或称中美联合省）。1838年，两国退出该联邦，并保持了加入以前各自的领土。1850年和1866年，两国分别和西班牙国王签署条约，西班牙国王承认两国独立并取得各自对其陆地领土以及邻接其海岸的岛屿的主权，但是两个条约中都没有明确属于两国的岛屿名称。

1894年，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两国缔结了一个全面的边界条约并于1896年生效。该边界条约第2条规定，根据“保持占有”原则，每个共和国分别拥有独立当时原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殖民省所属领土的主权。该条约第1条还规定建立一个联合边界委员会以划定两国之间的边界。边界委员会确定了从太平洋的丰塞卡湾（Fonseca Gulf）到波尔蒂洛（Portillo）的边界，大约占两国陆地边界的三分之一，但是没有能够确定两国之间从波尔蒂洛到大西洋海岸的边界。

根据该边界条约第3条，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此后将其关于边界剩余部分的争端提交给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进行仲裁。阿方索十三世于1906年作出的裁决划定了从位于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海角（Gracias a Dios Cape）的可可河（Coco River）河口到波尔蒂洛的边界。后来，尼加拉瓜在外交照会中质疑该仲裁裁决的有效性和约束力，双方为解决此问题又进行了多次交涉，还于1957年发生了一系列的边界冲突。此后，经美洲国家组织会议建立的一个临时委员会的调解，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同意将其关于仲裁裁决法律效力和约束力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

1960年11月18日，国际法院作出判决，认定国王阿方索十三世1906年作出的仲裁裁决有效并具约束力，尼加拉瓜负有实施义务。

由于两国在如何实施1906年仲裁裁决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尼加拉瓜要求美洲国家间和平委员会介入。该组织建立的一个联合划界委员会于1962年划定了两国之间的边界并设置了界标。联合划界委员会确定，两国陆地边界的终点在北纬14度59分8秒和西经83度8分9秒的可可河河口。

至此，两国的陆地边界问题得以彻底解决，但是两国之间尚未就加勒比海的海洋边界问题进行接触。

1977年，尼加拉瓜通过外交照会的方式，要求和洪都拉斯谈判解决两国在加勒比海的海洋边界问题。双方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在此后，双方在争议区域的争端更加突出。根据双方提交给国际法院的证据，双方产生的争端表现在：

1．在争议海域相互捕获或者攻击对方国家渔船。在一系列的外交换文中都有在北纬15度线附近发生此类事件的记载。1982年，在双方的外交换文中，确认了两国之间的海洋边界并没有正式划定。但是，洪都拉斯认为北纬15度线构成了两国传统的海洋边界，而尼加拉瓜则认为两国之间并没有公认的海洋边界存在。

2．双方都进行了涉及争议地区的国内立法。尼加拉瓜于1979年制定的《大陆架和邻海法》（the Continental Shelf and Adjacent Sea Act）第2条规定，尼加拉瓜的主权和管辖权延伸至距其海岸200海里的海域。1982年洪都拉斯的新宪法规定，加勒比海内邻接其海岸的岛屿属其所有，并宣布了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3．在争议区域达成和第三国的划界安排。1986年洪都拉斯和哥伦比亚之间签署海洋边界条约，规定两国在西经82度以东的海域，以北纬15度线为界，还明确表示要批准该条约。对于在争议区域作出的这种安排，尼加拉瓜坚决反对，并诉诸中美洲法院解决。

4.20世纪90年代，双方根据其国内立法出版的官方地图，都将争议区域包括在内，双方为此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换文，表达了反对立场。

1999年12月8日，尼加拉瓜向国际法院提交申请书，就加勒比海分属两国的海洋区域划界争端对洪都拉斯提起诉讼。2007年10月8日，国际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

双方的诉讼请求如下：

（一）尼加拉瓜方面

1．从距可可河河口约3英里，位于北纬15度2分0秒和西经83度5分26秒的定点开始延伸的，代表两国海岸线最前沿的等分线构成两国争议海域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之间的单一海洋边界。

2．单一海洋边界的起始点是1906年由西班牙国王的仲裁裁决确定的可可河主航道河口。

3．在不损害前述内容的情况下，请法院决定争议地区岛屿和礁石的主权归属问题。

（二）洪都拉斯方面

1．北纬15度线以北、尼加拉瓜称属其所有的伯贝礁岛、南礁岛、萨凡纳礁岛和皇家港礁岛等岛屿及所有其他岛礁、岩石、暗礁、浅滩的主权应归属洪都拉斯。

2．法院划定的海洋边界线起始点应位于北纬14度59分8秒和西经83度5分8秒。在本案中，从1962年联合划界委员会确定的位于北纬14度59分8秒和西经83度8分9秒的定点到法院划定的海洋边界的起始点之间的界线，应由当事双方根据1906年西班牙国王的仲裁裁决协商确定，并考虑到可可河河口地理特征的变化。

3．从北纬14度59分8秒和西经83度5分8秒开始，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两国间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单一海洋边界应以北纬14度59分8秒线或者调整的等距离线向东延伸至第三国的管辖范围。

二、管辖权

在申请书中，尼加拉瓜认为国际法院对本案管辖权的依据在于：

第一，《美洲和平解决争端条约》（《波哥大公约》）第31条规定，承认国际法院对《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所规定的法律争端的强制管辖权（以缔约国接受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为前提）；缔约方之间的争端不能通过调解解决或者不能达成提交仲裁的合意时，任何一方都可以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在国际法院拒绝受理的情况下，可以提交强制仲裁程序。从1950年开始，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两国均为该公约的缔约国。前者对公约第31条规定的有关争端解决的内容未作保留，后者对公约完全没有保留。

第二，双方作出的接受国际法院对《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规定的法律争端的强制管辖权的声明。尼加拉瓜于1929年9月24日作出接受常设国际法院管辖权的声明，而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5款的规定，可以认为尼加拉瓜仍然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洪都拉斯则于1986年6月6日作出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

三、法院判决

（一）对争端区域内岛屿主权提出新主张的可受理性

在尼加拉瓜的申请书中，并没有主张对争议区域内岛屿的主权，直到2001年3月21日，尼加拉瓜才向法院提出这个诉讼请求。关于诉讼过程中提出的新主张可否接受的问题，法院考察了以前作出的相关判例。法院在瑙鲁和澳大利亚某些富含磷酸盐的岛屿案的判决中认为，如果一个形式上的新主张实质上可以包含在原有主张之内，则能够为法院接受。要证明新主张实质上已经包含在原有主张之内，仅证明两者在本质上相互联系并不充分。根据国际法院对隆端寺案和渔业管辖权案的判决，另外还要证明，一个新主张已经暗含在原有诉状中，或者直接源于诉状中的实质问题。

考虑到法院在很多场合都曾强调过“陆地统治海洋”的原则，法院认为，为了在加勒比海争议区域划定一条单一海洋边界，就必须考虑海域内存在的岛礁对海洋边界的走向可能产生的影响。为了确定该边界，无论是否有正式的主张存在，法院都必须首先确定哪个国家拥有争议区域内岛屿的主权。因此，和主权相关的新主张是暗含在并直接源于尼加拉瓜起诉书中的实质问题，也就是在争议海域划定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界线问题。

法院因此判决，尼加拉瓜所提出的新主张可以接受。

（二）关键日期

法院认为，在和海洋划界及陆地主权相关的争端中，关键日期的重要意义在于，此日期前后的行为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在关键日期之前实施的行为，能够有效地评估和确认有效统治的存在；而在关键日期之后发生的行为，一般对确认有效统治的意义不大。因此，关键日期成了一个确认有效统治的分界线。

洪都拉斯认为，两国之间存在互相联系的两个争端，一个是两国是否有对岛屿的主权，另一个是双方现在是否以北纬15度线为边界。尼加拉瓜则认为这两者其实是一个争端。

洪都拉斯认为在争议区域内岛屿的主权问题上，可能有一个以上的关键日期。因此，在确定“占有”的问题上，关键日期是1821年，即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从西班牙获得独立的日期。为证明后殖民时代的有效统治，洪都拉斯认为关键日期不可能早于2001年3月21日，因为这一天尼加拉瓜才首次主张其对这些岛屿的主权。关于海洋边界的争端，洪都拉斯认为桑迪内斯塔政府于1979年开始执政的日期为关键日期，直到那时，尼加拉瓜仍没有对北纬15度以北岛屿的主权表现出兴趣。

尼加拉瓜则认为关键日期为1977年，当时双方在政府间的换文之后开始海洋划界的谈判。尼加拉瓜主张，海洋边界的争端暗含着相关区域内岛屿的主权争端，因此两者的关键日期是相同的。

对双方的主张进行考察后，法院认为，本案存在两个相互关联的争端，需要区分两种不同情况适用两个不同的关键日期。一个关键日期关系到岛屿主权归属，另一关键日期关系到海洋边界的划定。关于岛屿的主权归属，法院认为2001年为关键日期，因为只有在2001年提交的诉状中，尼加拉瓜才明确保留它在争议地区主张的所有岛礁的主权权利。关于海洋边界的争端，法院认为关键日期应为1982年，因为从那年3月发生两起逮捕和扣押对方船员和渔船的事件，及其后双方之间的外交换文开始，才可以认为存在双方间关于海洋划界的争端。

（三）岛礁主权归属

1．争端区域内岛礁的性质。

在评价争端区域内岛礁的法律性质时，法院指出，双方对伯贝礁岛、南礁岛、萨凡纳礁岛和皇家港礁岛在高潮时高于海平面这一事实没有争议。因此，按照两国均为缔约国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的规定，它们符合岛屿的定义和制度。

除了这四个岛屿，争议区域之内其他岛礁的法律性质因为缺少足够的证据而难以认定。双方在书面和口头的程序中要求法院对这些岛礁的主权作出判断，但是却没有提供足够的帮助以更为准确地定义它们的法律性质。考虑到上述因素，法院认为适当的做法是仅仅对能够认定性质的四个岛屿的主权归属作出判断。

在口头程序中，双方还提出可可河河口岛屿的主权归属问题。河口不稳定的特性导致河口岛屿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因为这一地区不断变化的情况，法院也没有对河口岛屿的主权问题作出判断。

2．保持占有（uti possidetis juris）原则和争议岛礁主权。

法院注意到，洪都拉斯是以保持占有原则作为其对争议岛屿拥有主权的基础。尼加拉瓜对此提出反对，认为岛屿的主权归属并不能建立在这个原则之上。

在布基纳法索/马里边界争端案的判决中，法院已经承认了保持占有原则是非殖民化时期领土主权和边界划分问题上最重要的法律原则之一。因此，法院认为，这项原则毫无疑问能够适用于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间的划界问题，因为两者都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省份。1894年双方达成的边界条约第2条第3款确立该项原则为双方各自领土主权的基础，1906年西班牙国王的仲裁裁决以此原则为基础确定了双方在1894年条约中未划定的边界，该仲裁裁决的有效性和约束力已经为国际法院1960年的判决所确认。

法院认为保持占有原则基本可以适用于海洋领土和海上空间，但是仅仅援引该原则自身并不能为争议岛屿的主权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如果这些岛屿不是双方所称的公认的无主地，就必须假定它们曾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即使这个假定成立，也不必然证明洪都拉斯是这些岛屿唯一的继承者，是唯一正式有权主张这种法律地位的国家。法院认为，保持占有原则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原来的殖民统治者已经在相关的殖民省份之间划定了各自的领土边界。因此，要在争议岛屿的主权问题上适用该原则，必须证明西班牙国王已经将这些岛屿分配给了各殖民省份。法院为此寻找了能够确定西班牙将这些岛屿分配给各殖民地的令人信服的证据。

双方都没有提供独立之前有关这些岛屿的文献记录或者其他证据。它们提供的西班牙殖民统治中美洲的信息并不能有效证明是否有一个实体，或者两个以上的附属实体在当时对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的海上岛屿进行了管理。显然，各殖民地之间对于岛屿的划分并没有像它们之间的陆地边界那样明确。

尽管保持占有原则和拉丁美洲的非殖民化密切相关，具有历史和现实的重要性，但是本案中并不能将该原则适用于那些离岸很远并且明显和两国海岸不邻接的岛屿，因此也不能据此确定这些岛屿的主权归属问题。

关于尼加拉瓜提出的邻接原则，法院认为，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分别于1850年和1866年与西班牙缔结的独立条约中只涉及它们海岸线之间的邻接，而没有涉及海上岛屿，尼加拉瓜关于这些争议岛屿邻接其爱丁堡礁岛的主张也因此不能被接受。尽管法院没有依据邻接原则作出判决，但是法院注意到，在任何情况下，争议岛屿看起来实际更接近于洪都拉斯海岸。

在判定不能以上述基础解决争议岛屿的主权问题后，法院接着确定在殖民时代是否有相关的有效统治。在布基纳法索/马里边界争端案和贝宁/尼日尔边界争端案的判决中，法院已经定义了有效殖民统治的概念：能够证明殖民时期在一定区域内有效实施了管辖权的殖民当局的行为。

法院认为，本案中缺乏有关殖民当局此种行为的信息。它认为，由于这些岛屿的位置偏远，并且在当时缺乏特别的经济和战略意义，殖民当局没有对此进行有效统治，因此法院也不能以此为基础判定和确认争议岛屿的主权归属。

根据上述考虑，法院判定，保持占有原则不能提供充分的帮助以确定岛屿的主权归属，因为没有证据清楚地表明争议岛屿在独立前和独立当时是否已经归属于尼加拉瓜或洪都拉斯。1906年西班牙国王的仲裁裁决也不能确定这种归属，因为它确定的是两国陆地边界。同样，法院也没有得到殖民时代对这些岛屿进行过有效统治的证据。

3．后殖民时期的有效统治和争议岛礁主权。

根据国际法院和常设国际法院作出的判例，特别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主权归属案的判决，小型岛礁的主权可以通过国家权力相对适度地展示的数量和质量来确定。法院考察了双方在这个方面的各种行为。

一是关于立法和行政控制。法院认为，洪都拉斯的宪法、法律中虽然有涉及争议海域的规定，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洪都拉斯以任何明确的方式将这些法律文件适用于这些岛屿。法院因此判定，洪都拉斯所主张的对这些岛屿的立法和行政控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二是关于刑事和民事法律的适用和执行。法院认为洪都拉斯提供的证据确实有重要的法律意义。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很多刑事起诉行动（其中包括起诉在伯贝礁岛和萨凡纳礁岛上的偷盗和身体袭击罪行，以及1993年洪都拉斯和美国药品管理局的禁毒行动）都和有效统治相关，因为法院已经确定岛屿主权的关键日期为2001年。1993年的禁毒行动，尽管不一定适用和执行洪都拉斯刑法，但是美国药品管理局飞越争议岛屿是经洪都拉斯政府授权的，授权文件中还明确提到了四个岛屿的名称，可以理解为国家的主权行为，构成对该区域的有效统治。

三是关于移民管制。1999年和2000年，洪都拉斯在这些岛屿上进行了很多关于移民和工作许可管理的活动。1999年，洪都拉斯当局巡查了四个岛屿，并记录了生活在南礁岛、萨凡纳礁岛和皇家港礁岛上的外国人的详细情况。法院判定，尽管洪都拉斯关于移民管制的行动仅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但这些证据对于证明有效统治仍具有法律意义。向牙买加人和尼加拉瓜国民签发工作许可和签证展示了洪都拉斯在此的权力。洪都拉斯移民官员对这些岛屿的巡查承担起了对这些岛屿的管辖权，尽管其目的可能只是监督而非管理岛上移民。这些主权行为的时间跨度虽然很短，但是在争议区域，只有洪都拉斯采取和承担了能够被认为是有效统治的措施。20世纪90年代前后，尼加拉瓜没有对洪都拉斯管理岛上移民的行为提出异议。

四是关于渔业活动的管理。洪都拉斯政府认为它对岛屿周围的海域有法律权利，并颁发捕鱼许可证。法院认为洪都拉斯管理渔船和岛上设施也是其行政和立法控制的证据。法院认为，洪都拉斯政府签发在萨凡纳礁岛上建设房屋以及储存捕鱼设备的许可证，也能够被视为管辖权的适度展示以及对争议岛屿有效统治的证据。尼加拉瓜认为，20世纪50年代它和英国关于在尼加拉瓜海岸之外重新确定捕捞海龟的权利也表明它对争议岛屿拥有主权，法院对此不予认定。

五是关于海军巡防。双方所提供的海军巡防的证据很少，且与这些争议岛屿没有直接关系。法院因此判定，双方在这个方面提交的信息均不能构成有效统治的证据。

六是关于石油开采。法院判定，双方有关海上石油开发的证据和争议岛屿关系不大，因此将在公共工程方面集中谈到岛上和石油开采相关的活动。

七是关于公共工程。洪都拉斯认为，1975年联合石油公司在伯贝礁岛上放置的一个10米长的天线是洪都拉斯政府授权的石油开发活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石油公司定期向洪都拉斯政府提交有关这些活动的报告，其中包括相应的税款。尼加拉瓜认为，在伯贝礁岛上放置天线是私人行为，并无明确的政府授权。法院认为，天线的放置是为了进行经政府授权的石油开发活动，这些活动所缴纳的税款也能认定是政府授权的额外证据。法院因此判定，洪都拉斯所提到的公共工程构成有效统治的证据，能够支持洪都拉斯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

对双方提出的观点和证据进行考察后，法院判定，洪都拉斯所援引的后殖民时代的有效统治有“以行使主权的目的和意图行事”的证据，构成对这四个岛屿管理权的适度和真正的展示。尽管这四个岛屿的经济和战略重要性尚未确立，国家的主权行为也不是很多，但是洪都拉斯已经通过充分和全面的行为表明了其对这些岛屿行使主权管辖的意图。法院进一步说明，洪都拉斯这些活动能够构成有效统治还在于尼加拉瓜从来没有对其行为提出过抗议。至于尼加拉瓜，法院判定它既无作为主权者行动的意图和愿望，也无证据表明它实际对这些岛屿行使或者展示了权力。

4．地图对确认争议岛屿主权的证据价值。

争端双方都提供了很多地图来支持各自的主张，但是包括这些争议岛屿的任何地图都没有清楚地说明哪个国家对这些岛屿行使了主权。另外，这些地图都不是有效的法律文件的一部分，或者更明确地构成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缔结的边界条约的一部分。法院因此判定，双方提供的这些地图本身并不能成为它们对北纬15度线附近岛屿主权的证据。

5．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是否构成第三国的承认。

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能够支持双方所主张的其对这些岛屿的主权已经得到第三国的承认。双方提供的某些证据只是一些不一贯和不连续的偶然事件，很明显，它们既没有明确承认争议岛屿的主权归属，也没有这种意图。

洪都拉斯援引哥伦比亚和洪都拉斯以及牙买加之间缔结的双边条约作为第三国承认对争议区域岛屿主权的证据。法院注意到，对这些条约涉及的争议区域的安排，尼加拉瓜一直持反对立场，其从来没有理解为洪都拉斯对争议岛屿拥有主权。法院因此判定，这些双边条约并不能构成第三方对争议岛屿主权的承认。

双方还提出了一个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作为证据。该协定于1998年4月16日在圣多明戈签订，缔约方包括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指出，在协定的最初文本中包含了第2条第1款的一个附件，该附件定义了洪都拉斯的领土范围，其中包括保罗得坎佩切和米地亚鲁那群（礁）岛。洪都拉斯声称，米地亚鲁那群（礁）岛一般是指争议地区的全部岛礁。尼加拉瓜指出，在批准条约的过程中，其议会批准的是修正的条约文本，其中不包含上述第2条第1款的附件。考察了上述附件之后，法院认为其中并没有提到有争议的四个岛屿的名字。另外，法院还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米地亚鲁那群（礁）岛这一用语含有洪都拉斯所主张的意义。根据这些情况，法院判定，没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和该协定相关的主张及其在口头程序中的地位。

6．对岛屿主权归属的判决。

法院在考察了有关争议岛屿主权的所有证据和法律问题后，判定洪都拉斯根据后殖民时代的有效统治拥有对这些岛屿的主权。

（四）海域划界

1．洪都拉斯主张的传统海洋边界。

洪都拉斯根据保持占有原则主张两国之间存在一个传统的海洋边界。法院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该原则对海洋划界可能起作用，比如有关历史性海湾和领海的划界问题。但是，本案中洪都拉斯不能提出有效的证据说明自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海角起沿北纬15度线的延伸构成了两国之间海上管辖权的分界，它只断定西班牙国王总是利用经纬线来划分管辖范围，而没有提供证据表明殖民当局确实曾经以此纬线划定双方的管辖范围。

法院进一步认为，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在独立当时，根据保持占有原则拥有原殖民省份所拥有的陆地领土和领海的主权。法院还判定，根据保持占有原则不能确定争议岛屿的主权归属。西班牙国王并没有划定其原来的殖民省份之间的海洋边界，甚至是领海的边界。尽管可以认为这些国家在独立当时已经拥有对领海的主权，但是这个法律事实本身并不能确定和邻国之间海洋边界的走向。在本案的情况下，不能够根据保持占有原则确定存在一条沿北纬15度线的传统海洋边界。

法院还注意到，以保持占有原则为基础的1906年仲裁裁决并没有处理两国之间的海洋边界问题，也没有确认沿北纬15度线的海洋边界。

法院因此判定，洪都拉斯根据保持占有原则所主张的沿北纬15度线的传统海洋边界不能成立。

既然没有根据保持占有原则确立的传统海洋边界，法院还必须确定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存在洪都拉斯主张的默示协议。默示协议的存在必须有非常显著的证据支持，建立永久的海洋边界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不容易推测存在这样的默示协议。洪都拉斯提出了种种证据，包括海洋石油开采权、洪都拉斯和哥伦比亚之间的协议、渔业活动、两国间的外交换文等。法院认为这些证据要么受到尼加拉瓜的一贯反对，要么时间的跨度很短，具有偶然性，不足以形成默示的两国之间的海洋边界。法院在对这些证据进行考察后判定，在1982年及以后的日期，不存在本质上能够确立有法律约束力的海洋边界的任何默示协议。

2．海洋边界的划定。

在判定不存在沿北纬15度线的传统海洋边界后，法院继续审查了两国之间的划界问题。

一是可适用的法律。双方都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简称《公约》）的缔约国，因此都同意按照公约相关条款的规定来解决争端。

二是待划定的区域和划界方法。本案中的单一海洋边界将涉及不同的管辖海域，其范围从两国海岸至少延伸至西经82度线，在那里可能涉及第三国的利益。根据《公约》第3条的规定，国家的领海宽度不能超过12海里。由于争议岛屿和海岸的距离都超出24海里，因此都能产生自己的领海。而且这些岛屿相互间的距离都少于24海里，因此还会产生相互之间的重叠区域。要划定的单一海洋边界除了要区分两国的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外，还要划分这些岛屿相互之间的重叠区域。《公约》第15条规定了领海的划界方法和原则。关于如何适用这些规定，法院在卡塔尔/巴林海洋划界和领土问题案中认为，最合理并且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就是首先划定一条临时等距离线，接着考虑是否要根据特殊情况对该等距离线作出调整。法院判例认为等距离线在划界实践中广泛应用的原因在于其科学特征和适用的简便性，但是等距离线并不优先于其他划界方法，甚至在特殊情况下可能存在不适合运用等距离线的因素。争端双方也都没有提出根据等距离线来划定海洋边界。关于界线基点的确认，法院考虑了两国海岸的地形，以及作为两国陆地边界终点的可可河河口的情况。由于可可河河口的不稳定性，任何在河口上选取的基点，并以此基点作为划界起点的情况，都会在将来造成不合理的结果。基于上述原因，法院认为存在《公约》第15条所规定的特殊情况，因此不能适用等距离原则。接着法院考虑了尼加拉瓜提出的等分线方法，认为在等距离线不可行的情况下，根据两国海岸的特殊情况，该方法是一种合适的替代方法，能够产生公平的结果。

三是岛屿周围的领海划界。根据《公约》第3条的规定，北纬15度线附近的岛屿应该有不超过12海里的领海。由于它们相互之间的距离小于24海里，就会产生领海相互重叠的问题，因此需要对岛屿周围的领海进行划界。在对这些岛屿的地理特征进行考察后，法院认为不存在不能适用等距离线的特殊情况，因此应该以等距离线来划定岛屿周围的领海边界。

四是海洋边界的起点和终点。考虑了双方的建议之后，法院认为海洋边界的起点应该位于1962年联合划界委员会确定的陆地边界界点沿等分线向海3英里处的定点。该海洋边界的起始点和1906年仲裁裁决所确定的陆地边界界点之间的界线，由双方再行协商决定。至于该边界的终点，法院并没有明确，只是说明应该至第三国管辖范围为止。法院还考虑了第三国因双边条约而在该区域获得的利益，它们可能与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之间划定的海洋边界相关。法院补充说明其已公正地考虑了任何第三国在该区域可能存在的合法利益。因此，尽管法院没有明确边界的终点，但是可以相应地划定海洋边界，并说明在不影响第三国利益的情况下，可以超出西经82度线，但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理解为边界超出从领海基线量起的200海里范围。200海里之外大陆架上的任何权利都必须符合《公约》第76条关于大陆架定义的规定，并经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审查。

五是海洋边界的走向。在明确了海洋边界的起始点以及确定终点的原则后，法院判定了两国之间海洋边界的走向。

四、评析

本案自1999年由尼加拉瓜提交至国际法院后，直到2007年才由国际法院作出最终判决。本案主要争议事项有二：一是岛礁领土归属争议，二是海域划界争议。

在岛屿领土归属方面，当事双方对其中四个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岛礁的法律地位属于《公约》第121条所定义的“岛屿”并无疑义。因此，上述四个岛屿均有权依据《公约》的规定至少主张领海及毗连区。在主权的判定标准上，洪都拉斯所主张的“保持占有原则”和尼加拉瓜所主张的“邻近原则”都未获法院采纳，尽管后者在近期一些岛屿归属争议中常被提出。事实上，在国际法原则下，“邻近原则”在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时或许会有所关联，但过去已有国际法院案例明确表明岛屿归属与“邻近原则”无关，而与声索国是否有效展现行政管辖有关。因此，这一主张未获法院采纳并不让人意外。

最终，法院仍依据一贯的司法实践，以“该国在其领土上是否明显展现其管辖行为”的标准判定岛屿归属。法院所采用的标准包括立法与行政管辖、刑事与民事执法措施、移民规范、渔业活动规范、海军巡逻、石油探勘活动、政府建设等。法院最后认定，洪都拉斯在上述四个岛屿展现主权的目的与意愿，已构成真正的管辖行为，故判决上述四个岛屿属于洪都拉斯。事实上，这一判决结果也符合国际法下取得陆地领土主权的相关规范，特别是“有效占领”规则。

值得一提的是，当事双方均向法院提交许多地图，用以证明拥有对上述四个岛屿的主权。然而，法院认为这些地图并无法说明哪个国家过去曾经对这些岛屿有效地行使主权及展现管辖措施，也与两国过去所订立的条约无涉。由此可见，一国仅以地图为依据就欲证明其拥有岛屿主权的做法，在国际法下是不可行的。因此，在面对陆地领土或岛屿主权争议时，国家应该尽其所能地在该陆地领土或岛屿上展现其有效占领的各项行为，并需一直持续下去，以便未来争取该陆地领土与岛屿的主权归属。

在海洋划界方面，本案属于海岸相邻国家划界，与大多数海岸相向国家划界案例不同。因此，所划海洋界线的角度就显得十分重要。特别是在《公约》相关规范下，虽然领海界限往往是依据“等距离中间线”原则划定，但在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划界方面则需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以达到公平的结果。一旦角度被决定后，则当事双方可主张海域范围也就被决定了。此外，国际法院在海域划界时似乎已建立了一套规则，那就是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在国际法下的发展密不可分，故在划界时两者需一并考虑，即最后划界的结果常常是一条单一海洋界限，本案的判决结果也是如此。在本案中，国际法院需确定一条界线，除了要划分两国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外，由于上述四个岛屿间的距离不足24海里，该界线还需要划分这些岛屿间的重叠海域。

在对上述四个岛屿进行划界时，法院直接采用“等距离中间线”原则。然而，在陆地领土划界方面，国际法院却采取了不同的做法。一般而言，相邻国家间划界多是以在两国界上先选取基准点后，再选取一条在其上每一点都同测算两国中每一国领海宽度的基线最近各点距离相等的等距线。然而，法院认为，由于作为两国界河的可可河河口地区在地形上并不稳定，故任何在河口所选取的基点并据此作为划界起点的做法，最后都会造成不公平结果。因此，法院在该河口外3海里处选取一基点，并划出两国在附近海岸线的角平分线，在经过岛屿时与等距离线合并后，综合而成最后的分界线。这种“角平分线”法，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国际法院在判决相邻国家海洋划界时的主要原则与做法。

综上所述，国家需持续在其所主张主权的岛屿展现其管辖行为，才能在主权争议中处于优势。仅凭地图等书面与静态文件就想要证明对岛屿拥有主权，在国际法下并不可行。此外，在海域划界部分，法院最后采取双方海岸线走向角平分线法，是值得持续关注的划界发展方向。


（案件来源：http://www.icj-cij.org/docket/index.php?p1=3＆p2=3＆code=nh＆case=120＆k=14＆p3=0）




常设仲裁法院案例选析



荷兰诉俄罗斯北极日出号仲裁案

（2013年10月4日—2015年8月14日）

一、案件背景及主要程序

2013年9月18日，为抗议俄罗斯在北极开采石油，30名绿色和平组织成员乘坐北极日出号破冰船前往伯朝拉海，试图登上俄罗斯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钻井平台。俄罗斯随即对该船舶采取了登临检查的执法措施，并将北极日出号破冰船拖到科拉湾，逮捕和扣押了船上人员和船只，依据俄罗斯国内法以流氓罪对船上人员提起诉讼。

荷兰作为船旗国，对俄方的抓扣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并于10月4日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简称《公约》）第15部分第2节的规定提起强制仲裁。10月21日，由于仲裁庭尚未成立，荷兰依据《公约》第290条第5款的规定，请求国际海洋法法庭就采取临时措施作出裁决，迅速释放被扣押的船只和船上人员。北极日出号事件因此形成了一案两诉的局面。

俄以“不接受管辖、不出庭应诉、不执行裁定”的强硬态度回应荷兰提出的仲裁案以及请求国际海洋法法庭颁布临时措施的行为。在9月18日扣押北极日出号船只和船员当天，俄外交部即召见荷兰驻俄大使，抗议该船和船上人员在俄专属经济区实施挑衅行为，粗暴违反国际法和俄有关法律，要求荷兰作为船旗国采取措施杜绝今后再发生类似行为。10月21日，荷兰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临时措施请求后，俄外交部随即明确表示：俄在1997年批准《公约》时已按《公约》第298条的规定作出排除性声明，明确表示不接受在俄主权和管辖范围内的任何国际司法程序，该案发生在俄拥有主权权利的专属经济区内，国际海洋法法庭无权管辖，俄不会接受仲裁、不会到庭、不会参与审理。

11月6日，国际海洋法法庭举行听证会，俄拒绝出席。11月22日，国际海洋法法庭就临时措施请求作出裁决，要求俄罗斯在荷兰提供360万欧元的担保金后，立即无条件释放北极日出号船只及船上所有人员。

2014年1月13日，国际海洋法法庭宣布，该庭庭长柳井俊二已于1月10日根据荷兰的要求指定组成仲裁庭，审理荷兰提出的仲裁请求。俄再次表示，仲裁庭对此案无管辖权，俄方不会参与相关法律程序。

俄对荷兰提起的仲裁案坚持不接受、不出庭、不执行的立场。同时，俄按其国内法对北极日出号案进行了审理，先是将北极日出号破冰船连同船上人员拖至俄沿岸港口城市摩尔曼斯克，组织专门侦查委员会调查后，向俄地方法院以“海盗罪”提起诉讼，随后对船只进行全面搜查，声称发现毒品和其他可能用于“特种用途”的装备。俄专门侦查委员会经过详细调查后，将原来起诉的“海盗罪”改为“流氓罪”，通过主审法院陆续作出保释放人判决。2013年11月底，船员被保释；12月18日俄国家杜马作出赦免令，外国船员随后全部回国。2014年6月6日，北极日出号解除扣押，并于8月1日离开摩尔曼斯克港，9日抵达荷兰阿姆斯特丹。

二、荷兰的诉讼主张

2013年10月4日，荷兰向俄罗斯发出《仲裁通知》与《权利主张声明》（下文简称《声明》）。在《声明》中，荷兰就仲裁庭对案件的管辖权、案件的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临时措施请求及诉讼请求等事项进行了简要论述。

关于管辖权，荷兰认为，两国均是《公约》缔约国，在签署《公约》时，俄罗斯主张选择附件7下的仲裁庭、荷兰主张选择国际法院作为关于《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的强制解决机构。由于双方选择不一致，根据《公约》第287条第5款的规定，附件7下的仲裁得以适用。在批准《公约》时，俄罗斯根据第298条第1款（b）项作出声明，就关于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执法活动争端不接受《公约》第15部分第2节的强制程序。对此，荷兰认为，第298条第1款（b）项所谓执法活动的争端必须在第297条第2—3款的限制之下，即产生争端的执法活动的范围仅限于有关海洋科学研究和渔业领域。因此，俄方根据《公约》第298条所作声明无法排除仲裁庭对本案的管辖权。

关于可适用的法律，荷兰认为，根据《公约》第293条，仲裁庭应适用《公约》以及其他与《公约》不相抵触的国际法规则裁决案件。在本案中，与《公约》不相抵触的国际法规则包括1966年《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荷兰指控，俄方在未经其允许的情况下，在专属经济区内登临、检查、扣押、调查荷兰籍船只，违反了《公约》第58条第1款、第87条第1款（a）项以及习惯国际法之规定，妨碍了荷兰的自由航行权利。俄方的此种行为同时违反了《公约》第58条、第7部分及习惯国际法之规定，破坏了作为船旗国的荷兰对船只的管辖权。俄方对船员的扣留并对他们提起司法程序，违反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12条第2款以及习惯国际法之规定，剥夺了船员享有的自由与安全权利，以及离开俄罗斯领土和海域的权利。

关于临时措施，荷兰根据《公约》第290条，要求俄罗斯立即采取措施使得北极日出号能够自由离开俄罗斯海域；迅速释放船员，使他们能够离开俄罗斯领土和海域。同时，荷兰主张将予以组成的仲裁庭对本案拥有初步（prima facie）管辖权，符合《公约》第290条第5款的规定，因此，国际海洋法法庭具有颁布临时措施命令的管辖权。

关于诉讼请求，荷兰请求仲裁庭宣告俄罗斯登临、检查、扣押、调查荷兰籍船只并扣留船员的行为违反《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习惯国际法的相关规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并应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俄方应立即停止侵害，并保证不重犯；俄方应向荷兰赔偿因其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失。

2014年9月1日，荷兰向仲裁庭递交诉状。荷兰在诉状中除要求仲裁庭裁定俄罗斯扣押船只和船员的行为违反《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外，还请求仲裁庭裁定：俄罗斯未能全面履行国际海洋法法庭作出的临时措施判决，以及俄罗斯不参与仲裁程序的行为均违反《公约》。荷兰请求仲裁庭作出一项宣告性判决（declaratory judgment），宣告俄罗斯的上述违法行为，要求俄就此进行道歉，并对由此给荷兰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

2014年9月16日，绿色和平组织向仲裁庭递交请求书，要求作为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参加仲裁。10月8日，仲裁庭拒绝了绿色和平组织的申请，认为没有足够的理由允许其以法庭之友身份出庭。

值得注意的是，荷兰多次要求仲裁庭先审理对案件的管辖权问题。2014年2月27日，荷兰在评论仲裁《程序规则》草案时指出，俄罗斯于2013年10月22日发表的外交照会应被视为对仲裁庭管辖权的抗辩。在该照会中，俄罗斯指出：“对北极日出号的调查行为属于俄罗斯作为沿海国的权利。俄罗斯于1997年2月26日批准《公约》时已经发表声明，对有关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执法行为不接受《公约》第15部分第2节的强制管辖。因此，俄罗斯不接受仲裁，不参与口头程序。”2014年3月3日，俄罗斯再次递交了上述照会并重申不参与仲裁。荷兰在2014年9月1日递交的诉状第59段再次提出，俄罗斯的上述照会应被视为对仲裁庭管辖权的抗辩，应根据仲裁《程序规则》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将其作为先决问题。因此，荷兰请求仲裁庭将庭审程序分成两个阶段，即先裁定仲裁庭对本案的管辖权，再审理案件可受理性和实体问题。

2014年11月14日，仲裁庭向当事双方发送了《4号程序令》草案，拟针对俄罗斯的外交照会先行审理管辖权问题。对此，荷兰表示支持，俄罗斯未作评论。11月21日，仲裁庭通过了《4号程序令》，确认将仲裁程序分为两个阶段，先对管辖权问题进行裁决。

三、仲裁庭关于本案管辖权的裁决

仲裁庭在裁决中首先强调，本裁决仅针对俄罗斯的管辖权抗辩进行审议，不涉及除该抗辩之外的任何其他管辖权问题、可受理性问题或者实体问题。荷兰和俄罗斯均是《公约》的缔约国，因此两国之间关于《公约》解释或者适用的争端应受《公约》第15部分的约束。在本案中，荷、俄两国之间存在着此种争端，这从两国之间针对本案往来的外交文件中能够明显看出。虽然俄罗斯已经将船只和船员释放，但荷兰并未就此认为争端已经解决，因为荷兰先前的诉讼请求并未因此完全得到满足。根据《公约》第287条的规定，缔约国适用《公约》第15部分第2节解决争端时，如果程序选择不一致，应适用附件7下的仲裁程序。

关于俄罗斯的管辖权抗辩，仲裁庭首先指出，它是依据俄批准《公约》时作出的保留声明。该声明指出：“根据《公约》第298条，关于解释或适用第15条、第74条和第83条有关海洋划界和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产生的争端，关于军事活动、包括公务船舶执行的军事活动产生的争端，关于行使主权权利或管辖权而进行的执法活动产生的争端，以及正在由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行使职权的争端，俄罗斯不接受《公约》第15部分第2节规定的任何强制性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仲裁庭必须查明，该声明是否具有将当前的争端排除适用强制解决机制的效果，从而使仲裁庭对案件没有管辖权。

荷兰并不反对当前的争议涉及“与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相关的执法活动”。但是，荷兰认为，俄罗斯的声明要么由于其保留范围过广而被《公约》所禁止，要么根据《公约》第298条第1款（b）项作出恰当的解释，即该保留声明只具有排除根据第297条第2款或者第3款行使管辖权的法院或法庭的管辖效力。因此，仲裁庭必须判断俄罗斯保留声明的效力范围。

仲裁庭认为，俄罗斯的声明不能将“与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相关的执法活动”有关的任何争议都排除适用《公约》第15部分第2节的程序。该声明所涉及的争端必须受制于第297条第2款和第3款。对声明作出这样的解释才是恰当的，才符合《公约》第309条和第310条设定的义务。《公约》第298条只是规定了对于适用第15部分第2节的有限例外。仲裁庭注意到俄罗斯的声明是根据第298条作出的保留，因此只能排除那些适用第298条第1款（b）项所允许排除的争端。同时，仲裁庭注意到，俄罗斯声明的措辞并不与第298条第1款（b）项完全一致，例如，其并未提及“根据第297条第2款和第3款不属于法院或法庭管辖”这一条件。但是，仲裁庭认为，无论措辞如何，俄罗斯不能创设超越《公约》所允许的保留。因此，仲裁庭需要裁决的是当前的争端是否属于《公约》第298条第1款（b）项所列举的范围，即当前的争端是否属于根据第297条第2款和第3款不属于法院或者法庭管辖的与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相关的执法活动有关的争端。

《公约》第297条第2款和第3款排除法院在下述事项上的管辖权：（1）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上行使海洋科学研究权利或斟酌决定权而产生的争端；（2）沿海国决定命令暂停或停止一项海洋科学研究计划而产生的争端；（3）有关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及其行使而产生的争端。

显然，当前的争端不涉及上述任何一项。仲裁庭裁定，俄罗斯的行为，因其不涉及任何海洋科学研究或渔业问题，从而不属于《公约》第298条第1款（b）项所列举的范围，其保留声明不能将当前的争端排除适用《公约》第15部分第2节的强制性争端解决程序。而其他任何在本裁定中尚未裁决的事项，包括案件的管辖权、可受理性以及实体问题，本仲裁庭保留在后续程序中加以裁决的权力。

四、仲裁庭对本案实体问题的裁决

2015年8月14日，仲裁庭对本案实体问题作出裁决。首先，对于荷兰第1项诉求，即要求仲裁庭宣告俄罗斯在其钻井平台周围划设3海里安全区的行为违反国际法，仲裁庭认为俄罗斯并不存在上述行为，荷兰请求的事实不存在。其次，对于荷兰第2项诉求，即要求仲裁庭宣告俄罗斯在未经荷兰同意的情况下扣押“北极日出号”及其船员的行为违反国际法，仲裁庭考虑了俄罗斯采取相关行动可能依据的若干法律基础，包括：针对海盗行为的普遍管辖权、针对发生在500米安全区内的被怀疑为“流氓行为”的登临权和检查权、针对恐怖主义嫌疑人的执法权、沿岸国对专属经济区内非生物资源的专属管辖权、沿岸国保护海洋环境的权利，以及沿岸国对其专属经济区内危险操作船舶的登临权等。仲裁庭认为，上述权利基础均不能为俄罗斯扣押“北极日出号”的行为辩护。再次，对于荷兰第3项诉求，即要求仲裁庭宣告俄罗斯未能完全履行国际海洋法法庭的临时措施命令的行为违反国际法，仲裁庭认为，俄罗斯迟延履行临时措施命令，违背了《公约》规定的义务。最后，对于荷兰第4项诉求，即要求仲裁庭宣告俄罗斯拒绝为仲裁费用支付保证金的行为违反《公约》，仲裁庭认为，俄罗斯的上述行为违背《公约》第15部分及第300条下的固有义务。

五、评析

从仲裁庭对本案的裁决来看，除了仲裁费用需由荷兰与俄罗斯共同承担外，俄罗斯很明显地输掉了此次仲裁，特别是其所主张的“不接受管辖、不出庭应诉、不执行裁定”的策略并未被仲裁庭接受。

事实上，仲裁庭作出上述裁决结果并不令人意外。由本次事件的事实来看，俄罗斯的做法明显违反了《公约》有关规定。本次事件发生地位于俄罗斯专属经济区，主要争议点在于俄罗斯拒绝遵守《公约》规定，在荷兰已提供担保金的情况下仍拒绝释放绿色和平组织人员与船只。依据《公约》规定，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对其中的自然资源与经济活动等享有主权权利，并对特定事项享有管辖权。虽然《公约》第73条第1款中规定，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行使主权权利时可采取包括登临、检查、逮捕和进行司法程序等行为在内的措施；然而，该条第2款同时规定“被逮捕的船只及其船员，在提出适当的保证书或其他担保后应迅速获得释放”。荷兰已提出360万欧元担保金，要求俄罗斯立刻释放其所属绿色和平组织人员与船舶的做法，已符合上述条款的要求。俄罗斯拒不释放人员与船舶的行为，明显地违反了上述条款规定，其最后被法院判决败诉在预料之中。

有观点认为，由于本次事件的主角为俄罗斯钻井平台，故应适用《公约》第六部分“大陆架”的相关规定，而非前述专属经济区部分的规定。由于大陆架部分缺乏针对本次事件的具体条款规定，故俄罗斯依其国内法拒绝释放荷籍人员与船只并未违反相关国际法规定。然而，此次事件中绿色和平组织的目标并非俄罗斯的非生物资源（石油），而是钻井平台本身，属于《公约》第五部分“专属经济区”中第60条所指的“设施与结构”，自然适用前述第73条的相关规范。

若深入了解《公约》的法律原则，可以发现《公约》对属于沿海国主权范围内和主权范围外的海域，在赋予相关权利的规范上有着明确的区分。以沿海国主权所及的内水、领海与群岛水域而言，沿海国可制定相关国内法律并进行执法与处罚行为，其中包括属于“人身自由刑”在内的有期徒刑。以菲律宾为例，其甚至立法明确规定非法窃取其群岛水域内自然资源（包括渔业资源及砂石等）将被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然而，对于不属于主权范围的海域，《公约》明显并未赋予沿海国规定“人身自由刑”的权力，而是以罚款为主，除非违规者提不出适当担保才会被拘留。这一点可从《公约》第73条的相关规定中得到证明。由于本案发生的海域并非属于沿海国主权所及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俄罗斯在荷兰已提供担保金的情况下仍执意扣留绿色和平组织的人员与船只，并拒绝释放，已违反前述《公约》相关条款的精神与法律原则。

此外，俄罗斯对《公约》第298条的解释也存在争议。俄罗斯表示，在其批准《公约》时已按《公约》第298条的规定作出排除性声明。然而，该条款实际上是赋予了国家可以选择不受强制司法或仲裁程序解决的争端，包括：海洋边界的划定或涉及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端；军事相关活动的争端；正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执行《联合国宪章》所赋予职务的争端。由上述内容可知，本案不论是形式上或本质上均不属于上述三种争端中的任何一种，故本案根本就不适用这一排除性条款。俄罗斯将“北极日出号”案归为上述三种争端之一，其理由与论点缺乏合理性。

反之，《公约》第297条规定适用强制仲裁程序的争端，包括：关于航行、飞越或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及合法使用等争端；关于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之争端；关于解释或适用海洋科学研究方面规定的争端；关于解释或适用渔业规定的争端。从这些内容来看，本案是因为绿色和平组织为了保护北极地区海洋环境而引起的争端，故应受本条款的约束和调整。换言之，在《公约》的规范下，本案属于适用强制仲裁程序的争端。俄罗斯既然为《公约》缔约国，并无理由以“不接受管辖、不出庭应诉、不执行裁定”的策略拒绝接受仲裁。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可能忽略了根据《公约》所设立的国际海洋法法庭自从正式运作后，前面五个案子中就有四个是属于与本案相似的“迅速释放”案件。


（案件来源：http://www.pca-cpa.org/showpage.asp?pag_id=1556）




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

（2013年1月22日启动，在审）

一、案件背景

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向中国发出外交照会并附《关于“西菲律宾海”的通知与权利主张说明》（下文简称《通知》），就两国之间的南海（菲律宾称“西菲律宾海”）争议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简称《公约》）第287条和附件7提起强制仲裁程序“以求和平并永久地解决”双方争端。这是中国自1996年批准加入《公约》以来首次被诉诸《公约》第15部分第2节“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解决争端程序”。

菲律宾提起强制仲裁所依据的《公约》第287条规定是《公约》第15部分中有关《公约》解释或者适用的争端解决机制的核心条款。该条款规定了四种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第三方强制程序：按照《公约》附件6设立的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按照《公约》附件7组成的仲裁法庭，以及按照《公约》附件8组成的特别仲裁法庭。对于强制程序的启动，《公约》规定了以下两个基本前提：第一，一个国家在签署、批准或者加入《公约》时或者在其后的任何时间，以书面声明的方式自由选择其中一种或者一种以上程序；但是，如果缔约国没有选择任何一种强制程序或者接受的并非同一种强制程序，则应被视为已接受《公约》附件7所规定的强制仲裁程序（第287条第1款、第3款和第5款）。第二，在“第三节限制”下，“争端已诉诸第一节规定的程序而仍未得到解决”（第286条）。所谓“第一节规定的程序”是指传统上基于国家同意的和平解决程序，如谈判、协商或者调解；“第三节限制”主要是指《公约》第297条规定的三种限制和第298条规定的三种选择性例外。

2006年，中国依据《公约》第298条的规定作出声明，即对于《公约》第298条第1款（a）、（b）和（c）项所述的任何争端——涉及海洋划界、陆地领土以及军事活动的争端，中国政府不接受《公约》第15部分第2节规定的任何国际司法或者仲裁管辖。

2013年2月19日，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马克卿约见菲律宾外交部官员，表示中方对该照会及所附通知不予接受并将其退回。这意味着，中国不会接受菲律宾提起的强制仲裁程序。中国外交部多次表示，菲方就所谓仲裁一事致中方的照会及所附《通知》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存在许多严重错误，包含了许多对中方的不实指控；《通知》中还有数处内容严重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损害中菲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中菲双方在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争议方面是存在共识的。菲方提起仲裁违背双方有关共识，同时也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关于“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的原则和精神，严重破坏了中国和东盟国家关于启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气氛，为各方启动磋商进程设置了新的障碍。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方面争议的核心是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争议，同时双方在南海部分海域也存在海洋管辖权主张重叠问题。

二、菲律宾的诉讼请求

菲律宾在其提起仲裁程序的《通知》中声称，其满足了对中国提起强制仲裁的条件：首先，中菲双方各自在1996年和1984年批准《公约》且各自没有根据《公约》第287条第1款作出声明，相互之间也不存在相反的协议，因而双方有关南海的争端可以提交按照《公约》附件7组成的仲裁法庭仲裁。其次，“第三节限制”这一前提条件不构成提起强制仲裁的障碍，因为菲律宾在《通知》中的请求不在中国2006年声明的范围之内。菲律宾认为，南海争端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1）双方各自对南海水域、海床及海洋地物的权利和义务是否受《公约》的调整；（2）中国基于“九段线”的主张是否与《公约》不相符合；（3）根据《公约》第121条的规定，南海的某些海洋地物是岛屿、低潮高地还是水下暗礁，以及它们是否足以在法律上引起对宽于12海里的海域主张权利；（4）中国是否“侵犯”了菲律宾在南海水域的航行权利以及菲律宾在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对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权利。而这些问题并不涉及有关海洋划界条款的解释或者适用。最后，菲律宾也依据《公约》第15部分第1节第279条和第283条第1款的规定，认为至少自1995年以来，其充分并善意地与中国就和平解决南海相关海域的权利，在这些海域内行使有关航行、生物与非生物资源开发的权利以及南沙群岛和黄岩岛的地位的争端多次交换意见，穷尽了谈判解决的所有可能性而争端仍然未能获得解决。《公约》第281条第1款允许当事方在此情况下诉诸《公约》第15部分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

三、仲裁程序的进展

由于中菲双方在加入《公约》时均已表明接受按照附件7组成的仲裁法庭作为导致有约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那么，无论中国是否接受本次仲裁，均不妨碍强制仲裁程序的继续进行。

按照《公约》附件7第3条规定，中方应当在收到菲律宾的仲裁《通知》后30天内指派仲裁员。菲律宾在提交仲裁的同时，指定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前庭长R．Wolfrum（德国籍）为代表菲方的仲裁员。由于中国没有指定仲裁员，也不与菲律宾协商确定另外三位仲裁员及仲裁庭庭长，2013年2月22日后，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代为指定S．Pawlak（波兰籍）法官为代表中国的仲裁员；4月24日，指定另外三位仲裁员分别为Jean-Pierre Cot（法国籍）、Chris Pinto（斯里兰卡籍）和Alfred Soons（荷兰籍），其中C．Pinto为仲裁庭庭长。6月21日，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重新指定Thomas A．Mensah（加纳籍）代替C．Pinto担任仲裁员及仲裁庭庭长。至此，仲裁庭组建完毕。

2013年7月11日，仲裁庭在海牙举行第一次会议。其后仲裁庭发布了第一项程序命令（Procedural Order），宣布仲裁程序的初步时间表，并采纳了仲裁程序规则（Rules of Procedure）。

程序命令内容如下：仲裁庭正式采纳了程序规则，并确定2014年3月30日为菲律宾递交起诉状（Memorial）的最后期限。仲裁庭要求菲律宾提交的内容应包括：仲裁庭的管辖权（Jurisdiction）、菲律宾诉讼请求的可受理性（Admissibility），以及争端的实体问题。仲裁庭根据当事双方的观点，将在适当的阶段自行确定仲裁的进一步程序，包括确定是否及何时需要书面意见和召开听证会。

在采纳程序规则和时间表以前，仲裁庭给每一当事方提供了对程序规则草案发表意见的机会。2013年7月31日，菲律宾提交了对草案的意见。2013年8月1日，中国向常设仲裁法院递交普通照会，重申中方不接受仲裁的一贯立场，表明将不参加仲裁程序。

2014年3月30日，菲律宾根据仲裁程序规则确定的最后期限，正式向仲裁庭递交了诉状（Memorial）。诉状总长度为4000页，其中3700页为“证据材料”。此后，仲裁庭随即召开第二次会议，确定2014年12月15日为中国递交辩诉状（Counter-Memorial）的最后期限。

2014年12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了关于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重申了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该仲裁的严正立场，并从法律角度全面阐述中国关于仲裁庭没有管辖权的立场和理据。

2015年10月29日，仲裁庭就本案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作出裁决，指出：仲裁庭根据《公约》的规定“合法组成”；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程序并不妨碍仲裁庭行使管辖权；仲裁庭对菲律宾的第3、4、6、7、10、11和13项诉讼请求（要求仲裁庭裁定黄岩岛和中方所控制的南沙岛礁不能产生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权利，中方非法干扰了菲律宾享有的海洋权利）具有管辖权；对第1、2、5、8、9、12和14项诉求（要求仲裁庭裁定中国主张的历史性权利缺乏法律依据、南海断续线不符合《公约》，以及中国在南沙部分岛礁附近的活动违反《公约》）是否有管辖权延至实体问题（即对菲律宾的诉讼请求本身进行评议）阶段审理；指令菲律宾对第15项诉求（要求仲裁庭裁定中国应当停止违法活动）作出进一步澄清，并保留在实体问题阶段对该诉求的管辖权进行审理的权力。

中国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指出“菲律宾和仲裁庭无视仲裁案的实质是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及其相关问题，恶意规避中国于2006年根据《公约》第298条有关规定作出的排除性声明，否定中菲双方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争端的共识，滥用程序，强行推进仲裁，严重侵犯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的合法权利，完全背离了《公约》的宗旨和目的，损害了《公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仲裁庭的裁决是无效的，对中方没有拘束力。

11月24—26日，仲裁庭在海牙举行第二次庭审，就本案实体问题进行审理。新加坡、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派代表作为观察员旁听庭审。庭审不公开进行，庭审记录已于12月在常设仲裁法院网站公布。

本案的最终裁决预计于2016年上半年作出。

四、评析

由于中国决定不参与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因此《公约》附件7第9条必须适用。仲裁庭有义务在作出仲裁裁决之前，确定对菲律宾所提交的争端具备管辖权，同时菲律宾的诉讼请求必须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公约》附件7第10条也要求仲裁庭在裁决中陈述理由。

就菲律宾的诉讼请求而言，其本身具有的法律瑕疵可能导致仲裁庭对菲律宾提交的争端欠缺管辖权。

首先，菲律宾2013年照会的论点中存在一些法律问题，使得某些足以让菲律宾所提争端被仲裁庭接受的“内在条件”无法满足。这些条件表现在《公约》第15部分第2节的条款当中，特别是第286条及第288条第1项。不能满足的条件如下：

第一，所提争端必须真实存在。菲律宾的某些诉求并未构成真实存在的争端，并不存在于中菲关系之中。菲律宾第1、2、3、5、8项诉求，无法建构真实存在的中菲争端。因为这些诉求是在主张某些中国并未否认或挑战的立场。

第二，提交仲裁的争端必须与《公约》的解释或适用有关。然而，由菲律宾第1、2项诉求所能建构的争端（南海断续线作为中国海域主张的合法性争端），不能被认为与《公约》的解释或适用有关，而是与习惯国际法中的领土主权取得规范有关。这种习惯国际法规范，不是《公约》的组成部分。

第三，提交给仲裁庭的争端，必须与当事双方通过《公约》第15部分第1节争端解决方式解决但未能解决的争端相同。然而，中菲之间在南海所面临的多个层面的争端（牵涉到领土主权争端与海域划界争端），并未被菲律宾完整地提交给仲裁庭审理。

第四，提交争端的方式必须符合《公约》第15部分，特别是必须符合第286条的规定。然而，菲律宾并未按照《公约》第286条的规定提交争端。如前所述，菲律宾提交给仲裁庭的争端，并不是存在于中菲两国之间的真实争端，某些争端与《公约》的解释或适用无关。最重要的是，菲律宾提交的争端不同于中菲之间真正面对而未解决的南海争端。因此，《公约》第286条所设定的条件不能满足，且第288条第1项设定的条件也无法得到满足，使得《公约》附件7项下的仲裁庭没有适用《公约》的余地。因此，本案仲裁庭虽然业已组成，但是原本不该组成的仲裁庭在法律上不可能对本案争端具备管辖权。

其次，《公约》附件7第9条关于不到庭的规定必须适用。仲裁庭对菲律宾提交的争端缺乏管辖权，而且菲律宾诉求并不具备事实及法律上的充分依据。菲律宾第1项到第10项诉求，没有任何一个具有事实基础，而第2、4、6、7、9、10项诉求，并不具备充分的法律基础。如前所述，菲律宾所提交的诉求不能建构真实存在的争端。在不存在争端的情况下，仲裁庭不能享有管辖权。即使仲裁庭认定菲律宾提交的争端为真实存在的中菲南海争端，但是这些争端也被中国及菲律宾的声明排除在仲裁庭管辖权之外。因而，本案仲裁庭对菲律宾提交的争端欠缺管辖权。

菲律宾可能主张中菲之间真实存在的领土及海洋划界争端在本案中可以被忽略不论，因而仲裁庭对于其所提交的争端具备管辖权。然而，基于两点理由，菲律宾这种论点是不能成立的。第一，菲律宾提交的争端，对争端主题事项作出识别之后，应被认为是海洋划界争端。换言之，菲律宾启动南海仲裁案，是间接地要求仲裁庭解决中菲之间的海洋划界争端。仲裁庭所面对的争端已被中国在2006年所做的声明排除于仲裁庭管辖权之外。第二，即使仲裁庭不接受对争端主题事项的此种界定，那么菲律宾提交的争端也包含两个内在的争端，作为提交仲裁的争端的基础。这两个内在争端，分别是领土主权争端与海洋划界争端。这两个争端必须先被仲裁庭解决，而且必须判定菲律宾胜诉作为前提条件，否则仲裁庭无法审理菲律宾在本案中提交的争端。内在的两个争端与菲律宾所提交的争端是不可分割的。由于中国在2006年的声明中排除了内在的两个争端被仲裁庭管辖的可能性，因此，仲裁庭理应不得审理菲方所提争端。

仲裁庭于2015年10月29日公布了管辖权审理阶段的裁决，对菲律宾第3、4、6、7项诉求所反映的争端，认为具备管辖权。对于第3、7项诉求，仲裁庭的理由是这些诉求反映出中菲争端的真实存在，此类争端涉及《公约》第121条的解释或适用，而不涉及领土主权争议，因此最后判决不影响中菲对这些海上地物的主权争端，这些争端亦非海域划界争端。因此，仲裁庭的管辖权不被《公约》第297—298条所排除。对于第4、6项诉求，仲裁庭的理由是：菲律宾诉求反映中菲争端的存在，这些争端是《公约》第13条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这些争端与这些海中地物的领土争端无涉，也与海域划界无关。对这些海中地物的法律地位的争端，仅涉及这些地物可产生的海域权利（entitlements to maritime zones generated by those features），与这些海域权利重叠时所发生的划界问题无关。

然而，仲裁庭在考虑这几项诉求时，忽略了“争端是否存在”的可受理性问题。依据对管辖权的裁决，菲律宾承认第3、4、6、7项诉求可以反映中菲争端的依据在于中国于2009年及2011年照会中的主张。然而中国在主张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的法律基础时，是使用南沙群岛“所有的”岛礁及海中地物作为一个整体。菲律宾第3、4、6、7项诉求显然并未针对中国这样的主张架构其诉求。

此外，菲律宾论点有自相矛盾之处，仲裁庭却熟视无睹，显然偏袒原告。菲律宾的主张是，南沙群岛中任何海中地物，均不能满足《公约》第121条“岛屿”的条件，因此不能为中国产生任何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菲律宾选取中国占领或控制的9个海中地物，要求仲裁庭判断其法律地位，以巩固其“中国在‘西菲律宾海’没有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的论点。但是，菲律宾于2011年4月5日外交照会中显示，菲律宾认为领土主权归属菲律宾的卡拉延群岛内的海中地物，有些满足《公约》第121条岛屿的条件，可为菲律宾产生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菲律宾的主张显然自相矛盾。

更重要的是，本案在实质上涉及领土主权争端，仲裁庭若审理，即为越权。基于“陆地决定海洋”的原则，菲律宾在第3、4、6、7项诉求中，故意大幅度缩减中国依法可以主张海域的基础，目的是间接减损中国对于被他国占领的岛礁的主权主张。可见菲律宾这四个诉求，其本质是领土主权争端，目的在于强化菲律宾在此争端中的主张及论点。

最后，仲裁庭审理并裁决这些不能反映真实争端的诉求，将导致中菲争端更难以解决。仲裁庭若依菲律宾所提出的诉求来判断中国在南海可以主张的海域，等于认同菲律宾排除“中国未占领但有领土主张的海中地物作为中国主张海域权利的基础”的前提，无助于解决中菲两国在南海的海域划界争端。仲裁庭若依菲律宾的逻辑进行裁决，实则是制造争端，而非减少或解决争端。


（案件来源：http://www.pca-cpa.org/showpage.asp?pag_id=1529）




毛里求斯诉英国仲裁案

（2010年12月20日—2015年3月18日）

一、案件背景

查戈斯群岛是英国在印度洋上的领地，位于印度洋中部。英属印度洋领地包含了印度洋上查戈斯群岛在内的总数达2300个大小热带岛屿，总土地面积约60平方千米。群岛最早由瓦斯科·达·伽马发现，18世纪初作为毛里求斯的一部分被法国占领，1810年被英国占领。1814年，根据《维也纳和约》，法国将该群岛割让给英国，作为塞舌尔的一部分。1903年8月31日由英属毛里求斯管辖，1965年成为英属印度洋领地。英国承诺，毛里求斯仍可享有在该海域的捕鱼权，并为毛里求斯保有在该区域的矿产资源和石油资源利益。此外，在该群岛不再具备军事作用时，英国将向毛里求斯归还该群岛。同年，毛里求斯获得独立。但毛里求斯未放弃对查戈斯群岛的领土要求。1966年，英美两国达成协议，英国将主要岛屿迭戈加西亚岛租给美国50年。有大约5000名迭戈加西亚岛原住民在1961年之后的10年时间里被迫迁到英国，另有约2200人迁移到毛里求斯。目前迪戈加西亚岛已成为美军的重要军事基地，美军在这里驻有约2000名士兵，储备了大量作战物资。该基地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作为海军舰队的中继补给站，扮演了重要角色。

2010年4月1日，英国外交部宣布，在印度洋的查戈斯群岛一带建立世界最大的海洋保护区，该保护区的范围覆盖了自查戈斯群岛向外200海里的全部海域。该决定自2010年11月1日起生效。英国称，该海洋保护区占地约54.4万平方千米，建立后将使得全球受保护的海洋面积增加一倍，并为海洋学、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提供大量资源。英国表示，这一措施进一步显示英国认真地负起保护环境的责任，商业捕鱼及深海采矿等行为在该保护区范围内将被禁止。但宣称拥有这些岛屿主权的毛里求斯和争取返回原居地的岛民则对此表示愤怒。

2010年12月20日，毛里求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简称《公约》）第287条和附件7向英国发出仲裁通知。毛里求斯请求仲裁庭对以下四项诉讼请求进行裁决：

1．英国不是《公约》意义上的“沿岸国”，无权在查戈斯群岛设立海洋保护区或者其他任何海洋区域；

2．鉴于英国向毛里求斯作出的承诺，毛里求斯享有《公约》意义上的“沿岸国”权利，英国无权单方面设立海洋保护区或者其他任何海洋区域；

3．英国不得妨碍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审议毛里求斯提交的查戈斯群岛外大陆架划界案；

4．英国设立海洋保护区的行为与其在《公约》和《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下的义务不符。

2012年8月1日，毛里求斯提交诉状（Memorial）；同年10月31日，英国向仲裁庭提交先决性抗辩（Preliminary Objections to Jurisdiction）；2013年7月15日，英国提交辩诉状（Counter-memorial）；同年11月18日，毛里求斯提交答辩状（Reply）；2014年3月17日，英国提交复辩状（Rejoinder）；2015年3月18日，仲裁庭对该案作出裁决。

二、管辖权

毛里求斯认为，其与英国均是《公约》缔约国，因此《公约》第15部分应予适用。根据该部分第283条的规定，争端双方就争端解决方式有迅速交换意见的义务。毛、英两国已就海洋保护区的合法性及其界限问题交换了意见。鉴于英国的态度，毛里求斯认为两国不可能通过谈判达成一致。根据《公约》第286条，毛里求斯认为，两国之间的争端可以在当事一方的请求下提交强制解决机制。

关于第一项诉讼请求的管辖权，毛里求斯认为属于对《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查戈斯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可以被理解为对《公约》定义的“沿海国”的解释问题。关于第二项诉讼请求，毛里求斯认为其并非是要求仲裁庭判断查戈斯群岛的领土主权归属，而是假设英国享有主权的情况下，根据英国曾经作出的一系列承诺，是否可以认定英国给予了毛里求斯“沿岸国”的地位。关于第三项诉讼请求，毛里求斯认为，是否可以将查戈斯群岛外大陆架划界案提交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争议，是有关《公约》大陆架规则的争端。关于第四项诉讼请求，毛里求斯认为，海洋保护区是海洋环境保护措施，《公约》明确规定仲裁庭对此类措施享有管辖权。由于两国在加入《公约》后对“导致有约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的裁决机构的选择不一致，根据《公约》第287条第5款规定，该争端应提交附件7下的仲裁庭。此外，毛里求斯认为，两国均未根据《公约》第298条第1款（a）（i）项作出保留声明。综上所述，仲裁庭对争端拥有管辖权。

英国就仲裁庭的管辖权问题提出先决性抗辩。英国认为，首先，海洋保护区争端的核心问题（Real Issue in Dispute）是查戈斯群岛的领土主权争议。毛里求斯故意将这一争议包装成对“沿海国”的解释问题，并不能掩盖其不属于《公约》第15部分有关争端解决的主题事项范围的本质。因此，对于毛里求斯基于查戈斯群岛领土主权提出的一切主张，仲裁庭没有管辖权。其次，除了英、毛两国长期以来就查戈斯群岛领土主权的争议外，两国之间尚未就海洋保护区的合法性问题产生争端，两国从未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或者交换意见。因此，仲裁庭对海洋保护区是否符合《公约》问题的裁决，无法满足《公约》第283条关于“交换意见义务”的规定，仲裁庭没有管辖权。另外，毛里求斯所谓的提交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划界案的权利，更加明显地表明与查戈斯群岛领土主权相关。同时，该问题只是在仲裁程序过程中产生的。最后，设立海洋保护区是一项渔业措施，毛里求斯所提交的争端属于《公约》第297条第3款（a）项规定的“沿海国无义务提交第二节强制解决程序”的事项，而并非毛里求斯所声称的受制于《公约》第297条第1款（c）项关于适用“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国际规则”而形成的争端。因此，仲裁庭对于毛里求斯声称的海洋保护区与《公约》相违背的主张没有管辖权。

总的来看，英国的诉讼策略是将毛里求斯所提交的争端归结为领土主权和海洋管辖权的混合争端，不是单纯的解释和适用《公约》的争端。在仲裁庭依据《公约》进行强制仲裁的条件下，由于其不能判断查戈斯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从而使得海洋保护区是否违反《公约》这一问题也具有了被《公约》相关条款排除强制仲裁的可能。

仲裁庭在裁决中首先对自身的管辖权问题进行了审议，并作出如下裁定。

关于毛里求斯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仲裁庭认为，其可以对与解释和适用《公约》产生的争端密切相关的附带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的争议行使管辖权。但是，如果诉讼请求涉及的核心问题或者其真正意图与《公约》的解释和适用无关；或者说，争端与《公约》辖制的事项之间是一种并非必然的联系时，则仲裁庭并无充分理由行使管辖权。在本案中，仲裁庭注意到当事双方之间的争端既包括查戈斯群岛领土主权争议，也包括英国设立海洋保护区行为的争议。因此，关于“沿岸国”含义的争端仅仅是主权争议的一个侧面，并非关于《公约》解释或者适用的争端。

关于毛里求斯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仲裁庭认为，该项诉讼请求已经构成了对英国在查戈斯群岛主权完整性的判断，具有明显的裁定领土主权的特征，不是解释或者适用《公约》的争端。

关于毛里求斯的第三项诉讼请求，仲裁庭认为，当事双方在该事项上不存在争端。英国在此之前已经明确表示，将查戈斯群岛外大陆架划界案联合提交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并无损于其对查戈斯群岛所享有的领土主权，毛里求斯对此表示赞同。英国的承诺至今仍然有效，因此，毛里求斯所享有的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划界案的权利不存在任何损害风险，仲裁庭对此不必行使管辖权。

关于毛里求斯的第四项诉讼请求，仲裁庭认为其享有管辖权。英国曾反复强调设立海洋保护区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意义，因此其不能以渔业措施为由限制仲裁庭的管辖权。此外，鉴于英国承诺最终将向毛里求斯归还查戈斯群岛，那么在查戈斯群岛设立的海洋保护区将关乎毛里求斯的重大利益。

关于当事双方交换意见的义务是否得到满足，仲裁庭认为，目前只需考虑毛里求斯就第四项诉讼请求是否履行了交换意见的义务。仲裁庭指出，所谓交换意见，是指就解决争端的方法交换意见，而并非要求当事方在仲裁开始前进行实际谈判。这一机制的设置意图在于使当事一方不致因另一方突然提起某项争端解决程序而感到意外。但是，也不能在履行该义务时流于形式。就本案第四项诉讼请求而言，根据双方此前的通信文件，仲裁庭认为毛里求斯已经满足了交换意见的义务。

三、实体问题

毛里求斯认为，英国的行为违反《公约》以及其他与《公约》不相抵触的国际法规则。

毛、英之间的海洋保护区争端由来已久。1965年以前，英国殖民当局一直承认查戈斯群岛是毛里求斯领土的一部分。1965年，英国建立“英属印度洋领土”，将查戈斯群岛纳入其中。1968年，毛里求斯脱离英国获得独立。毛里求斯宪法规定，包括迭戈加西亚岛在内的查戈斯群岛为本国领土。根据《1977年海洋区域法案》（1977 Maritime Zones Act），毛里求斯宣布设立12海里宽领海、200海里宽专属经济区，以及主张延伸至大陆边的大陆架权利，上述海洋权利主张适用于查戈斯群岛。1989年，毛里求斯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签订渔业协议，在毛专属经济区内共同开发渔业资源。此后，毛里求斯通过多种途径反复宣告其在查戈斯群岛的海洋权利，包括国内立法、向联合国机构提交地理坐标以及200海里外大陆架初步信息等方式。而英国于1991年宣布在查戈斯群岛周边200海里范围内设立渔业资源保护区，又于2003年宣告该区域为环境保护区。但这些措施并未妨碍毛里求斯在上述海域的捕鱼权，直到英国宣告设立海洋保护区。毛里求斯认为，英国设立海洋保护区的目的并非保护海洋环境，而是排除毛里求斯在这一海域的合法权利。上述事实构成了毛、英两国之间就海洋保护区是否符合《公约》的合法性争端。

毛里求斯认为，两国间的争端属于关于《公约》第2、5、6、12和16部分的解释和适用的争端。此外，毛里求斯还寻求与《公约》不抵触的其他国际法规则作为法律依据，包括《联合国宪章》第11章。

毛里求斯的诉讼请求主要基于两方面法律基础：第一，毛里求斯认为英国对查戈斯群岛的占据，从一系列历史事件上来看，是非法的。因此，英国对查戈斯群岛不享有主权，从而不属于《公约》意义上的“沿海国”。第二，即使不考虑查戈斯群岛的主权归属，英国设立海洋保护区的做法本身，即在查戈斯群岛200海里海域乃至更大范围内排除一切捕鱼和其他海洋开发权利，也与《公约》有关规定相违背。

英国对本案实体问题的主张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英国在历史上依据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获得查戈斯群岛的领土主权，且从未间断地享有该主权。毛里求斯所声称的自决权原则、保持占有原则等均不构成对英国行使主权的妨碍。因此，英国对英属印度洋领土拥有主权。第二，英国建立的海洋保护区并不妨碍毛里求斯根据《公约》所享有的任何权利。第三，建立海洋保护区并不违反英国根据《公约》所承担的义务，特别是关于管理鱼类种群的义务。

仲裁庭对本案实体问题作出如下裁决。

仲裁庭认为，目前只需裁决毛里求斯第四项诉讼请求的实质方面。对此，当事双方在两方面存在分歧：一是毛里求斯在查戈斯群岛海域是否享有合法权利；二是英国是否履行了其在《公约》下的义务。

关于毛里求斯的权利的性质。毛里求斯认为，英国于1965年及之后向毛里求斯作出的多次承诺构成了对英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而英国则认为1965年其与毛里求斯达成的谅解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该谅解在英国并不具备宪法性文件的地位。仲裁庭认为，英国与毛里求斯达成的关于捕鱼权利、查戈斯群岛的归还问题，以及相关海域矿产资源和油气资源权益等事项的谅解具备法律约束力，英国应当遵守。英国在1965年的承诺构成了毛里求斯同意将查戈斯群岛从其领土中分离出去的对价的组成部分，且英国在毛里求斯独立后的多个场合都重申了上述承诺。当前，英国却对此予以否认。根据禁止反言原则，英国的上述观点仲裁庭不能接受。

关于英国的义务。毛里求斯认为，《公约》对英国在查戈斯群岛的行为课以适当顾及毛里求斯合法权利并遵守其对毛里求斯所作承诺的义务。而英国在设立海洋保护区时并未向毛里求斯提供充分的信息，也没有向毛里求斯征求意见。上述行为违背了英国在《公约》下的义务及其向毛里求斯作出的承诺。此外，毛里求斯还认为英国设立海洋保护区的真正目的并非保护海洋环境。而英国认为，《公约》并未要求其必须遵守对毛里求斯作出的承诺；而所谓适当顾及毛里求斯的合法权利并不等同于将此视为必须加以实现的权利。此外，英国认为其已经就设立海洋保护区与毛里求斯广泛交换了意见，且设立海洋保护区的目的也是必要且恰当的。仲裁庭认为，《公约》要求英国应适当顾及毛里求斯的合法权利并善意履行其对毛里求斯作出的承诺。通过审查自2009年2月至2010年4月期间两国就设立海洋保护区问题的通信文件，仲裁庭认为英国并未向毛里求斯提供充分的信息。因此，英国没有满足其在《公约》下的义务。仲裁庭同时指出，英国设立海洋保护区的目的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最终仲裁裁决如下：3票对2票，裁定对毛里求斯第一项诉讼请求没有管辖权；3票对2票，裁定对毛里求斯第二项诉讼请求没有管辖权。上述争端涉及两国对查戈斯群岛的领土主权争议，不是解释或适用《公约》的争端。5票对0票，裁定对毛里求斯第三项诉讼请求没有管辖权。两国对该诉讼请求并不存在争端，仲裁庭不必行使管辖权。5票对0票，裁定对毛里求斯第四项诉讼请求拥有管辖权，并对该项诉讼请求的实体问题作出裁决：毛里求斯具有在查戈斯群岛海域捕鱼的合法权利，直至英国最终将查戈斯群岛归还毛里求斯；英国设立海洋保护区的行为没有适当顾及毛里求斯的上述合法权利，违背了其在《公约》下的义务。

四、James Kateka法官和Rüdiger Wolfrum法官的联合反对意见

James Kateka法官和Rüdiger Wolfrum法官发表了联合反对意见。在该意见中，两位仲裁员同意仲裁庭对毛里求斯第三项和第四项诉讼请求的管辖权裁决，以及对第四项诉讼请求的实质问题裁决。但是，他们认为在第四项诉讼请求的实质问题裁决中，应当指出《公约》对英国履行其作出的承诺施加了义务。此外，还应当指出，英国在设立海洋保护区的意图上有所隐瞒，从而违背了善意原则。两位仲裁员不同意仲裁庭对毛里求斯第一项和第二项诉讼请求在管辖权问题上的裁决。就第一项诉讼请求而言，由于“沿岸国”的识别仅仅涉及毛里求斯主张的一部分，并不构成争端的主要方面，因此应裁定行使管辖权；就第二项诉讼请求而言，其并不涉及领土主权争议，而是要裁决英国是否已经通过承诺向毛里求斯让渡了部分沿岸国权利。此外，在实质问题的裁决上，两位仲裁员认为应当指出1965年毛里求斯被迫将查戈斯群岛割让给英国的行为，违背了国际法上的自决原则。

五、评析

本案裁决书第203至211段是仲裁庭对毛里求斯第1项诉求的判决和论证。值得注意的是，仲裁庭的裁决包含了四项相关和可适用的规则。

首先，当争端双方在对仲裁庭审理的争端性质上存在分歧时，仲裁庭在特别关注原告一方所选争端表述的同时，还必须通过查明案件实质问题及诉讼标的，对这一“定性争议”作出判决。在本案中，仲裁庭认为，毛里求斯第2项诉求中真正的“诉讼标的”是支持毛里求斯对查戈斯群岛的主权主张。仲裁庭还指出，毛里求斯在第1项和第2项诉求中寻求的救济是一样的，即请求仲裁庭宣告英国无权宣布海洋保护区。因此，仲裁庭认为，尽管表述存在差异，但毛里求斯第2项与第1项诉求一样，也涉及查戈斯群岛陆地领土主权方面的争端。因此，仲裁庭认为自身缺乏管辖权，无权审理毛里求斯第2项诉求。可见，该“定性判决”必须在考察双方立场后客观地作出。在这一过程中，“双方交涉记录”发挥了表明双方争端实质的作用。

其次，争端双方可能存在多个层面的争端，但只有部分争端被提交司法机关审理。为了给争端定性，仲裁庭必须评估争端的主次轻重。仲裁庭必须决定哪个争端是主要争端（实质争端）的一个方面，即哪个争端是附属争端。在本案中，仲裁庭认为，双方存在关于宣布海洋保护区方式及其对《兰开斯特宫承诺书》影响的争端，这一承诺书是英国为将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割出来而作出的。该争端与主权争端不同，将与毛里求斯第4项诉求一并考虑。同时，双方明显对“沿海国”的身份存在异议。但是，为了给双方争端定性，仲裁庭必须评估双方争议的主次轻重。双方争端主要是有关“沿海国”这一术语的解释和适用，而主权问题是否仅是主要问题的一个侧面？仲裁庭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身即是答案。大量的记录记载了双方主权争端的情况，涉及各种场合和文书。相反，在启动这些程序之前，没有充分证据表明毛里求斯特别关注英国代表英属印度洋领地执行《公约》的情况。

再次，如果“案件的实质问题”或“诉讼标的”与《公约》的解释或适用无关（如毛里求斯诉英国案中的领土争端），那么仲裁庭则无权审理该争端，即使该争端的附属争端与《公约》的解释或适用有关。在本案中，仲裁庭认为，所提争端和《公约》管辖事项之间偶然的联系并不足以将争端纳入第288条的范围之内。

最后，如果领土主权争端既不是实质问题，也不是诉讼标的，而是有关《公约》解释或适用争端的“附属争端”，仲裁庭则可能将这一领土主权问题作为一个附带问题加以解决。在本案中，仲裁庭认为，其没有明确排除在某些情况下，领土主权的附带问题确实可以附属于有关《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争端。然而，该案并不存在这种情况。因此，仲裁庭不需要对这一问题作出裁决。双方关于查戈斯群岛主权的争端并不涉及《公约》的解释或适用。所以，仲裁庭裁定自身对毛里求斯第1项诉求缺乏管辖权。


（案件来源：http://www.pca-cpa.org/showpage.asp?pag_ id=1429）




孟加拉国与印度关于孟加拉湾海洋划界案

（2009年10月8日—2014年7月7日）

一、案件背景

孟印海上划界争端源于英国殖民统治者1947年炮制的印巴分治协议。当时，英驻印总督把孟加拉一分为二，东孟加拉归巴基斯坦，西孟加拉归印度。由拉德克里夫爵士1947年8月提交的《拉德克里夫裁决》，表面上划定了两国的陆上边界，但双方对很多概念都有不同解释。1971年孟加拉国独立后，继承了印度与东巴基斯坦之间的陆地边界，但海上划界问题也随之产生。

印度和孟加拉国虽然同意把陆上边界终点作为两国海上划界的起点，并都同意以《拉德克里夫裁决》为依据，但两国对该裁决和陆上边界终点的解释却大相径庭。原因之一是孟加拉湾后来发现了巨量油气储备，且孟加拉国经济对油气资源具有高度依赖性。原因之二是作为印孟天然陆地分界线的哈拉帕汗嘎河在孟加拉湾的入海口形成了许多冲积三角洲，甚至在河流入海口曾新增一个面积大约2500平方米的新岛屿，这就是后来引发印孟近30年主权争议的新穆尔岛（New Moore Island），孟称谢赫·穆吉布岛（Sheikh Mujib Island），又称南达尔帕蒂岛（South Talpatti Island）。

该岛处于孟加拉湾的布拉马普特拉河三角洲地区，印度和孟加拉国边界交界处，位于北纬21度37分0秒，东经89度8分30秒，为沙洲地貌，距哈拉帕汗嘎河（Hariabhanga）河口只有2000米。该岛的出现，1974年被美国卫星发现，面积2500平方米。后来，岛屿逐步扩大，最高海拔2米以下，退潮时面积约1万平方米，无人居住。该地区因有石油和天然气，印度和孟加拉国都宣称为己主权，为两国之间的海上边界争议的一部分。1981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在该岛建立了临时基地，悬挂印度国旗，海军定期前往。

两国曾经就海洋划界争端举行了多次谈判，但均以失败告终。1974年，印孟两国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就划界争端开展首次官方谈判，但未能达成共识。之后，双方又举行了多次外交秘书级的谈判，也未能解决问题。1975年，双方将谈判级别提高到了外交部长级，但问题仍然悬而未决。1975年5月，在牙买加召开的英联邦峰会上，孟加拉国时任总统谢赫·穆吉布·拉赫曼向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提出将两国划界争端提交国际仲裁，但遭到拒绝。此后，两国分别于1978年、1982年、2008年、2009年重新启动谈判，但都未能谈妥。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西娜认为双方已经失去了通过谈判解决海洋划界争端的可能性，便将目光转向了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随着两国的大陆架和海上资源之争愈演愈烈，孟加拉国哈西娜政府于2009年10月8日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简称《公约》）第287条将印孟海洋划界争端提交国际仲裁。2014年7月7日，仲裁庭作出判决。

二、管辖权

印孟两国先后于1995年和2001年批准《公约》，且两国海洋划界争端涉及《公约》条文的解释与适用，双方都未曾根据《公约》第298条发表将某些类型的争端排除出仲裁程序的声明，因此受到《公约》第15部分争端解决程序的约束。双方均明确表示认可仲裁庭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认可仲裁庭基于1947年《拉德克里夫裁决》确定两国陆地边界的终点，并将其作为两国海上划界起点，认可仲裁庭对两国200海里内外的大陆架进行划界的管辖权。

自从1974年以来，双方已经就海洋划界争端进行了11轮谈判，均未能成功达成一致意见，但履行了《公约》第283条规定的“如果缔约国之间对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端，争端各方应迅速就以谈判或其他和平方法解决争端一事交换意见”的义务。此外，根据《公约》附件7的规定，孟加拉国提起诉讼的程序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综上所述，仲裁庭对本案涉及的领海、专属经济区、200海里内外大陆架的划界问题具有管辖权。

三、裁决过程中的实质问题

关于领海划界问题，印孟两国一致同意将陆地边界的终点作为海洋划界的起点，但由于双方天然界线哈拉帕汗嘎河在注入孟加拉湾的入海口处形成了许多冲积三角洲，也出现了多个小岛，双方对于陆地边界的终点究竟在哪里存在分歧。仲裁庭在1947年孟加拉边界委员会的裁决，即《拉德克里夫裁决》的基础上，提出陆地边界的终点应该位于哈拉帕汗嘎河主河道的中间线上。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参考了一系列历史地图（包括《拉德克里夫裁决》赖以作出的地图）之后，仲裁庭得出结论认为，印孟陆地边界的终点应该是北纬21度38分40.2秒，东经89度9分20秒。

孟加拉国质疑印度提出的基点（见表1），理由是印度的基点是以所谓的低潮高地为基础的，而孟加拉国对于这些海洋地物的存在表示质疑。其中，孟加拉国对于印度用作一个基点的新穆尔岛尤其表示质疑。

表1　印度提出的领海划界基点



	
序号

	
位置

	
北纬

	
东经




	B-1
	Clump Island
	21度38分56.0秒
	89度12分41.8秒



	B-2
	Clump Island
	21度38分57.4秒
	89度14分47.6秒



	B-3
	Putney Island
	21度37分32.7秒
	89度20分25.5秒



	B-4
	Andar Char Island
	21度38分00.5秒
	90度33分32.0秒



	B-5
	Shahpuri Point
	20度43分38.6秒
	92度19分30.2秒


	
	
	
	



	I-1
	South Talpatty/New Moore Island
	21度37分50.7秒
	89度08分49.9秒



	I-2
	South Talpatty/New Moore Island
	21度35分30.0秒
	89度09分40.6秒



	I-3
	West Spit-Dalhousie Sand
	21度22分47.6秒
	88度43分43.7秒



	I-4
	Devi Point
	19度57分33.1秒
	86度24分20.0秒




孟加拉国提出了以下七个原因：（1）该岛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或者90年代初开始便永久性地消失在了海面之下。（2）1989年之后的任何卫星云图上均找不到该岛。（3）仲裁庭组织的历次实地考察中，只见浪花，而不见小岛。（4）即便新穆尔岛没有消失在海面之下，但从哈拉帕汗嘎河主河道的中间线走向来看，该岛位于距离孟加拉国较近的一侧，不适合被印度用作基点。（5）在之前的卡塔尔诉巴林的案件中，国际法院就明确提出，位于主张重叠区域内的低潮高地一定不能用于划定等距离线，而且这一做法在孟加拉国诉缅甸的案件中也得到了各方尊重，在领海划界过程中没有将任何低潮高地用作基点。（6）即便新穆尔岛没有消失在海面之下，其主权归属只能依据具有法律效力的划界方案来确定，主权确定之后方有被用作基点的可能；而目前领海划界方案尚未确定，该岛主权归属更未确定，所以，印度不能将其用作基点。（7）孟加拉国提出，该岛太无足轻重，地理特征太不稳定，仲裁庭不应在处理划界问题的过程中给予该岛法律效力。

最终，仲裁庭认可了孟加拉国对于印度基点提出的反对意见，指出尽管低潮高地或者许可以被用作测量领海宽度的基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被用作领海划界的基点。此外，仲裁庭组织的多次实地考察都未能确认新穆尔岛是否属于低潮高地。因此，仲裁庭认为，在领海划界过程中，新穆尔岛不适合用作基点。

孟加拉国提出了直线基线，但仲裁庭予以否定，并援引了《公约》第7条第2款关于直线基线的规定：“在因有三角洲和其他自然条件以致海岸线非常不稳定之处，可沿低潮线向海最远处选择各适当点，而且，尽管以后低潮线发生后退现象，该直线基线在沿海国按照本公约加以改变以前仍然有效。”

仲裁庭认为，在印孟领海划界过程中，适合采用等距离线方法，而且没有发现存在促使仲裁庭调整中间线的特殊情况。孟加拉国最初曾经提出，鉴于孟加拉国的海岸线具有高度不稳定性，加大了确定基点的难度，导致划设临时等距离线的方法不适用本案。孟加拉国主张180度方位角所确定的夹角平分线可以避免等距离方法所产生的不公平问题。

孟加拉国指出其位于孟加拉湾北部一处广而深的凹陷之处，且海岸线具有高度不稳定性，如果采用等距离线为其与周边邻国划界，那么来自缅甸与印度的两条等距离线将会在孟加拉国海岸不足200海里处交汇，对孟加拉国产生截断效果。但仲裁庭认为，就印孟两国的海洋争端而言，孟加拉国指出的海岸凹陷性并不会对其产生任何显著的截断效果。

此外，国际海洋法法庭就孟加拉国诉缅甸的案子作出判决后，孟加拉国放弃了这一主张，认可了仲裁庭划设的等距离线。

然而，印孟两国陆地边界的终点没有位于仲裁庭划设的临时等距离线上。仲裁庭认为，将陆地边界终点与中间线连接起来的必要性构成了一个特殊情况，从而决定调整临时等距离线。

关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问题，仲裁庭认定，为寻求公平的划界方案，适宜遵循等距离/有关情况规则的三个步骤，即首先确立临时等距离线，再考虑是否存在需要调整该等距离线的有关情况，最后进行成比例检验。仲裁庭首先划设了一条临时等距离线，然后考虑了双方提出的有关情况。

首先，孟加拉湾的海岸线具有高度不稳定性，这构成了一种需要调整临时等距离线的特殊情况。仲裁庭承认海岸的不稳定性，但并不认为这种不稳定性能够作为调整临时等距离线的合理依据。其次，孟加拉国主张其海岸线具有“双凹性”（double concavity），构成了一种有关情况。仲裁庭认为，孟加拉国提出的这一情况会对其海岸投射产生截断效果，从而调整了临时等距离线，兼顾了孟加拉国的利益。最后，孟加拉国主张该国渔民对孟加拉湾的鱼类资源具有高度依赖性，也构成了一个需要对临时等距离线作出进一步调整的有关情况。但仲裁庭认定，孟加拉国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渔民对于孟加拉湾渔业资源的高度依赖性，因此不足以作为调整临时等距离线的合理依据。

关于200海里内外大陆架的划界问题，仲裁庭同样运用了等距离/有关情况的方法，将临时等距离线调整为一条较为简单的直线，以规避由于孟加拉国海岸凹陷性给其海岸造成的截断效果。在最后阶段，仲裁庭结合孟加拉湾整体的地理水文特征，对印孟两国的划界比例进行了核定，发现没有必要对已经调整过的临时等距离线进行更多的调整。

四、关于灰区问题

在划分专属经济区和200海里内大陆架的过程中，仲裁庭划设的分界线在孟加拉国领海基线200海里以外、印度领海基线200海里以内、分界线以东制造了一个灰区（见图1）。

[image: ]
图1　灰区示意图



关于灰区内的海洋权利分配方案，仲裁庭认定：“双方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行使各自的权利与履行各自的义务，包括制定某些合作开发协定或者建立合适的合作性制度安排。至于具体采用哪些合适的方式来实现各自权利，则由双方自行确定。”对于仲裁庭的这一态度，印孟双方均表示赞同。

孟加拉国认同其领海基线200海里外、印度领海基线200海里内的区域应既为孟加拉国的大陆架，亦为印度的专属经济区。在印度领海基线200海里外的海域，则仲裁庭划设的边界线纯属大陆架边界线。

印度的观点较为宽容，认为不存在需要调整临时等距离线的特殊情况，对于灰区问题并没有提出任何主张与要求。

仲裁庭认为，因为依据《公约》第5部分关于专属经济区的规定，孟加拉国在灰区内享有“勘探大陆架和利用海床及其底土的矿产和其他非生物资源，以及属于定着类物种的生物体”的主权权利，而灰区的上覆水域属于印度的专属经济区，印度享有“以勘探和开发、养护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和自然资源（不论为生物或非生物资源）为目的的主权权利，以及关于在该区内从事经济性开发和勘探，如利用海水、海流和风力生产能等其他活动的主权权利”。

五、评析

本案从提交仲裁至最终裁决作出共历时五年。其间仲裁庭参考了“孟加拉国与缅甸海域划界案”“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陆地与海洋划界案”“黑海划界案”“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陆地与海洋划界案”等国际案例。本案争端双方孟加拉国与印度均同意根据拉德克里夫裁决确定双方陆地边界的终点，并将该终点作为海域划界的起点，双方也同意适用《公约》第15条、第74条和第83条作为海域划界的依据，但是双方对拉德克里夫裁决的解释、陆地终点的具体位置及《公约》第15条、第74条和第83条的解释与适用问题存在争端。最终，仲裁庭在确定了两国陆地边界终点的基础上，运用“等距离线/相关情况”方法为两国领海、专属经济区、200海里内大陆架以及200海里外大陆架划定了界限。

第一，关于“禁止反言”与“维持现状”原则。孟加拉国在解释“for the time being”的含义时，使用了印度与巴基斯坦边界案中印度的陈述，并提炼出这段陈述中有关国际法上的“禁止反言”和“保持占有”原则。此外，印度也提及了“保持占有”原则，但否定受“禁止反言”原则的约束。两国在“保持占有”原则解释上存在分歧。仲裁庭认为“保持占有”原则在决定陆地边界终点时不起作用，因此不予考虑。

第二，关于地图的作用。为了证明自己对拉德克里夫裁决的理解是正确的，本案当事国使用了不同的地图。仲裁庭主张应以1947年时的地图为准（关键日期）。因没有1947年地图原图，仲裁庭考察了三份地图的证明力（1947年或之前），最终仲裁庭使用了拉德克里夫地图（是1947年拉德克里夫裁决所附的官方复制版地图）。本案中，仲裁庭肯定了关键日期之前的官方地图具有很强的证明效力。

第三，关于低潮高地可否作为基点的问题。孟加拉国举出一系列国际法院的判决反对使用低潮高地作为基点，而印度则认为使用低潮高地作为基点具有广泛的国际实践的支持，更举出了《公约》第13条的规定。仲裁庭认为《公约》第13条主要是为了解决领海宽度的测量问题，并不能用低潮高地来解决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海域划界问题，最终否定了印度提出的以南达尔帕蒂岛/新穆尔岛作为基点的主张。

第四，关于体现“公平原则”的划界方法。北海大陆架案明确了“公平原则”的习惯国际法地位，并被《公约》第74条和第83条所明确，但为获得“公平的结果”所使用的方法却并无定论。印度认为国际法的发展支持了等距离线方法是体现“公平原则”的方法，孟加拉国则认为国际法不存在一个假定支持等距离线的规则，这种规则的运用主要是出于实践中的便利和适用上的确定性。仲裁庭最后选择了等距离线/相关情况方法作为划界的方法，而把孟加拉国要求适用其他划界方法的依据作为“相关情况”，在调整临时等距离线时加以考虑。

第五，关于“灰色区域”。仲裁庭的裁决体现了海洋边界的划定趋于简化这一趋势，以至于出现了新的问题，即灰色区域。该区域在印度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而在孟加拉国200海里外大陆架上、在缅甸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而在孟加拉国200海里外大陆架上以及在印度缅甸共同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但在孟加拉国200海里外大陆架上。在该区域内，当事国需要达成特定协议或建立适当的合作安排来分配海洋权益，否则可能引发新的争端。在此裁决之前，国际社会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存在“灰色区域”的判决就是2012年国际海洋法法庭所裁判的孟加拉国和缅甸海域划界案，这是调整临时等距离线所产生的副产品。


（案件来源：http://www.pca-cpa.org/showpage.asp?pag_id=1376）




巴巴多斯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划界案

（2004年2月16日—2006年4月11日）

一、案件背景

巴巴多斯不满足12海里领海的限制，要求在属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专属经济区内对捕鱼拥有的历史权，要求享有更大的海域，并占有可能存在的油气资源。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委内瑞拉早在1990年就签署了海域划界协定，规定了各自的专属经济区，其中多巴哥岛附近部分专属经济区的确距巴巴多斯领海较近，确易引起纠纷。但巴巴多斯认为此协定对巴巴多斯无约束性，要求将争端上交加勒比共同体裁决，最后无果而终。

两国渔业协议的谈判从2001年开始，截至提交国际仲裁，已进行了十多年，两国渔业协议谈判之所以一直没有结果，真正原因并不在于渔业资源本身，而是该协议一定要涉及两国都坚持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问题。其核心是该海区可能蕴藏有石油天然气资源，而这种资源对两国经济乃至发展前景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2004年2月16日，巴巴多斯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简称《公约》）第286条及附件7的规定，就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划界问题，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提起仲裁程序。之后，双方根据仲裁庭采用的程序规则提交了书面答辩。2005年10月，仲裁庭在伦敦开庭。

二、管辖权

关于是否应该提起诉讼程序，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本案中提出如下诉求：即使双方被视为根据《公约》第74条第1款和第83条第1款通过谈判解决争端，而此种争端解决方式已无法解决实际争端，那么根据《公约》第283条第2款同样要求巴巴多斯转而履行“交换意见”的义务。但巴巴多斯认为这种诉求是不合理的，因为只要另一国乐于坚持说“让我们再谈谈”，就会直接“终结一国援引仲裁条款的权利”。

仲裁庭认为，根据《公约》第288条、《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第14、20、21条的规定，仲裁庭的裁决权限涵盖根据《公约》提交的所有争端，并且本案涉及对《公约》第15、74、83等条款的解释。此外，巴巴多斯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两国同为《公约》的成员国，而且两国都根据《公约》第287条第1款的规定发表声明，表示接受仲裁庭的裁决，承认其管辖权。综上所述，仲裁庭对巴巴多斯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案具有管辖权。

三、仲裁结果

（一）划界原则

在划定西面的边界时，虽然双方原则上均同意使用等距离/相关情况规则，但巴巴多斯主张以当地渔民的捕鱼活动作为相关情况调整西段临时等距离线，使得巴巴多斯主张的海洋边界线在西段非常接近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海岸。对此，巴巴多斯提出了三个事实证据：（1）巴巴多斯渔民在多巴哥岛附近捕捞“飞鱼”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2）如果巴巴多斯渔民长期无法进入相关水域捕鱼，其造成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3）有证据表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渔民更喜欢在内水捕鱼或在多巴哥岛附近水域捕鱼，但巴巴多斯的请求遭到仲裁庭的拒绝。原因有三：第一，巴巴多斯方面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其渔民在多巴哥岛海岸外捕捞飞鱼的传统已达多个世纪的历史；第二，如果巴巴多斯渔民长期无法到争议海域捕鱼，并不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第三，尽管有证据显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渔民更加乐于在近海捕鱼，但这并不意味着巴巴多斯渔民就有权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专属经济区内捕捞飞鱼。所以，仲裁庭裁定，两岛国相向海岸的西段临时等距离线无需调整。

在划定中间区域的界线时，双方一致同意采用等距离线规则，没有任何异议。

在划定东段界线时，双方一致同意采用等距离线。然而，考虑到地理因素和所谓的区域考量（regional considerations）等有关情况，应该对等距离线的东面进行实质性的调整。对此，仲裁庭经过严格的权衡之后认为：（1）特立尼达岛和多巴哥岛宽阔的海岸前缘以及由此造成的两国海岸线的差异，影响到了海洋划界，应该被视为有关情况。（2）虽然比例性通常是检验临时界线的公平性时需要考虑的有关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岸线的长度与所划定的海域面积之间存在严格的数学比例。因此，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通过严格的数学计算所得到的比例差异并不足以构成调整等距离线的有关情况。（3）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所谓的区域考量是指仲裁庭应该考虑所确定的边界与该地区其他边界的相互协调性，尤其是1990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巴巴多斯边界线西面延伸的最大范围，仲裁庭必须加以考虑，但这并不意味着仲裁庭必须对等距离线作出调整。所以，区域考量不能成为调整等距离线的有关情况。总之，仲裁庭认为双方的主张都没有说服力，并确定整条边界都采用等距离线，只对东面末端稍微进行了调整。

（二）划界结果

先确定巴巴多斯的低潮线，然后确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群岛基线最近的转折点，在二者之间找到等距离线，进而找到该等距离线与位于两国西部第三国之海域的交叉点，两国的海洋界限就从该交叉点开始朝东南方向延伸，形成一条由线段组成的测地线，该测地线的每一个拐点到巴巴多斯低潮线的距离，等同于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群岛基线最近拐点的距离，直到该界限在小多巴哥岛（Little Tobago Island）与群岛基线转折点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南部海上边界（即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界限）相汇合。这一边界沿着该地理线段抵达上述交汇点。

（三）关于仲裁庭要求两国在划界之后签订渔业协议的要求

关于两国的捕鱼协定，仲裁庭认为，巴巴多斯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两国有义务开展开诚布公的谈判，议定一个具体而必要的渔业合作协定，确保飞鱼资源得到良好的开发与保育，让巴巴多斯的渔民有权根据该合作协定的限制与条件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专属经济区内开展合理的捕鱼活动，而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要管理并保护好位于其管辖权内的生物资源。

四、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涉及两方面，分别是仲裁庭的管辖权以及对海洋划界相关因素的考量。

本案的首要问题就是仲裁庭的管辖权。由于巴巴多斯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两国都同意它们之间的争端属于对《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所以对适用《公约》附件7强制性仲裁的其他限制条件成为争端双方争论的焦点。第一个争论的焦点是争端方是否存在争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认为，两国进行了多轮谈判，但是这些谈判并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成果，甚至连解决争端所应该适用的法律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实际上，两国对彼此之间海洋权利应该到达的边界的位置并不清楚，所以两国不可能存在真正的争端。但仲裁庭拒绝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这一主张，其认为，争端方无法描述清楚争端的具体范围并不妨碍争端的存在，只要有证据显示争端方存在法律上的差异就够了。而且，争端方在理论上仍然存在继续谈判的可能这一事实也不妨碍争端的存在，因为《公约》并非要求争端方预先在谈判之前找寻到每一个无法达成共识的征兆。仲裁庭这一论断值得商榷，因为以往的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案例显示，争端的存在是以争端一方断然地反对另一方的主张为前提，它必须体现为争端方之间有关法律和事实的争执。
(1)

 如果争端方之间的分歧尚不清楚，则所体现的争端就无法识别，更加无法确认其是否属于对《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争端。本案仲裁庭刻意降低争端存在的门槛，使之成为仲裁庭享有管辖权的依据。

第二个焦点是争端方对《公约》第283条规定的交换意见义务的理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认为，《公约》第74条和第83条项下的谈判无论如何都不能解释为与《公约》第283条第1款所规定的“交换意见”相一致。所以，争端方需要就争端事项进行谈判从而努力达成协议，如果失败，则争端方应该就解决争端一事交换意见。但仲裁庭却否认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主张。仲裁庭界定了《公约》第74条和第83条与第283条第1款的关系，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划界协议的义务在这些条文中的规定是相互重叠的。也就是说，如果争端方在合理期限内未能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则争端一方无需再就谈判解决争端单独进行交换意见了。仲裁庭的思路是清晰的，它试图解释清楚适用《公约》附件7所规定的强制性仲裁程序所必须的前置义务之间的关系。仲裁庭的结论也基本符合海洋划界争端解决的趋势，这种趋势就是适用《公约》附件7所规定的强制性仲裁程序前置条件的进入门槛在逐渐降低，交换意见、谈判等义务并不需要有实质性的成果产生，甚至都不需要实际发生，只要争端方有履行的意图和基本行为就可以了。

在海洋划界的方法上，仲裁庭同意了巴巴多斯提出的单一划界方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并不同意应用这一方法来进行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划界。也就是说，仲裁庭并不是基于争端方的合意来选择划界方法，而是考虑到单一划界方法的优势以及海洋划界的趋势。显然，仲裁庭的做法是超出其管辖权的，单一划界方法既没有为《公约》所规定，也不是国际习惯法规则，没有理由必须强制运用到海洋划界中来。在具体进行的海洋划界中，争端方都同意使用“等距离/相关因素”方法来进行海洋划界。仲裁庭将划界分为两步，分别对两国相向海岸的西部和东部进行划界。在构筑了临时等距离线后，仲裁庭开始考虑是否存在相关因素来调整临时等距离线。仲裁庭在本案的海洋划界中突出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海岸线因素，仲裁庭用大量的论述来强调海岸线长度对划界的重要影响。仲裁庭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沿海国产生海洋权利的基础就是其陆地，这也是“陆地决定海洋”原则的应有之义，而陆地产生海洋权利的多少以及位置，则与其海岸息息相关。海岸的长度、走向、曲折程度不仅影响海洋权利的产生，也决定着海洋权利界限，这是因为，出于海洋划界的目的而对相关海岸上基线的划定甚至基点的选择都需要正确识别海岸线因素。可以说，怎么强调海岸线因素都不过分，它绝不是在海洋划界的某一阶段发挥作用，它的作用应该贯穿整个海洋划界过程。至于其他相关因素，仲裁庭也进行了分析和判断。仲裁庭否定了巴巴多斯提出的捕鱼活动为相关因素的论断，仲裁庭的理由是从巴巴多斯的证据效力、捕鱼活动所带来的后果以及捕鱼权利三方面来阐释。仲裁庭的判断基本正确，这也说明了相关因素的考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样是一种相关因素，在不同的案件中可能发挥着截然不同的作用。

最后，仲裁庭进行比例检验以判断是否需要调整临时等距离线来保证划界结果的公平性。应当指出，比例检验在一系列的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的海洋划界案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比例检验的应用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之中。在本案中，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主张两国海岸线的比例构成调整临时等距离线的相关因素，这一点为仲裁庭所支持，并依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海岸线较长这一相关情况对临时等距离线进行了调整。仲裁庭的做法完全正确，其对比例检验的阐释和应用也颇为精准。仲裁庭认为，比例检验并不是要求最终划界的结果必须精确地反映争端方海岸线的比例，而是确保划界的公平性。而且，本案仲裁庭将比例检验作为相关因素的一种来看待而非作为海洋划界的最后一步来使用，这与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其后的裁决将比例检验单独作为划界的最后一步的做法区别开来，考虑在其后的海洋划界中，比例检验都沦为形式这一情况，本案仲裁庭的做法便显得弥足珍贵。


（案件来源：http://www.pca-cpa.org/showpage.asp?pag_id=1152）




————————————————————


(1)
  See Ethiopia v．South Africa，Liberia v．South Africa，West Africa Cases，Preliminary Objections，Judgment of 21 December 1962，ICJ Reports 1962，pp．319，328．



圭亚那诉苏里南海洋划界案

（2004年2月24日—2007年9月20日）

一、争端背景

圭亚那和苏里南位于南美洲东北部，北接大西洋，奥里诺科河与亚马逊低地将两国连接起来。同时，两国又被向北直通大西洋的科兰太因河所隔开。圭亚那拥有三个陆上与河流邻国，分别为委内瑞拉、巴西与苏里南。而邻国苏里南除了与圭亚那毗邻之外，与巴西和法属圭亚那拥有共同的国界。

两国领土具有以下三个相同特征：

1．大部分人口与经济活动都在狭窄的沿岸平原，因此，两国都与海洋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2．海岸线以外的陆地分布着低山、高原、热带草原以及大片热带雨林，潜藏着重要的矿产资源，特别是铝土矿、少量的黄金与宝石。

3．河流对两国都具有重要作用。圭亚那在美洲印第安语中的意思为“多水之地”。

圭亚那与苏里南曾经分属英国与荷兰的殖民地。此前，英荷之间已经遵循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与1958年《日内瓦公约》中有关大陆架的划界原则，就陆地疆域划界与海洋领土起点的确定达成协议。此协议构成了英国自1957年开始奉行的划界原则的基础，即在当时有效的《英荷海洋宪章》中所提出的等距离中心线原则。从那以后，英国与圭亚那（1966年从英国独立）一直采用等距离中心线作为划界原则，包括在石油开采权及相关事务中。

圭亚那认为，至少在1958年以前，其在此次提起仲裁所覆盖海岸线以内和平、持续、无争议地行使管辖权，包括石油开采的授权及其他行政权力等公共行为的实施，苏里南政府在2000年5月之前并不存在反对或者抗议，也即构成了默认。但是苏里南政府却并不愿意与圭亚那政府协商，在遵循已依据国际法建立起来并被作为准据法存在的等距离中心线原则基础上确定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相反，苏政府坚持仲裁，并固守与等距离中心线无任何关系且极不公平的界限。此外，苏里南政府拒绝圭政府所提出的两国在部分海域设定“特殊区域”以供可持续发展的建议。碳氢化合物的发现导致苏里南政府开始以各种理由反对圭亚那在实际属于苏里南的海洋专属区内行使领土和主权权利，反对已经确定的解决方案以及临时发展计划。而苏里南政府的这种反对已经威胁到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削弱了外国在能源方面的投资，阻止了圭亚那开采本属于自己的自然资源。圭亚那此次提起仲裁正是基于苏里南政府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圭亚那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其军事挑衅亦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造成冲击。

圭亚那据此认为在等距离中心线原则、两国国界划分、海洋权益行使等方面与苏里南存在严重分歧，并且认为苏里南的军事挑衅行为严重威胁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而苏里南则认为与圭亚那并不存在领土划界协定，圭方所提出的划界点对苏方没有约束力。至此，双方各执一词，使争端升级。

2004年2月24日，圭亚那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简称《公约》）第15部分第287条规定，要求组成仲裁法庭对其与苏里南之间的划界争端进行仲裁。提起仲裁的一系列文件包括依据《公约》第287条和附件7第1条而发布的公告、起诉书及基本情况。圭亚那此举之目的在于获得与苏里南海域划界的最终裁决——包括领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以解决两国分歧，共同致力于开发海洋资源。圭亚那提起仲裁以1982年《公约》争端解决程序为前提，受《公约》前言鞭策，意在“推动海洋的和平利用”，加强与其重要邻国苏里南的合作与友好关系。

二、管辖权

（一）仲裁庭针对海上划界的管辖权裁定

1982年《公约》第15条规定：“如果两国海岸彼此相向或相邻，其领海界限的划定中任何一国在彼此没有相反协议的情形下，均无权将其领海伸延至一条其每一点都同测算两国中每一国领海宽度的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的中间线以外。但如因历史性权利或其他特殊情况而有必要按照与上述规定不同的方法划定两国领海的界限，则不适用上述规定。”由此可知，第15条将中间线作为海上划界的首要因素。

本案中，两国并无历史性权利或者其他特殊情况。并且参照之前的利比亚/马耳他划界案以及扬马延案件，仲裁庭同意国际法院的判决，即影响划界的特殊情形应依据国际法律体系以及国家惯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因此，依照《公约》第286条，圭亚那将与苏里南的海上边界划线争端提交至仲裁法庭符合附件7的规定，仲裁庭依据第288条第1款的规定对本案拥有管辖权。

（二）仲裁庭在《联合国宪章》和一般国际法框架下的管辖权裁定

圭亚那在其第三次陈述中声称，因苏里南使用武力威胁，违反了《公约》、《联合国宪章》及一般国际法所要求的和平解决争端的规定，因此需对此行为负责。而苏里南则坚持认为仲裁庭在《联合国宪章》以及习惯国际法方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仲裁庭应当驳回圭亚那的主张。

本仲裁庭被授权适用《公约》第293条第2款，即“如经当事各方同意，第1款并不妨害根据本节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或法庭按照公允和善良的原则对一项案件作出裁判的权力”。并且仲裁庭注意到《公约》前言本身便支持当争端不能由《公约》条款解决时，可以适用一般国际法原则的规定。

此外，国际海洋法法庭也曾把《公约》第293条解释为不仅可以适用《公约》，亦可以适用国际习惯法。

因此，仲裁庭将视国际海洋法法庭的解释为“合理解释”，根据《公约》第293条第1款规定拥有管辖权，并因此驳回苏里南声称仲裁庭对本案无管辖权的主张，裁定苏里南在争议海域的行为违反了《公约》第74条第3款、第83条第3款所规定的义务。

（三）仲裁庭针对圭亚那第四次陈述及《公约》适用性的管辖权裁定

关于圭亚那的第四次陈述，苏里南认为根据《公约》第283条第1款的规定，构成了仲裁庭对本案管辖权的禁止。但是，仲裁庭驳回了苏里南针对圭亚那第四次陈述的管辖权异议，并且决定听取圭亚那的第四次陈述。

关于《公约》的适用性，仲裁庭驳回了苏里南主张的《公约》对本案不适用的规定，裁定对本案拥有管辖权。

此外，苏里南声称只有1998年8月8日之后的行为才与圭亚那第四次陈述的主张相关。仲裁庭则认为只要一国在行为之时负有义务，那么其违反义务的行为即构成对国际义务的违反。然而，即使1998年8月8日之前的行为不能构成仲裁庭针对苏里南是否存在违法行为的调查结果，这些行为也为仲裁庭考虑苏里南接下来的一系列行为提供了基础。

因此，仲裁庭对圭亚那在第四次陈述中的主张拥有管辖权。

三、案件实质问题

（一）双方诉求

圭亚那在初次声明中的诉求：

1．由圭亚那—苏里南陆上终点线向夹角不少于34度的东北方向延伸至12海里的距离，进而延伸至大陆架外沿，当大陆架外部边缘少于200海里时，延伸至200海里。

2．要求仲裁庭裁定由于苏里南针对圭亚那的领土完整，针对其国民及其他主体在其领土内的合法行为使用武力，违反了《公约》及一般国际法框架下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义务。因此，苏里南有义务赔偿因其错误行为所导致的损害，包括但不限于圭亚那在其海域内由于海外投资所得收益以及不受阻碍地探测及开发资源及其他行为。由苏里南上述行为所引起的损害，在赔偿不能覆盖的范围应最大限度予以修复。

3．要求仲裁庭裁定，在过渡期内，由于苏里南没有就双方海上划界协议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临时性安排，因此违反了《公约》及一般国际法框架下的义务，应当赔偿因其上述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圭亚那在其海域内由于海外投资所得收益以及不受阻碍地探测、开发资源及其他行为。由上述行为所引起的损害，在赔偿不能覆盖的范围应最大限度予以修复。

苏里南诉求：

1．苏里南要求仲裁庭裁定对圭亚那所提仲裁没有管辖权。

2．如果仲裁庭不支持苏里南提交的第一次陈述意见，那么圭亚那所提交的第二次及第三次陈述将不被承认，基于以上原因，仲裁庭应立即停止。

3．要求仲裁庭支持苏里南于2005年5月23日根据《仲裁程序规则》提交的初步反对意见。

苏里南要求仲裁庭选择性裁决以下所列事项之一：

1．驳回圭亚那在其备忘录第135页中所提的三个书面陈述，以及圭亚那在答辩文件第153页所提的第四个书面陈述。

2．裁定苏里南和圭亚那的单边海上疆界线从东北方向夹角为10度的点延伸至其与从领海基线量起200海里的交界点。

3．裁决并宣布圭亚那由于授权本国在争议区域开展海上钻井业务，违反了《公约》项下第74条第3款以及第83条第3款规定的对苏里南的法律义务，并因此违反及阻碍了海上疆界协议的达成。

4．裁决并宣布圭亚那没有穷尽一切努力与苏里南达成具有可操作性的临时性安排，因此违反了《公约》项下第74条第3款以及第83条第3款规定的对苏里南的法律义务。

圭亚那在答辩中的诉求：

1．由于苏里南的初步反对意见（即仲裁庭没有管辖权）缺乏根据，因此应予以驳回。

2．仲裁庭应裁定起算于“点61”（即北纬5度59分53.8秒，西经57度8分51.5秒，此点是划分圭亚那和苏里南之间的领海和海洋管辖区的单方面海上疆界线），沿着东北34度夹角方向延伸至200海里。后圭亚那在其第四次提交的答辩中又将其主张界线起始点修改为从位于北纬6度13分46秒、西经56度59分32秒的外部界线向外延伸至200海里，直至北纬8度54分1.7秒、西经55度11分7.4秒。

3．由于苏里南对圭亚那国民、机构及其领土之内的海域或者在其拥有合法管辖权的海域内使用武力，圭亚那认为其违反了《公约》、《联合国宪章》以及一般国际法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规定。因此，苏里南有义务弥补由于自己的错误行为所造成的不少于33851776美元的损失。

苏里南违反了《公约》项下的义务，即在关于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的最终协定达成前，双方应尽一切努力进行临时性措施。此举危害及妨碍了最终协定的达成，因此，苏里南应当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承担责任，修复这一损害。

（二）仲裁过程

2004年2月24日，圭亚那提起仲裁，要求仲裁庭对其与苏里南的海上疆界进行划定。仲裁庭于2004年7月30日组建完成。圭亚那依据《公约》附件7第3条（b）款指定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ck）作为己方仲裁员；苏里南则依据《公约》附件7第3条（c）款指定汉斯·史密特（Hans Smit）作为己方仲裁员。双方达成协议指定多利夫·尼尔森（Dolliver Nelson）法官为仲裁庭主席，并指定阿连·飞利浦（Allan Philip）和卡玛尔·侯赛因（Kamal Hossain）为仲裁庭成员。2007年9月3日，阿连·飞利浦博士因病辞职，因此，2004年10月27日，双方指定伊凡·希勒（Ivan Shearer）为替代仲裁员。

2004年7月30日，仲裁庭采用了《仲裁庭规则》作为其准据法。根据《仲裁庭规则》第9条第1款规定，圭亚那将于2005年2月15日或者之前提交其争端备忘录。2005年1月25日，仲裁庭将圭亚那提交备忘录的时间推迟至2005年3月1日。

2005年2月22日，圭亚那向仲裁庭提交了备忘录，向仲裁庭阐述案情，说明圭方请求及理由。

2005年5月23日，苏里南针对圭亚那提出的请求，向仲裁庭提交了备忘录，就案情基本事实、管辖权等问题提出了苏方观点。

2005年7月18日，仲裁庭发布了一号令，公布了涉案双方对文件获取的态度：圭亚那认为苏里南不合作的态度妨碍了其相关资料的获取，但苏里南却认为有些资料涉及国家安全重大事宜不能公开。

2005年7月18日，也即在一号令发布的同一天，二号令同时发布，仲裁庭在二号令中作出如下裁决：

1．根据《仲裁庭规则》第10条的规定，苏里南提交的初步反对意见不能使仲裁程序迟延。

2．由于苏里南所提交的初步反对意见中所列举的事实和论证与此案所依据的事实和论证具有同等价值，此种反对没有排他性，因此，仲裁庭不认为此种反对有效。

3．根据《仲裁庭规则》第10条第3款的规定，仲裁庭将在最后判决中裁定苏里南在初步反对意见中所提出的关于管辖权和适用性问题。

4．双方的书面陈词完成以后，仲裁庭将会与双方协商，进一步确定仲裁的形式，根据《仲裁庭规则》第12条的规定，听取双方就苏里南所提出的管辖权及证据可采性的争论。

2005年10月12日，仲裁庭发布了三号令，指定通晓英语及荷兰语的专家作出裁定：

1．依据一号令第四段，仲裁庭指定汉斯·胡特作为独立专家；

2．仲裁庭采纳指定独立专家所附条款；

3．仲裁庭将最终解决独立专家所不能解决的授权仲裁范围之内的争端。

2005年10月12日，仲裁庭同时发布四号令，并作出如下裁定：

1．苏里南应与仲裁庭所指定的独立专家倾力合作，确保在四号令发布两周内毫无保留地提供荷兰外交部第161号和第169号文件，并确保相关保密文件在交与圭亚那之前被删除或者编辑。此外，独立专家要对这些文件进行校对。

2．独立专家须审查圭亚那在2005年7月20日所提要求，以确保这些资料具有针对性和相关性。苏里南也须为独立专家获取以上资料提供便利。

3．独立专家须及时发布其调查结果。

2006年2月16日，仲裁庭发布了五号令，并作出如下裁定：

1．独立专家在其报告中所提建议将被采纳，苏里南应确保圭亚那根据独立专家的建议立即获取资料；

2．第162、311、2022、2949号文件以及独立专家所提出的参考资料，将立即送往苏里南评论、校对；

3．苏里南须于2006年2月22日之前直接向圭亚那移交其没有编辑、保留的文件，并建议独立专家对其进行编辑、校对。

2006年11月27日，仲裁庭发布了六号令，也是最后一个仲裁庭令，宣布：

1．根据《仲裁庭规则》第11条第3款的规定，戴维·格雷将被指定为仲裁庭地理方面的专家；

2．地理专家所附加参考的条款也将被采纳。

2006年12月7日—12月20日，仲裁庭举行了听证会，就双方诉求展开调查分析。

2007年7月30日，仲裁庭发布了实地考察报告，报告得出如下结论：

1．并无证据表明界点B（界标B）自1936年确立后曾被扭曲或移动；但证据表明自界标确立后，由于风力作用使其沙土面积有所增加。

2．由于寻找至错误区域，并没有发现英国天文台。

3．仲裁庭地质勘探员认为其探访圭亚那期间，GPS接收器运行正常，因为位于加拿大的工作点在当天同一时间显示了探访圭亚那之前和之后的有效数据。

4.1936年所确立的天文坐标支持GPS坐标所测量的天文坐标的精度以及垂直夹角的计算。

5．仲裁庭地质勘探员不能解释沙拉·阿尔特舒勒所观测到的GPS位置与实地勘探位置的矛盾。

6．GPS观测到的界点B的位置是：北纬5度59分46.2059秒（误差在正负0.077米）、西经57度8分50.4824秒（误差在正负0.101米）。最终确定北纬5度59分46.21秒、西经57度8分50.48秒为圆点。

2007年9月17日，仲裁庭针对双方的诉求发布了最终仲裁裁决，并给出了详细解释。

2007年9月20日，仲裁庭发布新闻简报，公布了圭亚那诉苏里南案的仲裁结果，至此本案告一段落。

四、仲裁裁决

2007年9月17日，仲裁庭针对提起仲裁方的主张分别作出最终裁决，裁决如下：

（一）关于领海划界的裁决

仲裁庭最终认为双方的大部分国界都沿着等距离线划分。其中领海划界应沿着东北方向10度方位角所确定的夹角平分线划定，从基点延伸至3海里界限；对角线从东北方向10度方位角所确定的夹角平分线与3海里界限的焦点，延伸至12海里界限与等距离中心线的交点。

穿过领海的海上国界如下：划界线始于界点1，即科兰太因河西岸低潮线与东北方向10度方位角所确定的夹角平分线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东北方向10度方位角所确定的夹角平分线即是穿过1936年所确定的界点B（北纬5度59分46.21秒、西经57度8分50.48秒）的一条线。

从基点1开始，按顺序分别向基点2和基点3延伸。基点2：北纬6度8.33分、西经57度7.33分；基点3：北纬6度13.47分、西经56度59.87分。

以上地理坐标参考1984年的世界测地系统（WGS-84）。

（二）关于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的裁决

仲裁庭接受双方所提供的在领海以外等距离线的划定方案，即把圭亚那和苏里南的低潮线作为划界的基点。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始于基点3，即领海界线与12海里界限的交界点，其坐标如下（见表1）。

表1　圭亚那苏里南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划界坐标



	
基点

	
北纬

	
西经




	3
	6度13.47分
	56度59.87分



	4
	6度16.19分
	56度58.63分



	5
	6度19.17分
	56度57.01分



	6
	6度28.01分
	56度51.01分



	7
	6度32.12分
	56度49.22分



	8
	6度35.13分
	56度46.92分



	9
	6度43.99分
	56度42.34分



	10
	7度24.45分
	56度21.74分



	11
	7度26.11分
	56度20.88分



	12
	7度28.98分
	56度19.69分



	13
	7度39.96分
	56度14.99分



	14
	7度53.48分
	56度12.31分



	15
	8度35.61分
	56度03.99分



	16
	8度36.76分
	56度03.57分



	17
	9度00.03分
	55度56.09分



	18
	9度06.27分
	55度52.88分



	19
	9度20.66分
	55度45.42分




从基点19开始，顺着23度57分10秒东北朝向的方位角所确定的夹角平分线，延伸至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200海里外缘线，基点20的大致方位是北纬9度21.35分，西经55度45.11分。

以上地理坐标和夹角适用于1984年世界测地系统。

（三）关于争议双方违反《公约》义务的仲裁裁决

仲裁庭认为：2000年6月3日，苏里南在争议区域驱逐桑顿号钻井船的武力威胁行为，构成了对《公约》、《联合国宪章》以及一般国际法原则的违背。但是，仲裁庭驳回圭亚那关于阻止苏里南采取进一步行为以及苏里南提出赔偿请求的主张。

仲裁庭认为：圭亚那和苏里南都违反了《公约》第74条第3款和第83条第3款项下所规定的尽一切努力达成具有可操作性的临时性安排以及不妨碍或者阻止最终划界协定达成的义务。

[image: ]
图1　仲裁庭对圭苏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划界图



仲裁庭认为确定性、公平性和稳定性是海洋划界的重要原则。《公约》第74条和第83条要求仲裁庭公平裁决案件。之前的划界实践证明，划界程序应该从划一条临时的等距离线开始。为追求公平，这条临时等距离线可以根据有关情况进行调整。

仲裁庭同时认为，单一海洋边界不是源于《公约》而是坚实地导因于国家实践和国际法院及仲裁庭所发展的判例法。同时，仲裁庭会考虑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案的仲裁裁决中关于划定单一海洋边界的法官意见，即在法律的限制内，为了达到公平，法庭有权利和义务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但是，绝对公平的单一边界线出现的可能性很小，为了满足实际需求，确定性、公平性以及稳定性可以成为划界程序必不可少的部分。

关于等距离/特殊情况规则的具体适用，仲裁庭作出如下裁决：第一，圭亚那的部分海岸从德文郡城堡公寓延伸至临海指向标B点，苏里南的部分海岸线从崖巅延伸至渔民沙洲上的点；第二，本案中的部分海岸并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凹陷或凸起，因此，部分海岸线的地理构造并没有提供足以调整或者临时移动等距离线以便达到公平解决的正当理由。

五、评析

圭亚那诉苏里南海洋划界案主要涉及三个问题：海洋划界、使用武力和《公约》第74条第3款和第83条第3款的规定。

在海洋划界方面。第一，领海划界。鉴于《公约》第15条明确规定了海岸相向和相邻国家间领海划界的方法，仲裁庭严格依据测算中间线——查明是否存在历史性所有权或其他特殊情况以调整中间线的方法进行争端双方的领海划界。以往国际法院及国际仲裁的案例显示，“特殊情况”是基于划界公平的考量（equitable considerations），它所包含的内容应该根据具体案件情况而定，并不是一个有限的列表（finite list）。这一点也为本案仲裁庭所确认，仲裁庭认为圭亚那河（Corentyne River）的航行利益构成了争端双方划界的特殊情况，为此，仲裁庭还援引了比格尔海峡仲裁案（Beagle Channelarbitration）的判词作为佐证。在划定争端双方3—12海里的领海界限时，仲裁庭对双方争议的未获批准的国际条约的效力问题作出了正确的裁决，确认未获批准的国际公约对缔约国不产生任何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对争端方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进行单一划界已成为海洋划界的一个重要趋势，国际法院及国际仲裁庭的以往案例也曾进行单一划界。在划界的方法上，仲裁庭采用了“等距离/特殊情况”方法，并认为此方法已成为近二十年来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庭已经接受的划界方法。仲裁庭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公约》从未规定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使用这种方法，而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的裁决也并没有明确地确认此种划界方法的地位。不顾大陆架的延伸情况、海岸地理等情况而直接简单地划定一条等距离线，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行为。即使其后还要考虑特殊情况来调整临时等距离线，但是以往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庭的案例显示，特殊情况对临时等距离线调整的作用并不像想象的那么明显。最终，仲裁庭认为不存在任何特殊情况以调整临时等距离线。值得注意的是，仲裁庭认为争端方授予石油公司开采权以及油井的存在可以被认为是特殊情况，但是这是以争端方存在明示或默示的协议为前提的，而潜在的矿产资源不被认为是特殊情况。

关于使用武力。加拿大CGX公司获得了圭亚那的授权，其在圭亚那和苏里南争议海域进行地震勘测时被苏里南的海军巡逻舰驱赶并将其勘测设备强制拆卸。为此，圭亚那向仲裁庭提出的第三个请求是：苏里南违反了《公约》、《联合国宪章》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一般国际法，因为苏里南非法使用武力而破坏了圭亚那的领土完整以及非法干涉圭亚那行使合法管辖权。显然仲裁庭应裁决其对圭亚那的这一仲裁请求缺乏管辖权，因为这一请求所包含的争端实质上属于国际法上使用武力的问题，这已经超出了《公约》的范围，更加不能被称为有关《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并且，圭亚那就此事项也没有履行《公约》第283条规定的交换意见的义务。但是，仲裁庭却认为国际海洋法法庭已经将《公约》第293条解释为不仅对《公约》而且对习惯国际法规范进行适用的权限，所以，仲裁庭对使用武力问题享有管辖权。至于交换意见的义务，仲裁庭认为，苏里南海军巡逻舰驱赶CGX公司这一事件并不是独立的事件，它附属于整个圭亚那和苏里南海洋划界争端的一部分，所以圭亚那无需就此单独履行交换意见的义务。仲裁庭的意见值得商榷。使用武力问题与海洋划界争端法律性质明显不同，而且，尽管圭亚那和苏里南未能通过数十年的谈判对海洋划界争端达成协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对CGX公司事件免除交换意见的义务。仲裁庭对CGX争端性质的判断以及其与两国海洋划界争端的关系的判断都存在争议。此外，仲裁庭认定苏里南海军巡逻舰驱赶CGX公司这一行为不属于苏里南执行国内法的行为，而属于军事行动的威胁，也值得进一步探讨。因为仲裁庭是通过揣测苏里南行动的目的以及事件发生的背景和争议海洋区域这一事实来作出的此项判断，但是仲裁庭只是用了模糊抽象的语言作出论证，并没有给出强有力的客观证据，也没有就国际法上的使用武力问题进行阐述，而且只是通过行动的目而非行动的本身来判定行动的性质在国际法上是根本就站不住脚的。

关于对《公约》第74条第3款和第83条第3款的解释。圭亚那和苏里南两国相互指责对方违反了《公约》第74条第3款和第83条第3款的规定。仲裁庭认为这两个条款实际上包含了两项义务：一是争端方尽一切努力作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二是争端方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仲裁庭对此的理解有别于那种认定该条款为“海洋划界协议达成之前的临时措施”的理解，可谓对《公约》缔约国履行该项义务进行了细化。仲裁庭认为，圭亚那和苏里南两国都没有履行“尽一切努力作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的义务，尽管两国没有履行该项义务的情形并不相同，但是仲裁庭认为其实质在于两国缺乏履行该义务所必须的程序性步骤。至于“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的义务，仲裁庭认为只要争端方在争议海域进行的行为不会导致该海洋区域的“物理改变”（physical change），就不会违反“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的义务。仲裁庭的逻辑显然经不起推敲，因为仅仅依赖行为的后果来判断该行为本身的性质是缺乏依据的，类似于本案中的“地震勘探”行为无论是否造成海洋区域的“物理改变”都不会改变这一行为本身的性质，而这种勘探开发权利属于沿海国的专属权利。并且，如果对这种类似于“地震勘探”的行为不加禁止，则很有可能被认定为海洋划界争端中的特殊情况（相关情况）而对海洋划界线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仲裁庭的观点值得仔细思考。

综上所述，圭亚那诉苏里南海洋划界案的裁决在某些方面遵循了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的先例，但是在管辖权等方面的裁决值得商榷。


（案件来源：http://www.pca-cpa.org/showpage.asp?pag_id=1147）




爱尔兰诉英国混氧燃料工厂案

（2001年10月25日—2008年6月6日）

一、案件背景

爱尔兰位于欧洲西北部，北纬51.5度至55.5度，西经5.5度至10.5度。爱尔兰的陆地领土面积70282平方千米，包括明斯特省、伦斯特省、康诺特省、阿尔斯特省的三个郡，拥有384万人。沿着爱尔兰海岸线向南延伸，坐落着50个重要城市，其中就包括爱尔兰首都都柏林。这些城市、乡镇和村庄构成了有着150万人的滨海人口密集区，在节假日，这里将会涌入更多的人。

爱尔兰海坐落于爱尔兰共和国东海岸，北纬52度至55度、西经3度至6度之间，是一个相对狭小的半闭海，属于西北欧洲大陆架。爱尔兰海属于1992年《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所辖领域的三号水域，水域表层面积约为4.7万平方千米，通过狭窄的北部海峡与南部的圣·乔治海峡与大西洋临接。爱尔兰海属于半闭海，已经成为世界上核污染最严重的海域之一，混合氧化物燃料本身产生的核污染将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排放到爱尔兰海域；并且，混合氧化物燃料工厂的运行将会导致核污染废料产生更多新型废料，通过热氧后处理厂直接或者间接地排放到爱尔兰海，大量新型的放射性废料又将会被囤积到塞拉斐尔德核燃料厂。此外，混合氧化物工厂的运行将会导致经过爱尔兰海的放射性物质运输大大增加，而爱尔兰海恰恰又邻接爱尔兰。

塞拉斐尔德在案件背景介绍中显得异常重要。它是位于英国西北部坎布里亚郡的一座拥有480英亩的核燃料厂。其十分临近爱尔兰海，沿着海域最近边缘绵延112英里。塞拉斐尔德的前身是皇家军械厂，自1947年9月开始为国防目的而致力于生产钚反应堆。工厂当时被叫作“温士盖”。该工厂于1950年10月开始生产第一批钚反应堆，2号反应堆于1951年6月开始投入生产。1952年1月，第一支放射性的核燃料棒被带出反应堆，并用于工厂的再生产。这标志着塞拉斐尔德核燃料再生产的正式启动，也导致了放射性核废料通过管道或气体排放的形式直接从塞拉斐尔德工厂排入爱尔兰海。当然，这并不是爱尔兰海放射性材料污染的唯一来源。从20世纪40年代末直至1982年，英国的低水平放射性核废料被源源不断地排入英吉利海峡与大西洋。

1957年10月，1号核反应堆着火并导致核泄漏。这场持续两天的火灾并没有最终找出失火的确切原因，除了倾倒由当地生产的已经被污染的牛奶外，其间并没有人员被疏散或者被告知停留室内，亦没有采取任何形式的安全告知。因此，放射性同位素泄漏而产生的影响及污染的程度至今不得而知。然而，1957年的“温士盖”大火并没有阻止英国开发民用核动力前进的脚步。1956年10月，位于塞拉斐尔德的英国第一家商用动力反应堆——克德霍尔反应堆开始发电。

20世纪70年代，从英国原子能机构到国防部都通过了一系列有关核武器的责任条款，将英国原子能机构定位于致力生产民用核工业。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告知英国核燃料公司要对核燃料的生产及废弃物的处理承担责任。2001年10月3日，英国政府又通过一项决议，承认塞拉斐尔德混合氧化物燃料工厂是合法的，因其收益将大于消耗。自此，这项决议开启了塞拉斐尔德混合氧化物燃料工厂的试运行及操作。

爱尔兰政府因此认为英国怠于履行《公约》项下的法律义务，并向联合国提起仲裁。至此，爱尔兰依据《公约》附件7启动了诉英国关于混合氧化物燃料工厂、放射性物质跨国运输与海洋环境保护的仲裁案。

爱尔兰诉求：

1．由于对混合氧化物工厂的授权，英国违反了《公约》第192、193、194以及（或者）207、211、214条的规定，包括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阻止、减少或控制由以下行为造成的爱尔兰海的海洋环境污染：（1）混合氧化物工厂故意倾倒放射性物质和（或者）废料，以及热氧后处理厂在运行混合氧化物时所产生的额外倾倒物；（2）混合氧化物工厂及热氧后处理厂和（或者）与混合氧化物工厂及热氧后处理厂涉及跨国运输时意外泄漏放射性物质和（或者）废料；（3）由于恐怖主义行为所导致放射性物质和（或者）废物从混合氧化物工厂或者热氧后处理厂泄漏，以及（或者）混合氧化物工厂及热氧后处理厂涉及跨国运输时意外泄漏放射性物质和（或者）废料。

2．对混合氧化物工厂授权时，英国下列行为违反了《公约》第192、193和（或者）194和（或者）207、211、213条的规定：（1）未能适当及全面评估针对位于塞拉斐尔德混合氧化物及热氧后处理厂及相关设施的恐怖袭击，或者跨国直接或者间接运输涉及混合氧化物工厂的放射性物质；（2）未能适当或全力筹备全方位措施或计划，阻止、控制或应对针对位于塞拉斐尔德的涉及混合氧化物工厂及相关设施的恐怖袭击，或者针对与工厂相关的放射性废物的跨国运输的恐怖袭击。

3．由于授权混合氧化物工厂的运行，英国违反了《公约》第123、197条的规定，并且未能与爱尔兰共同合作保护爱尔兰海的海洋环境，尤其是拒绝与爱尔兰共享信息以及（或者）拒绝对混合氧化物工厂直接或者间接影响海洋环境的行为进行评估，并继续授权混合氧化物工厂的运行；同时，在与争端解决有关的诉讼程序方面，信息的获取仍未获批准。

4．在对混合氧化物工厂授权方面，英国违反了《公约》第206条的规定，包括：（1）未能履行1993年《环境声明》中所承诺的恰当及全面评估混合氧化物工厂及相关设施的运行对爱尔兰海造成直接或者间接的潜在影响；（2）自1993年发布《环境声明》以来，尤其是自1998年以来，未能根据事实和法律的发展评估混合氧化物工厂及相关设施的运行对爱尔兰海造成直接或者间接的潜在影响；（3）未能评估运至或运出塞拉斐尔德的放射性物质对爱尔兰海的海洋环境所造成的潜在影响；（4）未能评估恐怖行为、混合氧化物工厂及附属设施的运行以及混合氧化物工厂运行所需的放射性物质的跨国运输对爱尔兰海海洋环境所造成的潜在危害。

5．英国应当阻止以下授权：（1）混合氧化物工厂的经营。（2）进出英国的、与混合氧化物工厂有关的放射性物质的跨国运输。直至能够评估由混合氧化物工厂及相关设施对海洋环境所产生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能够评估放射性物质的跨国运输对海洋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以及（或者）能够证明混合氧化物工厂及相关设施的运行、放射性物质的跨国运输不会向爱尔兰海直接或者间接故意倾倒放射性垃圾；以及同意和接受与爱尔兰一起实施全面策略或计划阻止、控制及应对针对混合氧化物工厂及相关设施、放射性物质跨国运输的恐怖袭击。

6．英国将支付爱尔兰的诉讼费用。

英国诉求：

要求仲裁庭裁定并宣布对爱尔兰向英国所提仲裁无管辖权，抑或驳回爱尔兰针对英国所提出的仲裁。

英国还要求仲裁庭驳回爱尔兰所要求的、由英国支付爱尔兰的仲裁费用的要求；相反的，应由爱尔兰支付英国的仲裁费用。

二、管辖权

仲裁庭认为其在国际法层面拥有管辖权，但在欧盟法层面管辖权有待确定。

仲裁庭拥有管辖权的总体理由：爱尔兰和英国同为《公约》的缔约国；

仲裁庭根据《公约》第15部分及附件7组成；

爱尔兰是根据《公约》中的条款提出仲裁主张；

双方在混合氧化物工厂方面存在争端；

争端涉及对《公约》的解释和适用；

无任何事实明确反对仲裁庭的管辖权。

国际法层面拥有管辖权的理由：

鉴于英国因国际法问题质疑仲裁庭的管辖权，仲裁庭认为双方已经依据《公约》第283条交换了意见，并且英国迄今没有反对。诚然，《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涉及双方所争议的问题，但法庭认为其并没有影响本案争议是“解释及适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特点，并且本仲裁庭并不认为1992年《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完全涵盖了双方的所有争议，以至于需要启动《公约》第281、282条。此外，双方根据《公约》第288、293条详细讨论了爱尔兰所主张的问题，尤其是根据其他条约所提主张，例如《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辛特拉部长级声明》，但是仲裁庭不同意“爱尔兰没有依据《公约》提出诉求”的观点。因此，法庭依据1982年《公约》第288条第1款的规定，认为对本案拥有管辖权。

欧盟法层面：

1．由于涉及欧共体法律，并且其影响到了双方的争端，因此一些特定问题对仲裁庭至关重要。这些问题包括：

（1）爱尔兰根据《公约》提起仲裁请求时的法律地位；

（2）英国应诉时的法律地位；

（3）涉及适用《公约》时，欧共体和其成员国之间的权限划分，尤其是当事方及欧共体根据《公约》所发出的声明；

（4）当事方在仲裁庭组成之前所请求适用的条款在多大程度上被遵守；

（5）根据双方协议，在欧盟法律框架下排除欧洲法院管辖的事项。

2．仲裁庭认为在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听取双方就争端所涉法律依据的意见是不合适的；而且，仲裁程序在相同问题上产生相互矛盾的裁决也无益于当事方争端的解决。因此，仲裁庭决定顺延程序，没有在双方所提出的法律依据方面给出管辖权裁决。

三、案件程序回顾

（一）仲裁过程

2001年10月25日，爱尔兰依据《公约》第287条以及附件7第1条向英国就涉及混合氧化物燃料工厂、放射性物质的跨国运输以及爱尔兰海海洋环境保护提起仲裁。

2002年2月，仲裁庭组成。常设仲裁法院将成为此案仲裁机构，并指定仲裁员，仲裁员分别为托马斯·门撒法官（Thomas A．Mensah）（本仲裁庭庭长）、詹姆斯·克劳福德教授（James Crawford SC）、麦特尔·福特教授（Maitre L．Yves Fortier CC QC）、格哈德·哈夫纳教授（Gerhard Hafner）以及亚瑟·瓦特（Arthur Watts KCMG QC）。

2002年7月2日，仲裁庭发布了第1号仲裁令，宣布爱尔兰的修正声明及注释将共同组成爱尔兰的仲裁主张。

2002年12月10日，仲裁庭发布第2号仲裁令，裁定英国将延迟7天提交辩诉状，即顺延至2003年1月10日；爱尔兰提交答辩状的时间将顺延至2003年3月7日；英国提交复辩状的时间将顺延至2003年4月25日。

本案听证会从2003年6月10日至6月21日，双方代理人分别陈述了各自的立场及所依据的理由。

2003年6月24日，仲裁庭发布了第3号仲裁令，宣布由于涉及管辖权、法律依据以及采取进一步临时措施的请求，仲裁程序将会顺延至2003年12月1日；驳回爱尔兰关于申请临时措施的诉求，并敦促双方在欧盟制度框架内寻求解决方案。

2003年11月4日，仲裁庭发布了第4号仲裁令，宣布由于仲裁管辖权及法律依据，仲裁将会第二次延期，直到欧洲法院对相关案件中区际法律问题作出判决，或者仲裁庭决定审理。欧洲法院于2006年5月30日递交了判决书，但由于依照第3号及第4号仲裁令需要定期报告，仲裁又被搁置。

2007年2月15日，爱尔兰通知仲裁庭撤销对英国所提仲裁。

2007年2月21日，仲裁庭发布第5号仲裁令，宣布争议双方推迟提交定期报告。此法令使延期仲裁正式化，直到双方申请提交定期报告以及采取临时措施。

2007年11月16日，由英国指定的仲裁员亚瑟·瓦特先生辞世。2008年1月31日，马斯蒂尔（Mustill）勋爵被任命为仲裁员。

2008年6月6日，仲裁庭发布第6号仲裁令，正式宣布爱尔兰撤销对英国所提仲裁，并分配了双方的诉讼费用，仲裁程序最终终止。

（二）最终裁决（仲裁庭第6号令）

仲裁庭将爱尔兰撤销向英国提起仲裁混合氧化物一案记录在案；

根据《仲裁庭规则》第16条第1款的规定，仲裁庭开销将由双方平分；

根据《仲裁庭规则》第17条的规定，当事方各自承担出席仲裁的费用；

仲裁庭2008年6月6日发布第6号仲裁庭令，决定此仲裁程序终结。

四、评析

爱尔兰在2001年6月将与英国有关获取莫克斯工厂的经济正当性情报的争端提交至根据《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第32条组成的仲裁法庭，其后又于2001年10月25日将两国间“关于莫克斯工厂、放射性物质的国际运输，以及对爱尔兰海的海洋环境保护的争端”提交至《公约》附件7组成的仲裁法庭。因此，第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爱尔兰将其与英国的争端按照不同的程序分别提起不同的仲裁，这将产生不同争端解决程序的管辖权竞合的问题。

《公约》对这一问题也有所规定。《公约》第282条规定，作为有关《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各方的缔约各国如已通过一般性、区域性或双边协定以其他方式协议，经争端任何一方请求，应将这种争端提交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程序。英国就是援引该条款质疑仲裁庭的管辖权，但是仲裁庭拒绝了英国的主张。仲裁庭认为，争端方之间的争端可以包含多个方面，而这多个方面可能受到不同国际条约的调整，所以根据不同的管辖权依据将它们提交至不同的法庭解决似乎是行得通的。仲裁庭显然支持了这样一种主张：当争端方有条件适用不同的程序来挑选不同的国际司法机构时，争端方的这种意思自治就应该被尊重，而不是被驳回。在本案中，爱尔兰与英国的争端涉及多个条约，分别为《公约》、《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欧共体公约》以及《欧洲原子能公约》等。爱尔兰有权利根据相关公约的规定提起国际仲裁，也有权利挑选对自己最有利的国际仲裁。正如本案仲裁庭所指出的那样，争端方将同一争端提交至不同的仲裁机构，由于管辖权的侧重点不同、涉及国际条约不同，裁决结果也可能不同。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意图适用《公约》第282条以排除《公约》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必须如本案仲裁庭所表达的那样，即“将解决有关《公约》的解释和适用的争端诉诸其他机制的意图必须在相关协定中明确无误地表达出来”。

第二个问题涉及仲裁庭规定临时措施的条件。这一条件经过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机构一系列规定临时措施的案例而得到详细阐释，其内容也日渐明朗和清晰。第一个条件是初步管辖权。规定临时措施的案件和其他案件有着明显的不同，最独特之处在于其对效率的要求较高，也就是在尽量短的时间里由国际法院或国际仲裁机构作出规定临时措施的命令。而且，当被请求或需要规定临时措施时，国际法院或国际仲裁机构此时可能尚未确定对案件实体问题的管辖权。为此，“初步管辖权”的概念就应运而生了。在本案中，英国对仲裁庭的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爱尔兰和英国之间的争端应该由《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仲裁庭否定了英国的主张，认为爱尔兰向仲裁庭提出的仲裁请求似乎满足了仲裁庭享有管辖权的理由，并依此理由裁定仲裁庭享有本案的管辖权。截至目前，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机构在所有关于临时措施的命令中基本都裁定存在初步管辖权，这揭示了满足初步管辖权条件的门槛较低这一状况。

第二个条件是案件存在难以弥补的危险。也就是说，如果不迅速采取措施，那么损害的发生将是不可逆转和无法补救的。从国际司法实践来看，这样的危险大多与重大环境污染有关，而本案中莫克斯工厂核废料所造成的污染应该达到了这一条件。需要注意的是，存在难以弥补的危险并不等于危险已经发生，只要存在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就可以了。

第三个条件是情况紧急。本案中，爱尔兰请求仲裁庭规定临时措施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英国莫克斯工厂的运作将会导致不可逆转的海洋污染，爱尔兰所主张的权利将遭受难以弥补的紧急和严重的威胁。仲裁庭拒绝了爱尔兰的主张。在英国和爱尔兰就莫克斯工厂可能对爱尔兰海造成海洋污染没有达成共识，而英国又对防止海洋环境污染作出了一定程度的保证的情况下，仲裁庭认为它无法对爱尔兰当前遭受来自莫克斯工厂海洋环境污染威胁的紧急程度、可能性等作出评估。仲裁庭的决定是妥当的，毕竟在规定临时措施程序中，仲裁庭无法就实体问题作出更多调查和阐释，而从外表上、程序上看，莫克斯工厂可能对爱尔兰海造成不可逆转的、严重的污染这一状况似乎也没有显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庭无法支持爱尔兰的诉求。在确认国际海洋法法庭先前规定的临时措施后，仲裁庭拒绝了爱尔兰请求仲裁庭规定进一步临时措施的诉求。


（案件来源：http://www.pca-cpa.org/showpage.asp?pag_id=1148）




厄立特里亚与也门在红海地区的海洋争端案

（1996年10月3日—1999年12月17日）

一、案件背景

厄立特里亚与也门领土争端的核心是哈尼什群岛的归属及相关海域的划界。哈尼什群岛位于红海南端中心，距离也门和厄立特里亚海岸差不多各30千米。该群岛由大哈尼什岛、小哈尼什岛、祖库尔岛及几十个小岛、礁石组成，总面积大约190平方千米，其中祖库尔岛面积105平方千米，大哈尼什岛65平方千米，小哈尼什岛14平方千米。大哈尼什岛距也门和厄立特里亚分别为28海里和32海里，向南到曼德海峡只有160千米，是红海的咽喉，战略位置突出。由于缺乏淡水，该群岛一直没有人定居，只有红海沿岸的渔民偶尔或短期逗留岛上，渔民们世代沿袭着这种传统。更为重要的是，也门和厄立特里亚（以前属埃塞俄比亚）对此岛屿一直没有明确的归属划定，加上该岛屿历史的复杂性，关于所有权问题一直是悬而未决。由于据说在该地区发现石油，也门和厄立特里亚两国围绕该群岛的争端逐步升级。

1995年12月，也门与厄立特里亚在位于红海南部的哈尼什群岛发生武装冲突，使这两个国家间的领土争端展现在世人面前，一时成为国际热点问题。经过国际社会的积极斡旋，1996年5月也厄两国达成原则协议，双方同意将争端提交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常设仲裁法院最终对两国争端作出仲裁，实现了两国领土争端的和平解决。

二、管辖权

1996年5月21日，也门与厄立特里亚在巴黎签署了一份原则协议，规定双方禁止使用武力，而是要组成一个仲裁庭，和平解决两国海域争端。同年 10月3日，两国又签署了仲裁协议，仲裁庭正式组建并投入工作。

三、案件回顾

也门与厄立特里亚领土争端仲裁案从仲裁原则协议达成到最终裁决书的发布经历了三年多的时间。1996年5月21日，也门与厄立特里亚签署将争端提交给常设仲裁法院仲裁的原则协议，同年10月3日，两国又签署了仲裁协议，仲裁庭随后开始正式工作，并于1998年10月9日公布第一份仲裁裁决书，对两国争端的范围和岛屿主权归属作出裁决。1999年12月17日，仲裁庭发布了第二份也即最后一份仲裁裁决书，对两国海域疆界作出了划分。两国对仲裁结果都表示接受，裁决书正式生效，标志着两国岛屿争端最终得到和平解决。

●原则协议（1996年5月21日于巴黎）

协议总共9条，主要规定双方禁止使用武力，要和平解决两国海域争端。组成一个仲裁庭，分两阶段作出仲裁，第一阶段界定两国之间的争端范围，第二阶段裁定岛屿领土主权和海域疆界划分问题。协议还约定仲裁庭由五名仲裁员组成，由当事国各选择两名，第五名仲裁员是首席仲裁员，由当事国选定的四名仲裁员选任，若四名仲裁员达不成一致意见，第五名仲裁员则由国际法院院长选任。协议规定了仲裁庭适用的原则以及其他法律事项等。

●仲裁协议（1996年10月3日于巴黎）

该协议共16条涵盖了有关仲裁程序等，主要内容有：规定了仲裁员选任的程序；厄立特里亚选定了史蒂芬·施瓦贝尔法官（Judge Stephen M．Schwebel）和罗萨林·希金斯法官（Judge Rosalyn Higgins）；也门方面推荐了艾哈迈德·萨德克考施瑞博士（Dr．Ahmed Sadek El-Kosheri）和凯斯·哈伊特先生（Mr．Keith Highet）。四名仲裁员一致同意推荐罗伯特·詹宁斯教授（Professor Sir Robert Y．Jennings）为首席仲裁员；仲裁庭的登记和秘书人员等；详细规定了两阶段仲裁的具体内容。

其中，第一阶段要确定两国争端范围，并对主权归属作出决定。第二阶段应对海域疆界作出裁决，对仲裁员所作的仲裁决定的过程作出限定；规定了仲裁庭的地点、程序、官方用语、费用和法律地位等问题。

●仲裁裁决书一：领土主权及争议范围（1998年10月9日于伦敦）

裁决书共分为十一章，分别为：仲裁提起及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争议范围；本案的特点；历史所有权及其他历史方面的考虑；法律历史、主要条约和涉及国家继承问题的其他法律工具；红海灯塔；展示政府职能和权限的证据；地图；石油协议和活动；结论；仲裁裁决。

●仲裁裁决书二：海域划界（1999年12月17日于伦敦）

此阶段裁决书包括了概述、六章正文和三个附件。六章正文分别为：当事人的争议；红海捕鱼问题；石油协议和中间线；传统捕鱼体制；国际疆界划分；裁决。附件一为仲裁协议，附件二为也门对1999年7月13日史蒂芬·施瓦贝尔法官所提问题的答复以及厄立特里亚对史蒂芬·施瓦贝尔法官所提问题的答复；附件三是也门与厄立特里亚两国政府关于建立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的条约。

四、仲裁结果

（一）两国争议的范围

虽然1995年12月也厄冲突主要是围绕着大哈尼什岛、小哈尼什岛、祖库尔岛及周边小岛和岩礁，但在仲裁中双方的争议范围扩大了。也门提出双方争议的范围只限于大、小哈尼什岛和祖库尔岛及周边小岛和岩礁，而西南岩礁、默哈巴卡群岛、海克科群岛、贾巴尔·塔叶岛和祖巴叶群岛不在争议范围之内。厄立特里亚则不同意也门的观点，声称仲裁庭应该对两国存在争议的所有请求作出裁决，因此，争议范围应该是包括贾巴尔·塔叶岛和祖巴叶群岛在内的整个哈尼什群岛。

显然，在有关争议范围问题上，也门和厄立特里亚都提出了对自己有利的提议。考虑到历史证据上的原因和双方仲裁能否顺利进行，仲裁庭最终支持了厄立特里亚的观点，决定双方争议范围包括大、小哈尼什岛和祖库尔岛及周边小岛和岩礁、西南岩礁、默哈巴卡群岛、海克科群岛、贾巴尔·塔叶岛和祖巴叶群岛。

（二）岛屿主权归属

两国都提出对哈尼什群岛拥有主权，并列举大量证据来证明。厄立特里亚认为它对哈尼什群岛拥有主权，其依据是建立在延伸一百多年来的一连串的所有权以及国际法的有效占有原则。当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独立出来后，它继承了该岛屿的所有权，埃塞俄比亚从意大利那里继承了岛屿的所有权，而意大利从19世纪末就开始对红海南部岛屿进行控制，并最终于20世纪30年代取得了哈尼什群岛的实际控制权。因此，该岛屿的所有权通过这种继承关系移交给了厄立特里亚。也门主张，也门对哈尼什群岛的请求是基于传统的历史所有权。早在奥斯曼人获得哈尼什群岛主权之前该岛屿就一直属于也门，奥斯曼统治红海两岸期间，该岛屿是归也门省管辖。这种历史所有权在奥斯曼帝国灭亡后仍然存在，该群岛因此应该“回归”也门。二战后，南也门从英国那里获得了哈尼什群岛的控制权，包括其对红海灯塔的管理权（主要是北也门管理）。也门列举了大量地图来证明该岛屿自古以来就一直属于也门而不属于红海对岸国家。

仲裁庭认为，双方的观点都是基于历史所有权或者继承。而双方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能完全说服仲裁庭，让其相信这种历史所有权或者继承与现在的岛屿归属有直接联系，尤其是有时双方的证据显然是相互矛盾的。虽然似乎也门方面的说法和证据显得比厄立特里亚更占些优势，但这并不能说明哈尼什群岛就属于也门。仲裁庭认定，将取证的重点放在最近一段时间两国与哈尼什群岛的联系上。

最终仲裁庭达成了一致意见。仲裁庭认为，哈尼什群岛问题复杂，有必要对不同的岛屿分别进行考虑。对于默哈巴卡群岛、海克科群岛以及西南岩礁，它们或者是处于厄立特里亚领海内，或者是历史上为意大利占领并为英国和奥斯曼帝国所认可，而且也门也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这些岛屿属于也门而非厄立特里亚，因此裁决这些岛屿的主权属于厄立特里亚。

哈尼什群岛北面的贾巴尔·塔叶岛和祖巴叶群岛，在位置上处于红海中央，既不靠近也门海岸，也不靠近厄立特里亚海岸，两岛一直以来都是灯塔岛，尤其海上灯塔目前由也门方面管理，考虑到这点，仲裁庭认定它们属于也门。

至于哈尼什群岛，仲裁庭认为，从历史来看双方的证据都无法完全证明自己的主权主张，但比较起来，尤其是从地图证据、历史上也门与哈尼什群岛的关系、灯塔问题以及最近以来也门对该群岛的管辖职能延伸等方面综合考虑，也门比厄立特里亚更占优势，因此仲裁庭裁定哈尼什群岛归也门所有。

仲裁庭还详细列举了各个岛屿的归属情况：

默哈巴卡群岛的岛屿、小岛、暗礁和低潮高地，包括但不限于萨叶岛（Sayal Islet）、哈尔比岛（Harbi Islet）、平岛（Flat Islet）和高岛（High Islet）；海克科群岛的岛屿、小岛、暗礁和低潮高地，包括但不限于东北海克科（North East Haycock）、中海克科（Middle Haycock）、南海克科（South Haycock）以及西南海克科（South West Haycock）归属厄里特里亚。

租卡哈尼什群岛的岛屿、小岛暗礁以及低潮高地，包括但不限制于三脚岩（Three Foot Rock）、帕金岩（Parkin Rock）、岩岛（Rocky Islet）、皮恩礁（Pin Rock）、苏玉尔·哈尼什（Suyul Hanish）、中岛（Mid Islet）、双峰岛（Double Peak Island）、环岛（Round Island）、北环岛（North Round Island）、魁茵岛（Quoin Island，北纬13度43分，东经42度48分）、乔岩（Chor Rock）、大哈尼什、皮基岛（Peaky Islet）、穆沙基拉（Mushajirah）、阿达尔·阿里岛（Addar-Ail Islets）、海克科岛（北纬13度47分，东经42度47分，不要与大哈尼什岛西南的海科克群岛混淆）、低岛（Low Island，北纬13度52分，东经42度49分），包括靠近北部的、东部和南部的未命名的小岛和暗礁、小哈尼什岛包括未命名的靠近东北的小岛和暗礁、舌岛（Tongue Island）以及靠近南部的未命名的小岛、近岛（Near Island）和靠近东南的未命名的小岛、沙克岛（Shark Island）、祖库尔岛、高岛（High Island）以及阿布·阿里群岛（包括魁茵岛，北纬14度5分，东经42度49分）和皮利岛（Pile Island）归属于也门主权之下。

贾巴尔·塔叶岛以及组成祖巴叶群岛的岛屿、小岛、暗礁和低潮高地，包括但不限于魁茵岛（北纬15度12分，东经42度3分）、海科克岛（北纬15度10分，东经42度7分，不要与大哈尼什岛西南部的海科克岛相混淆）、岖岛（Rugged Island）、桌峰岛（Table Peak Island）、马鞍岛（Saddle Island）和靠近西北方向的未命名的小岛、低岛（北纬15度6分，东经42度6分）和靠近东面的未命名的暗礁、中礁（Middle Reef）、萨巴岛（Saba Island）、联岛（Connected Island）、东礁（East Rocks）、鞋礁（Shoe Rock）、祖巴叶岛以及中峰为也门领土。

（三）传统捕鱼体制

在第一阶段仲裁书中，裁决也门承担永久保持该地区的传统捕鱼体制，包括厄里特里亚和也门两国渔民自由地进入和享用属于也门主权的传统捕鱼海域。不久两国就这一传统捕鱼体制发生争议，双方提交的证据主要围绕着五个问题展开：一般的捕鱼问题；捕鱼区域；双方所依靠的捕鱼经济；鱼类消费；捕鱼对疆域划界的影响。

仲裁庭对双方提出的观点和证据进行了认真的比较和分析，作出了关于传统捕鱼体制的裁决。仲裁庭认为，捕鱼对红海两岸都是非常重要，有关捕鱼的重要性的争论是没有必要的。鱼的消费在两国的海岸地区都很重要，捕鱼是也门沿岸省民众的重要经济依靠；厄立特里亚独立前拥有庞大的捕鱼业，独立后政府制定了重振捕鱼业的计划。至于捕鱼区域，应该包括大、小哈尼什岛和祖库尔岛及周边小岛和岩礁、贾巴尔·塔叶岛和祖巴叶群岛。

仲裁庭认为，传统捕鱼体制不应对岛屿主权和海域划界形成实质影响。就厄立特里亚方面对传统捕鱼体制的内涵的提问，仲裁庭对这一体制作了进一步的细致说明：“传统捕鱼体制是存在于红海两岸渔民之间的一种长久的惯例，两国渔民可以自由地进入任何一边海岸捕鱼并交易其产品，不受两岸政治关系的左右，更不应为近代西方主权思想所影响。”

也门承担永久保持传统捕鱼体制是针对两国渔民的，而非有利于厄立特里亚，不是也门需要与厄立特里亚共同分享资源，更不是也门的岛屿主权受到了“限制”。换句话说，两国政府是保护人，两国渔民才是利益享有者。渔民都有权在仲裁庭关于主权的判决书中在归属于也门的岛屿周围从事“技艺性”捕鱼活动，包括为捕捞珍珠和贝类而进行的潜水活动，为晒鱼干或停靠以及遮蔽而需要利用岛屿的活动。矿物开采不在此范围之内。“技艺性”捕鱼活动一般指动力装置简单的船舶，或者使用独木舟或小木筏等简单有效的捕鱼装置。不过不能绝对地理解为将来也只能像现今这样捕鱼，并不排除在船舶动力、航行技术、通信或者捕鱼技术方面的改进。这种捕鱼体制是与商业化或工业化捕鱼相对比的，也没有扩展到红海中第三国国民捕捞。仲裁庭规定，将来因环境因素等原因，两国可以共同制定有关传统捕鱼体制的条例，但也门方面对与传统捕鱼体制所作出的任何行政措施都应在取得厄立特里亚的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反之亦然。

（四）海域划界

关于海域划界，厄立特里亚和也门都主张采用一条国际中间线，但两国的依据不同，关键是划分海域的基点不同。

厄立特里亚主张将两国大陆海岸之间的中间线作为海域的界限，厄方的基点包括达赫拉克群岛，而也门在红海的中岛屿不能作为海岸线基点，将划归也门的哈尼什群岛排除在外。

为了尽量简化大量岛屿的出现可能给等距离中间线造成的不确定性，仲裁庭决定，等距离线必须从双方的主要海岸开始测量，除了祖科尔/哈尼什区域以外。该区域的特殊性在于两国岛屿相向，并且只留下一条十分狭长的海峡。如果仍然以两国主要海岸的基线为标准来划定中间线，很可能导致两国的某些岛屿或者岩礁处于飞地的状态。由于两国岛屿之间的距离和海岸之间的距离太近，形成飞地很可能引发航行安全问题。所以，最理想的方案是对两国的领海重叠部分划定一条中间线。这实际上削减了祖科尔/哈尼什等对界限的影响效力。

也门认为的中间线是厄立特里亚海岸（包括达赫拉克群岛）与所有也门岛屿海岸之间的等距离线。也门建议的界限由三段构成：三段的纬度界限分别为北纬16度、北纬14度25分和北纬13度20分。北段位于也门的贾巴尔·塔叶岛和祖巴叶群岛西海岸的低潮线与厄立特里亚的达赫拉克群岛外围小岛的高潮线之间的等距离线；中段位于也门的哈尼什群岛最西边的低潮线与对面厄立特里亚大陆高潮线之间的等距离线；南段为也门和厄立特里亚两国大陆海岸之间的一条简单中间线。

仲裁庭认定，也门和厄立特里亚各自所提出的划界标准都忽视了对方的岛屿权益，因此不能被采纳。仲裁庭作出最终裁决，两国的海域划分基点为两国大陆海岸及其岛屿的低潮线，因此划分的中间线为到基点的等距离线。厄立特里亚的基点包括达赫拉克群岛外围的莫杰第（Mojeidi）岛和达合瑞特·塞派拉（Dahret Sepala）东部未命名的小岛的低潮线。也门方面的基点包括卡马兰岛最西部的岛屿，贾巴尔·塔叶岛和祖巴叶群岛不对中间线的划分造成影响。考虑到哈尼什群岛和属于厄立特里亚的西南岩礁、默哈巴卡群岛和海克科岛的领海区域发生重叠，中间线在通过这段海域时作出灵活调整，为穿过两国重叠海域的国际界限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沙特阿拉伯就红海岛屿的划界问题曾提出自己的立场，即“建立仲裁庭将北段疆界划分的极限限制在祖巴叶群岛最北边的点上”。

在南段，考虑到曼德海峡地区的复杂情况，仲裁庭也作出了最南段海域划界的限制。仲裁庭对两国海域疆界划分的具体分割点是按照1984年的世界地理系统（WGS-1984）以地理上的纬度和经度界定的。考虑到阿萨布（Assab）湾是厄立特里亚的内水，仲裁庭决定海湾的低潮标将被用作边界的控制性基点，该部分包括点20到点29（见图1和表1）。

此外，仲裁庭进一步阐述了在采用正常基线或直线基线时，如何处理低潮高地、小岛和暗礁的法律效力。在这一点上，仲裁庭认为，也门是《公约》的缔约国，而厄立特里亚也接受《公约》在本案中的适用性，因此可以通过《公约》第6条和第7条的规定作为分析依据。例如，根据《公约》第7条第4款的规定，仲裁庭认为，在永久性的设施没有成为直线基线体系的组成部分之前，应该拒绝适用低潮高地作为基点。此外，根据《公约》第7条第1款的规定，接受某些能够构成沿海岸的小岛和暗礁作为基点，比如，达克拉岛外围虽然有一些体积小却无人居住的岩礁，但仲裁庭仍然赋予其作为基点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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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也、厄两国海洋边界



表1　也、厄海洋边界的控制性基点



	
基点

	
纬度

	
经度




	1
	15度43分10秒
	41度34分06秒



	2
	15度38分58秒
	41度34分05秒



	3
	15度15分10秒
	41度37分31秒



	4
	15度04分00秒
	41度46分43秒



	5
	15度00分12秒
	41度50分42秒



	6
	14度46分06秒
	41度58分47秒



	7
	14度43分30秒
	41度00分42秒



	8
	14度36分05秒
	41度10分02秒



	9
	14度35分14秒
	41度11分35秒



	10
	14度27分16秒
	41度16分54秒



	11
	14度21分11秒
	41度22分04秒



	12
	14度15分23秒
	41度26分09秒



	13
	14度08分39秒
	41度31分33秒



	14
	14度03分39秒
	41度28分39秒



	15
	13度39分30秒
	41度37分39秒



	16
	13度36分13秒
	41度38分30秒



	17
	13度35分51秒
	41度38分14秒




五、评析

本案主要争议首先围绕历史性权利主张展开。也门共和国主张该国历史性权利可溯及中世纪，且对争议性岛屿长期、和平且持续行使有效管权。厄立特里亚则以该国原为意大利殖民地，且意大利于殖民期间之活动范围即已包含本案部分争议岛屿在内，因而主张意大利曾依国际法先占原则取得争议性岛屿之主权。仲裁庭经审理后，除肯认“历史性所有权”（Historic Title）及“历史性固化”（Historic Consolidation）的概念外，还赋予“历史性所有权”以明确定义。此外，仲裁庭在认定争议岛屿贾巴尔·塔叶岛与祖巴叶群岛主权归属时，认为“公认”（repute）为一国所有权固化的重要因素，同时指出长期性、持续性的权利行使以及其他国家的承认或默示等构成要件在国际法方面的重要性。

仲裁庭在本案裁决中，以中世纪时期之也门主权观念尚未形成，且其当时势力范围仅限于内陆区域为由，否定了也门共和国关于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可见，仲裁庭之所以无法形成法律上的确信，应与也门所持证据不甚明确，以致无法直接证明该国领土范围确曾涵盖本案争议岛屿有关。

其次，关于国家继承（State succession）与无主地先占问题。厄立特里亚主张该国对于本案所涉争议岛屿的主权源自埃塞俄比亚，而埃塞俄比亚的主权则是继承意大利。加上厄立特里亚原为意大利殖民地，因而，该国主张本案可依国家继承对于争议岛屿拥有主权；也门共和国则是以其并非1923年《洛桑条约》（Treaty of Lausanne）缔约国为由主张该国不受该条约拘束，且对于本案争议性岛屿具有初始性的权利。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鄂图曼帝国瓦解，参照《洛桑条约》第16条规定，土耳其于缔约当时已明确表示：有关未来领土与岛屿主权问题交由条约相关利益方确定（settled by the parties concerned）。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无主地”（terra nullius）的问题。

仲裁庭针对两国主张，在审视本案相关历史资料后认为：《洛桑条约》签订前，争议岛屿实为鄂图曼帝国所有，有关争议性岛屿主权归属，即使须留待日后由利益相关方确定，唯经仲裁庭解释《洛桑条约》第6条、第16条规定的含义，并参照1927年英国与意大利“罗马对话”（Rome Conversations）内容，仍无法得出争议岛屿属于无主地的结论。从而，仲裁庭认定厄立特里亚在本案中无法依据“有效占领”（effective occupation）原则证明该国确实拥有争议岛屿的主权。此外，仲裁庭在本案第一阶段裁决中考量关于领土主权确立的问题时提到一个重要原则，即所有权的取得条件应有法定最低要求，然而，仲裁庭并未在裁决中进一步阐述其内容。

关于关键日期（the critical date）问题，在领土争端案件中，往往与“保持占有原则”息息相关，一般是由当事国依其利益提出，就审判实务而言，仲裁庭在程序进行中会合并审理。然而，本案仲裁庭考虑当事国间仅在确定争议岛屿范围时提及关键日期，加上双方对于早期争端均未实施有效占有行为的事实并不存在争议，因此依麦克奈尔（Lord McNair）教授的意见，直接以两国提出的直接物证作为裁决基础。

关于灯塔的法律意涵问题，从本案裁决内容可知，不仅英国（红海海域灯塔管理国）认定也门共和国为《洛桑条约》第16条所规定的“利益相关方”（the parties concerned），仲裁庭在认定贾巴尔·塔叶岛主权归属时，也认为也门为上述条约所称的利益相关国家。此外，1987年该国在中峰岛（Centre Peak）重新启用灯塔时，埃塞俄比亚并未提出异议，且1989年决议终止1962年灯塔条约后，即是由也门接手灯塔的管理与维护。尽管灯塔的管理与维护行为无法直接视为国家主权作为，且灯塔的法律性质在本案中也没有得到明确界定，然而，仲裁庭仍于裁决中明示未来有关争议岛屿主权认定时，必须一并考虑也门共和国的权益，可见灯塔的管理与维护行为在国际法上对识别领土主权确有实质意义。

从本案仲裁庭裁决内容可知，也门共和国对于灯塔所为之维护与管理，最终虽未能作为领土主权归属的认定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仲裁庭在实体问题审理时，并未忽视此类行为的法律意涵。此外，在“挪威诉瑞典海域划界案”“马来西亚诉新加坡白礁岛案”中均有肯定灯塔的管理与维护行为的相关论述。


（案件来源：http://www.pca-cpa.org/showpage.asp?pag_id=1160）




国际海洋法法庭案例选析



孟加拉国与缅甸关于孟加拉湾海洋划界争端案

（2009年12月14日—2012年3月14日）

一、争端背景及案件回顾

孟加拉湾位于印度洋北部，面积约220万平方千米，生物资源与矿产资源丰富。本案涉及孟加拉湾东北部一处近乎三角形的海域，孟加拉国位于该海域北部顶点，致使其海岸呈现出了显著的凹陷特征。

1968年11月，缅甸公布在孟加拉湾采用直线基线划界。1974年2月，孟加拉国也宣称采用直线基线划界，致使孟、缅两国在孟加拉湾的主张出现重叠。从1974年至1986年，两国先后举行八次谈判，从2008年到2010年进行了六次谈判，先后于1974年11月23日和2008年4月1日签署了两份没有拘束力的会议纪要，但双方谈判并未取得实质进展。

孟加拉湾海域大量天然气资源的发现导致两国争端迅速升级。2005年，缅甸对其专属经济区内AD7区块发布招标公告，韩国大宇公司中标，2007年开始勘探，2008年9月开始试验性勘探钻井，11月5日钻探至目标深度。孟加拉国认为该区块处于孟加拉国领海内，多次要求缅甸停止勘探作业。缅甸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其根据国际法规定，继续在AD7海域作业，直至完成所有工作。2009年10月，孟加拉国表示将三处海域出租给美国康菲石油公司及爱尔兰塔洛石油公司进行油气开发，缅甸与印度一致发出抗议，要求两家石油公司停止勘探开发工作。

2009年11月，孟、缅两国先后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简称《公约》）第287条第1款就孟加拉湾海洋划界纠纷发表声明，表示接受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管辖权。孟加拉国于2009年12月13日向法庭提起针对缅甸的诉讼程序，法庭于第二天将本案列为第16号案。

2012年3月14日，法庭作出裁决。本案既是国际海洋法法庭自1996年正式运作以来裁定的第一起海域划界争端，也是亚洲第一起海域划界判决。本案具有四大特征：一是严格符合《公约》第121条“岛屿制度”的圣马丁岛在领海以外的划界中被赋予零效力；二是国际海洋法法庭有史以来首次明确表示“有义务”管辖孟、缅两国关于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争端，且认为这种管辖权是“适当的”；三是等距离与有关情况相结合的划界方法适用于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四是法庭在处理“灰区”问题时，裁定“有关各方的相关权利并存”，即在该区内缅甸享有专属经济区权利，孟加拉国享有200海里外大陆架权利，第三国享有航行自由等公海权利。

二、管辖权

孟、缅两国都是《公约》缔约国，一致同意通过国际海洋法法庭解决争端，且争端涉及《公约》的解释或适用，根据《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第21条规定，该争端在法庭管辖范围之内。法庭认为对两国领海、专属经济区与200海里内大陆架的划界问题有管辖权，两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在本案中，涉及管辖权的焦点问题是法庭是否有权管辖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争端。国际海洋法法庭判决书中指出，《公约》第76条体现了单一大陆架的概念，即法律上只有一个大陆架，没有内大陆架和外大陆架之分；第77条规定沿海国在大陆架上全面地行使专属权利，也未区分200海里以内和以外的大陆架；《公约》第83条规定关于相邻或相向国家间大陆架划界的规定，同样也没有作类似区分；两国在200海里外大陆架上存在利益冲突，客观上有划界的必要性，达成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不大，且法庭肩负解决海洋边界争端的责任，若不行使管辖权就会导致纠纷悬而未决；双方最终达成接受法庭裁决的共识。因此，法庭认为有义务管辖两国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争端，且这种管辖权是适当的。

三、案件实质问题

（一）领海划界

在领海划界问题上，法庭首先评估了双方是否通过签订1974年和2008年的会议纪要的方式确定了领海边界。

孟加拉国主张，双方已经在1974年的会议纪要中确定了领海边界，并得到了2008年会议纪要的确认。

缅甸主张，1974年的会议纪要仅仅是一个有条件的协议，且缅甸代表在多个场合表示如果一份协议没有解决所有的争议，那么缅甸政府不会签署和批准。

法庭认为，缅甸采纳1974年会议纪要时并不愿意缔结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不愿单独缔结有关领海划界的协议，而是希望缔结一揽子划界协议，全面地解决领海、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且两国均未将会议纪要提交国内法程序，不符合两国宪法所规定的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应具备的条件。因此，1974年会议纪要与2008年会议纪要不是具有约束力的领海划界协议，而是关于领海问题签署的有条件的、无约束力的谅解书。

之后，法庭考察了孟加拉国所属的圣马丁岛（St．Martin Island）的地理特征与法律地位，分析其是否构成《公约》第15条规定的“特殊情况”而需要排除等距离线适用的问题。

缅甸主张，虽然圣马丁岛属于《公约》第121条规定的“岛屿”，但该岛距离孟加拉国海岸最近距离为4.547海里，距离缅甸海岸最近距离为4.492海里，不能视作孟加拉国沿海岛屿。此外，该岛地理结构与孟加拉国大陆不为一体，且相对于孟加拉国大陆块，其属于很小的地理区块。依据国际实践，应将其视为中型或小型岛屿，其划界效力往往被忽略。若赋予该岛领海划界效力，将出现划界结果不成比例性的问题，会扭曲沿岸陆地作为领海划界基础的地位。因此，不应赋予该岛在领海划界上的效力。

孟加拉国主张，圣马丁岛属于《公约》第121条规定的“岛屿”，且依据国际法院判例，2001年卡塔尔诉巴林案、2007年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案与2009年罗马尼亚诉乌克兰案都承认岛屿在领海划界中的全效力，因此，法庭也应给予圣马丁岛在领海划界中以全效力。

法庭认为，圣马丁岛位于纳伏河（Naaf River，两国陆地边界的天然界标）出海口西南方向6.5海里处，处于孟加拉国12海里领海线以内，面积约8平方千米，可种植作物。该岛属孟加拉国所有，驻扎着孟加拉国海军与警察，永久居民约7000人，经济活动主要为渔业和旅游业。因此，该岛并非“微不足道的岛屿”，而是一个重要的岛屿。因为该岛离孟加拉国与缅甸的距离几乎一致，均约为6.5海里，因此，赋予该岛以效力不会产生缅甸所称的扭曲效果，并不构成导致等距离线不适用的“特殊情况”。因此，法庭在领海划界中赋予该岛完全效力，使其拥有12海里领海。

紧接着，法庭根据《公约》第15条关于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领海界限的划定，在双方海岸的低潮线上选择了相应的基点，用等距离线划分了孟、缅两国的领海。如图1所示，点1为纳伏河入海口，点1—2线段是孟加拉国与缅甸大陆间的等距线；点2—8线段是圣马丁岛与缅甸大陆间的等距线，且点8距圣马丁岛为12海里。双方领海界线由图1中的点1—8构成。由于赋予了圣马丁岛12海里领海的效力，因而领海边界线从点8开始，沿圣马丁岛周围12海里弧线朝西北方向延伸，直到边界线与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的划界线相交。

（二）关于专属经济区和200海里以内大陆架的划界

缅甸主张，将等距离线作为200海里内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的划界。孟加拉国主张，本案若适用等距离线会造成不公平的结果，因为如果采用等距离线为其与周边邻国划界，孟加拉湾“双凹陷”的海岸特征将给孟加拉国造成不利，两条等距中线走向呈现内缩封闭孟加拉海岸线的情况，对孟加拉国产生截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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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等距离划分孟、缅两国领海示意图



法庭认为，等距离/有关情况规则被证明是合适的划界方法，既能抑制划界过程中的主观性，又能满足特定情形所必需的灵活性。法庭遵循国际法院在2009年黑海案中确立的等距离/有关情况规则的三个阶段原则，即首先确立临时等距离线，再考虑是否存在需要调整该条界限的有关情况，最后进行成比例检验。

在第一阶段，法庭需要确立临时等距离线。为此，法庭首先要确定相关海岸及基点。法庭重申了国际法院在黑海案中的观点，即尽管沿海国有权选择划界需要的基点，法庭却没有义务遵循双方或任意一方选择的基点，而是可以根据案件的地理状况自行选择基点。法庭最后在双方各自的相关海岸上共选择了六个基点。这六个基点如下（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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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划分专属经济区和200海里以内大陆架的临时等距离线



缅甸的四个基点：

μ1：20度41分28.2秒N，92度22分47.8秒E；

μ2：20度33分02.5秒N，92度31分17.6秒E；

μ3：20度14分31.0秒N，92度43分27.8秒E；

μ4：19度48分49.8秒N，93度01分33.6秒E。

孟加拉国的两个基点：

β1：20度43分28.1秒N，92度19分40.1秒E；

β2：21度38分57.4秒N，89度14分47.6秒E。

在第二阶段，法庭分析了是否存在有关情况，以便确定是否要对这条临时等距离线进行调整。缅甸认为不存在这类有关情况。孟加拉国提出了三项有关情况，分别是孟加拉国的凹陷海岸、圣马丁岛以及孟加拉湾的沉积体系。最后，法庭只认可了孟加拉国的凹陷海岸构成属于有关情况。

孟加拉国的另外两项理由之所以遭到拒绝，是因为法庭认为，如果赋予圣马丁岛以效力，会阻断缅甸的海岸延伸，并造成不合比例的扭曲效果，因此，在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划界中，圣马丁岛被赋予零效力。法庭否认孟加拉湾沉积地貌构成有关情况，是因为该项因素仅仅与200海里内的地质及地貌因素有关，但200海里内的单一划界需要考虑的因素只能建立在当事国海岸地理的基础上，否则便不符合单一划界有关情况的中立标准。

法庭基于孟加拉国凹陷海岸的原因对临时等距离线进行了调整。从可能对孟加拉国造成截断效果的那个点（即图3中的点11）开始调整，沿215度方位角方向向海延伸至200海里处，结果就形成了图3中点11后面的线段。法庭认为，与单纯采用临时等距离线相比，这种调整能够抵消孟加拉湾凹陷特征给孟加拉国带来的不利影响，更有利于实现公平结果。

在第三阶段，法庭检验划界结果是否与两国海岸线长度成比例。孟加拉国与缅甸的海岸线长度分别是413千米和587千米，比例为1:1.42。法院判决后，孟加拉国与缅甸各自得到的面积为111631平方千米与171832平方千米，比例为1:1.54，与两国海岸线长度的比例基本上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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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法庭对临时等距离线的调整



（三）关于200海里外大陆架的划界问题

孟、缅两国均否定对方对200海里外大陆架享有权利基础。孟加拉国以自然延伸作为自身的权利主张，认为“地质及地貌证据满足自然延伸这一物理标准”；而缅甸则认为对权利基础的认定依赖于《公约》第76条第4款所规定的科学技术标准。

法庭注意到，缅甸对孟加拉国提出的地质地貌方面的科学考察数据并无异议，双方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对自然延伸概念的理解，因此法庭对自然延伸进行了解释。法庭分别从《公约》第76条的文本、历史背景、目的以及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等几个方面对自然延伸的含义作出了解释。首先，法庭从《公约》第76条的文本出发，认为从该条第1款可以看出，“大陆边外缘是决定大陆架范围最重要的概念”，并且其在第76条第3款、第4款中都有更为详细的规定。与之相反，尽管该条第1款规定了“自然延伸”，却没有对其进行释义，而且在该条随后的条款中也没有再出现这一概念。接着，法庭又从历史角度出发，认为自然延伸是“用于支持沿海国扩大其对大陆边的管辖权的概念”，自然延伸所指的区域与《公约》第76条第3款规定的大陆边是同一区域。之后，法庭又考察《公约》第76条的目的，认为该条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建立大陆架的外部界限。最后，法庭援引了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编制的《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科学与技术准则》第2.2.6款和第2.2.8款，认为判断沿海国是否对200海里外大陆架享有权利基础，在于其是否能满足《公约》第76条第4款的规定。

（a）为本公约的目的，在大陆边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超过二百海里的任何情形下，沿海国应以下列两种方式之一，划定大陆边的外缘：（1）按照第7款，以最外各定点为准划定界线，每一定点上沉积岩厚度至少为从该点至大陆坡脚最短距离的百分之一；或（2）按照第7款，以离大陆坡脚的距离不超过六十海里的各定点为准划定界线。（b）在没有相反证明的情形下，大陆坡脚应定为大陆坡底坡度变动最大之点。

至此，法庭得出两项结论：第一，法庭难以接受“自然延伸构成沿海国享有200海里外大陆架权利基础所必须满足的单独、独立的标准”；第二，这一权利基础应当“由能满足《公约》第76条第4款的大陆边外缘决定”。据此，法庭认为两国均对200海里外的大陆架享有权利基础，且该权利基础彼此重叠，满足划界的前提条件。

在确认了孟、缅两国均对200海里外大陆架享有权利基础后，法庭认为，《公约》第83条并未区分200海里以内和以外的大陆架划界，因此，200海里外大陆架的划界应适用的法律是《公约》第83条。至于应适用的划界方法，法庭注意到，本案中200海里以外大陆架的划界方法不应与200海里以内的方法有所区别，因此，法庭决定等距离/有关情况规则在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中继续适用。法庭沿着215度方位角的方向向海延伸两国专属经济区的划界线，作为200海里外大陆架的划界线，但延伸长度以不影响第三国利益为前提。

（四）关于灰区问题

本案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灰区问题。所谓灰区，是指海域界限划定之后，导致一国专属经济区与另一国200海里外大陆架相互重叠的区域。在本案中，法庭在全面排除圣马丁岛具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法定权利之后，依据孟加拉国与缅甸的地形划设了临时等距离线，但之后考虑到孟加拉国不利的地理因素，对该等距离线进行了调整，使其向缅甸方向移动，但这样一来就出现了灰区（见图4）。在本案中，该灰区是缅甸的专属经济区，但同时也是孟加拉国200海里外的大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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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灰区示意图



孟加拉国与缅甸对于灰区的法律地位和权利划分存在分歧。

孟加拉国认为，不能因为灰区的存在而固执地坚持不经调整的等距离线，不能通过认可专属经济区权利优先于大陆架权利来解决灰区权利划分问题，也不能将灰区内的“水体权利”（water column rights）分配给缅甸、将大陆架权利分配给孟加拉国来解决灰区权利划分问题。孟加拉国认为，《公约》没有任何条文规定一国在200海里内的专属经济区权利必然优先于另一国根据《公约》第76条在200海里外大陆架享有的权利。

缅甸认为，灰区为其专属经济区，且位于缅甸领海基线200海里以内与孟加拉国领海基线200海里以外，其权利是根据《公约》第77条自然享有的主权权利。如果将该区内的任何区域分配给孟加拉国，那么必然损害缅甸在其领海基线200海里以内享有的专属经济区权利与大陆架权利。

法庭认为，在裁定沿海国与第三国在灰区内享有的法律权利时，其认识到该区具有重叠的法律地位，因此作出了有关权利互不排斥的决定，即在该区内缅甸享有专属经济区权利，孟加拉国享有200海里外大陆架权利，第三国也应享有航行自由等公海权利。法庭认为，各国应该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制定“适当的合作安排”，以期解决彼此权利与义务的潜在矛盾。法庭的这一态度，实际上无异于希望争端国通过共同开发模式来解决灰区内大陆架非生物资源的开采问题。然而，法庭没有解决灰区重叠的法律地位问题，没有解决在灰区内是专属经济区权利优先还是大陆架权利优先的问题。

四、评析

孟加拉湾划界案是国际海洋法法庭成立以来审理的第一起海洋划界案，它对孟加拉国和缅甸之间有关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之间的纠纷进行了裁决。总体来说，国际海洋法法庭在进行海洋划界中基本遵循了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机构有关海洋划界的先例，对个别问题也提出了独特的观点。

在领海划界方面，国际海洋法法庭采用了《公约》第15条规定的领海划界方法。在考察争端双方是否存在历史性所有权或其他特殊情况时，法庭需要对双方争议的圣马丁岛（St． Martin Island）进行判定。实际上，岛屿对领海划界的影响并没有一套清晰的适用标准，具体法律规则的缺失所带来的后果只能是有待国家相关实践的发展以及争端裁决机构进行个案判断。国际法院及国际仲裁机构的先例表明，岛屿对领海划界的影响似乎与其面积、位置、岛上情况、渔业等情况关系密切，这一点也为本案法庭所确认。鉴于圣马丁岛的具体情况，法庭赋予了其对领海划界的完全效力。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做法基本符合了国际法院及国际仲裁机构有关领海划界的先例，从这一角度看，本案增强了领海划界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

在领海划界的过程中，法庭需要对与本案有关的两个“会谈纪要”（Agreed Minutes）的性质作出评判。法庭认为，形式并不是判断划界协议是否存在的依据，内容才是关键，也就是一份划界协议必须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实质和内容。由此，法庭判定两个“会谈纪要”只是争端方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它缺乏创设法律拘束力的意图和内容。这实际上涉及海洋划界中默示协议的判断问题，也就是如何判断争端方之间是否存在海洋划界的默示协议。虽然判断的具体标准尚不清晰，但是以往的国际法院及国际仲裁机构的案例表明，判断默示协议的存在需要比较高的标准，也就是必须存在充足的、有效的证据来证明默示协议的存在。本案也不例外，国际海洋法法庭拒绝了孟加拉国存在默示协议的主张，仍然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一较高标准。

在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划界方面，法庭采用了单一海洋界限的划界方法，也就是为两国重叠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进行单一划线。法庭适用这一方法无可厚非，因为虽然《公约》并没有关于单一划线的规定，但是这一方法由于实践中操作的便利性以及通过国家实践和国际法院及国际仲裁裁决的发展而逐渐被接受并成为当今重要的海洋划界方法。关于具体的海洋划界方法，法庭采用了等距离/相关情况（equidistance/relevant circumstances）划界方法，这一方法值得商榷。单一划界虽然在最终形式上只体现了一条海洋界线，但是实际上它是对两种不同法律地位的海洋区域进行划界，而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来源以及划界原则都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机械地适用等距离/相关情况划界方法未免存在有失妥当之嫌。例如，对于客观存在的孟加拉国海岸的凹陷情况以及孟加拉湾的沉积系统，法院在构筑临时等距离线时根本不予考虑，而只是将海岸的凹陷情况作为调整临时等距离线的一个相关情况，而且海岸的凹陷情况还并不一定必然属于相关情况；而海床的构造等海面以下的地质因素甚至连构成相关情况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这实际上否定了大陆架的自然延伸原则在海洋划界尤其是大陆架划界中的作用。在“陆地决定海洋”以及“尊重海岸地理”两项原则在海洋划界中越来越被赋予重要地位的今天，完全忽视海水下覆海床的构造和地位是有失偏颇的，纵然这种趋势并不是本案的独有情况。

对于圣马丁岛对两国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的效力方面，法院的做法更加令人费解。根据《公约》的规定和以往国际法院的裁决，圣马丁岛不仅享有领海，还应该享有与陆地领土相同的产生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然而，一方面，在领海划界时，法庭认为圣马丁岛对领海划界非常重要而且赋予了领海划界的完全效力；另一方面，法庭又认定圣马丁岛对两国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不产生任何效力，这是难以理解的。正如审理本案的高之国法官在不同意见中所言：“否定圣马丁岛的效力同样也阻碍了孟加拉国所属的这一重要岛屿的海岸投射。”

本案涉及的另外一个问题是200海里以外大陆架的划界问题，这一问题在国际法院或国际仲裁机构中属首次出现。《公约》第76条第10款规定，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就有关划定大陆架外部界限的事项向沿海国提出的建议不妨害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大陆架界限划定的问题。从《公约》的角度来看，有关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划定与 200海里外权利重叠区域的划界的规定是模糊的。但是法庭认为，其与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之间的职能不会产生冲突，反而具有各自扮演不同角色与功能互补的作用。法庭这一解释立意新颖，但缺乏充足的论证，需要相关的国际法实践进一步发展并阐释。

关于海洋划界的最后一步——比例检验，法庭在进行了比例检验后认为，本案的划界结果以及争端方各自所得的海洋区域与双方海岸线长度之比并未导致明显的不成比例情况，无需对划界线进行调整。这一结果应当说并不出乎意料，因为以往的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案例显示，进行比例检验和不进行比例检验的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争端方海岸线长度这一因素在之前的海洋划界步骤中已经被考虑进去并作了相应的调整。无论如何，比例检验已经流于形式且对海洋划界结果几乎不会产生实质影响这一点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了。比例检验的存废以及改革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案件来源：http://www.itlos.org/index.php?id=108＆L=0）




日本诉俄罗斯丰进丸号案

【迅速释放】


（2007年7月6日—2007年8月6日）

一、案情简介

丰进丸号是一艘173吨位的日本渔船，于2004年3月24日在日本注册获得船籍，由日本池田町水产公司经营。丰进丸号被俄罗斯授权于2007年5月15日至7月31日在其专属经济区内捕鱼。根据俄罗斯颁发的许可证，丰进丸号在堪察加彼得罗巴浦洛夫斯克半岛东海岸的专属经济区内捕鱼。

日本当地时间2007年6月1日上午8：30，丰进丸号渔船被勒令停止作业，12：00俄罗斯三名政府官员对丰进丸号登临检查。随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东北边境海岸警卫处国家海上监测部门的监察小组登船，发现在渔船的捕捞物中，表层为马苏三文鱼，之下其实是红色三文鱼。2007年6月5日，丰进丸号渔船被扣押。渔船被扣押时悬挂日本国旗，直至提交此份声明，此船一直拥有日本国籍。就渔船被扣留一事，俄罗斯方面书面通知了日本驻符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基于司法目的，渔船被护送至彼得罗巴浦洛夫斯克市。

日本方面收到通知后，于6月6日致函俄罗斯外交部，要求依据《公约》第73条第2款规定，在缴纳合理数额的保证金之后，释放丰进丸号渔船及其船员。6月8日和6月12日，俄罗斯外交部以及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又收到了类似的信函。6月26日，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有关非法捕鱼造成重大损害的规定，丰进丸号船长被提起诉讼。

6月29日，俄罗斯方面开始评估渔船价值。7月6日，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收到俄罗斯外交部递交的照会。照会声明，在缴纳保证金后，俄罗斯方面就会迅速释放丰进丸号渔船及其船员。7月13日，俄罗斯确定了保证金数额为2500万卢布。在此期间，日本于7月6日向法庭提出诉讼申请。法庭于7月19日听审此案，听审期间，俄罗斯将保证金数额降至2200万卢布。

二、管辖权

根据《公约》第292条的规定，国际海洋法法庭认为基于以下两点对此案具有管辖权：

第一，确定一个案件是否应当受理，决定性日期原则上应是提起诉讼申请的日期。虽然诉讼当事方的后续行为可能导致案件失去标的，但是就本案而言，被诉方确定保证金的事实，只是使双方争议的范围缩小了，但该案争议的性质并未改变。因此，虽然俄罗斯已经确定了保证金数额，但是日本仍然可以就保证金数额是否合理起诉，不影响该案的性质。

第二，针对俄罗斯认为日本起诉书中的第1段c节的用语过于模糊以及法庭并没有权力确定释放被扣留渔船的条件和要求的抗辩，法庭认为此处的争议没有任何意义，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公约》第292条、第73条第2款的明确规定，而且法庭并非要确定释放被扣留渔船的条件和要求，法庭只是根据《公约》第292条第3款规定赋予法庭的权力，审查保证金数额或者其他财产担保是否合理，并且在确定此类释放条件合理的前提下，裁定释放渔船及其船员。基于以上两点，法庭认为其具有管辖权。

三、法庭意见

本案中，由于俄罗斯已经确定了保证金数额，法庭在庭审中主要考虑其确定的保证金数额是否合理。在判断保证金数额或者其他财政担保是否合理时，法庭非穷尽地列举了以下几个条件，包括（但不限于）：第一，违法行为的严重性；第二，根据扣留国法律应当或者可以收取的罚金；第三，被扣留船舶和货物的价值；第四，扣留国所提出的保证金数额及其形式。法庭认为，丰进丸号渔船的违法捕鱼，是在捕鱼许可证的许可期限内、许可区域内，过多捕捞某一种鱼类所造成的违法行为，迥异于一般的非法、未管制、未报告的捕鱼行为。俄罗斯在确定保证金数额时，将渔船的价值包括在内实质上是一种隐性征收行为，丰进丸号渔船违法行为的严重性，明显与这种征收的处罚力度不相当。

据此，法庭认为俄罗斯所确定的2200万卢布的保证金数额并不合理，即俄罗斯并未遵守《公约》第73条第2款的规定。日本的申请证据充分，证据确凿，俄罗斯联邦应立刻释放丰进丸号渔船及其船员。

因此，法庭于2007年8月6日判定：日本应缴纳保证金1000万卢布，在缴纳保证金后，俄罗斯联邦应迅速释放丰进丸号渔船及其船员。

四、评析
(1)



为解决国家与船员、沿岸国和渔业国之间的矛盾，国际海洋法法庭基于《公约》而创设了“迅速释放”这一海洋法制度，即“船只和船员的迅速释放”。其含义为：当沿岸国在被扣留国提供合理的保证书或者其他财政担保后，仍拒绝释放被扣留国的船只和船员，且争端在任何法院或法庭都得不到解决，被扣留国可以向联合国海洋法法庭提出迅速释放申请。尽管沿岸国有权利维护本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源等主权权利，但如果沿岸国滥用权利，以违反国内法规定为由，非法扣留外国船只，则可能会使被扣留船只和船员在扣留其间遭受重大损失。迅速释放的目的在于平衡沿岸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养护和管理自然资源的利益与船旗国在该区域的航行利益，具有协调性、迅速性、独立性的特点，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船旗国利益。

国际海洋法法庭自成立以来，共审理案件23起，其中与“迅速释放”有关的有9起，分别为“塞加号”案（圣文森特诉几内亚）、“卡莫科号”案（巴拿马诉法国）、“蒙特·卡夫卡号”案（塞舌尔诉法国）、“大王子号”案（伯利兹诉法国）、“什兹瑞号”案（巴拿马诉也门）、“伏尔加号”案（俄罗斯诉澳大利亚）、“朱诺商人号”案（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诉几内亚比绍）、“丰进丸号”和“富丸号”案（日本诉俄罗斯）。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迅速释放”制度在法庭的司法实践中占有很大比重，法庭用事实证明“迅速释放”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位置。

根据《公约》第73条、第220条、第226条规定，如果船只因违反沿岸国规章进行捕鱼或海洋污染等，沿岸国可以扣留该船只。由于扣留国依其国内法来判断案件的是非曲直，处理过程旷日持久，且船只在被扣留而停驶的期间内，船只、船主或其他有关当事方将不得不付出巨大的费用，因此，在海商法领域就存在船只和船员在提交担保后即获释放而不必拖延至最后判决的习惯做法。为此，《公约》第292条规定了船旗国在提出适当的保证书或其他财政担保后，可以申请沿岸国迅速释放船只及船员的程序，以解决沿岸国扣留船只和船员释放问题上所发生的沿岸国和船旗国之间的争议，从而缩短沿岸国扣留船员的时间，减轻船员的负担，最终保护船员的人权。

船只和船员的迅速释放问题最早受到国际社会关注是在1973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当沿岸国设定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纳入正式议题之后，习惯于公海捕鱼自由的诸多远洋渔船因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地位而卷入渔业或环境污染相关的国际纠纷中。为迅速释放被扣留的船只和船员，部分国家提出了制定国际安全保障措施的必要性。如美国曾于1973年提出过如下提案：“被沿岸国家扣留的船只所有人或者其船长有权向国际海洋法法庭就被扣押船只提起诉讼，而此权利仅仅保障被扣留船舶在不影响根据《公约》之可适用规定审理船舶的案件为前提获得迅速释放。”因此，1975年成立的解决争议非正式委员会起草了保障船只和船员迅速释放的国际特别程序规定草案，并在此基础上经过多次修改后形成了《公约》第292条。

《公约》项下的船只和船员迅速释放程序体现了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平衡协调性。《公约》第57条规定了从领海基线向外量起至200海里的海洋水域为专属经济区，并在第73条中规定了沿岸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享有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对于在专属经济区内违反渔业法律和规章的船只及船员，可以采取确保其依照本《公约》制定的法律和规章得到遵守所必要的措施，包括登临、检查、逮捕和进行司法程序等权力。而迅速释放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沿岸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力滥用，不仅维护了船旗国的权利及船员的人身权益，而且使得沿岸国和船旗国利益得以协调平衡。

第二，迅速性。根据《公约》第292条第3款的规定，“法院或法庭应不迟延地处理关于释放的申请，并且应仅处理释放问题，而不影响在主管的国内法庭对该船只、船主或船员的任何案件的是非曲直”，表明法庭在审理船只及船员迅速释放案件中秉承以最高的效率及最小的延迟和费用处理案件的原则。这些原则在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以及其审判指南中得以进一步明确，即法庭在自原告提交申请起到作出判决至多不得超过四个星期。

第三，独立性。1997年通过的《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并没有把船只及船员迅速释放程序放在第三部分“程序”C节“附带程序”中，而是放在“程序”部分，并专设E节“船只和船员的迅速释放”，使其与“附带程序”并列成为独立的一节。这意味着法庭己达成共识，认定船只和船员的迅速释放程序不属于法庭的附带程序，而是具有自身独立性的程序。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塞加号案”中也确认了迅速释放程序的独立性，其指出：“根据《公约》第292条的诉讼是独立的，不同于《公约》第290条、《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C节的‘附带程序’。”


（案件来源：https://www.itlos.org/index.php?id=106）




————————————————————


(1)
  此部分评析主要是从“日本诉俄罗斯丰进丸号案”和“日本诉俄罗斯富丸号案”中归纳出国际海洋法法庭迅速释放程序的立法特点。



日本诉俄罗斯富丸号案

【迅速释放】


（2007年7月6日—2007年8月6日）

一、案情简介

日本籍53号渔船富丸号是一艘日本公司所有并运营的施捞渔船。根据俄罗斯当局签发的捕鱼许可证，富丸号渔船得到授权可于2006年10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在俄罗斯专属经济区的西白令海峡捕鱼，捕鱼许可证上载明的捕捞量为青鳕鱼1163吨、鲱鱼18吨。

10月31日，当渔船在指定区域进行捕鱼时，Vorovskii巡逻艇的官员拦截了渔船。随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东北边境海岸警卫处国家海上监测部门的监察小组登船检查，并查出5.5吨未报告的青鳕鱼。之后，渔船被责令改航，并被护送至Avachinskiy湾进行调查。

11月8日，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富丸号船长被提起刑事诉讼，渔船作为关键证据被扣留在Avachinskiy湾。12月12日，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致函船东，要求其提供保证金880万卢布。之后，船东向东北边境海岸警卫处和勘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法院提出请求，要求对方释放其船舶及其船员。法院拒绝了船东的请求。12月28日，法院作出判决，判定没收渔船富丸号。随后船东又提出上诉，地区法院维持了没收渔船的判决。2007年4月9日，根据联邦财产管理局联邦办公室第158-r号令，富丸号渔船在联邦财产登记处登记注册。此后，船东根据审判监督程序，对地区法院作出的判决提出再审申请。但直至日本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诉讼申请时，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尚未对该案进行审理。

二、管辖权

日本提起诉讼后，对于国际海洋法法庭是否有权受理此案，俄罗斯持反对意见。俄方认为富丸号渔船已经成为俄罗斯的国有财产，渔船所有权的改变已经使日本的起诉毫无意义。另外，俄罗斯也提出原告申请中的用语过于模糊，而且法庭也无权决定释放被扣留渔船的条件和要求。对此，法庭认为，日本作为渔船的船旗国是不容置疑的，其仍享有《公约》第292条所规定的权利。同时法庭认为，原告的诉讼要求很明确，即要求法庭命令被告在船东提交合理的保证金后立即释放渔船。据此，法庭认为其有权受理此案。

三、法庭意见

对于双方所争议的渔船所有权转移是否影响船旗国根据《公约》第292条规定提起诉讼的权利，法庭认为，所有权的转移并不能影响船舶国籍的改变。因此，日本仍然可以根据《公约》第292规定条向法庭提出迅速释放的申请。

关于船舶被没收是否使诉讼丧失标的物，法庭认为，《公约》第73条并未规定没收的问题。《公约》第292条规定的立法目的之一即为及时采取行动，只有船东及船旗国在合理期限内采取行动，或者在扣留国内采取司法手段，或者提出迅速释放的申请，这种及时性才能够实现。当案件处于国内司法程序时，国内法院所作出的没收渔船的决定，并不能影响船旗国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迅速释放的申请。据此，法庭最终认为，日本的诉讼已经失去了诉讼标的，法庭无须对此作出判决。


（案件来源：http://www.itlos.org/index.php?id=107）




请求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发表咨询意见

（2008年4月10日—2011年2月1日）

一、案件背景

2008年4月10日，瑙鲁海洋资源公司和汤加近海采矿有限公司请求国际海底管理局（下文简称管理局）核准在克拉里昂克利伯顿断裂带多金属结核保留区内勘探多金属结核工作计划，其担保方分别为瑙鲁政府和汤加政府。2010年3月1日，瑙鲁政府由于担心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与经济实力不足以承担被担保者的活动可能引发的赔偿费用或者其他责任，向管理局秘书长转交了一项提议，就担保国应负责任和义务等问题请求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下文简称海底争端分庭）发表咨询意见。

2010年5月6日，管理局理事会请求海底争端分庭就以下三个问题发表咨询意见：

1．《公约》缔约国在依照《公约》第11部分以及1994年《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1部分的协定》（下文简称《协定》）担保“区域”内的活动方面有哪些法律责任和义务？（根据《公约》第1部分第1条规定，此处的“区域”是指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下文同。）

2．若某缔约国依照《公约》第153条第2款规定担保的实体没有遵守《公约》第11部分及《协定》的规定，该缔约国应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赔偿责任？

3．为履行《公约》第139条、《公约》附件3以及《协定》为其规定的义务，担保国须采取哪些适当举措？

2011年2月1日，海底争端分庭就这三个具体问题提交了咨询意见。

二、管辖权

根据《公约》第136条、第137条、第153条规定，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底土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任何国家不应对这一区域的任何部分或者其资源主张、行使主权或者主权权利，任何国家、自然人或者法人都不应将区域或者其资源的任何部分据为己有。任何这种主权和主权权利的主张或者行使，或者这种据为己有的行为，均应不予承认。对该区域内资源的一切权利属于全人类，由管理局代表全人类行使。区域内活动应由管理局代表全人类进行管理和协调。除《公约》缔约国及其国营企业以外，缔约国的自然人或者法人也具有勘探和开发区域内资源的资格，但须缔约国提供担保。

根据《公约》第191条规定，海底争端分庭经大会或理事会请求，应对它们活动范围内发生的法律问题提出咨询意见，并应作为紧急事项提出。

根据《公约》第187条规定，海底争端分庭根据本部分及其有关的附件，管辖权包括管理局同缔约国、国营企业或者按照第153条第2款（b）项由缔约国担保的自然人或者法人之间关于指控管理局应依附件3第22条的规定负担赔偿责任的争端。

此外，对此案的管辖权问题，海底争端分庭全体一致认定对管理局就区域内活动发表咨询意见的请求享有管辖权；全体一致地决定，应就管理局理事会请求所提之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海底争端分庭的咨询管辖权与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存在下列差异：

1．从咨询意见的性质上来讲，发表的咨询意见仅仅具有咨询的性质，往往被视为对一般国际法的主导性的权威陈述。咨询意见虽然可以被视为有力的“软法”，但没有法律约束力，这一点不同于国际法院或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审理诉讼类案件时所作的判决。

2．从是否有权拒绝发表咨询意见来讲，海底争端分庭不能拒绝发表咨询意见，而国际法院则可以拒绝，因为《国际法院规约》第65条规定法院“可”（may）发表咨询意见。1997年《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第138条在规定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咨询管辖权时，使用的也是“可”（may）。这表明二者可自行决定是否发表咨询意见。然而，《公约》第191条在规定海底争端分庭的咨询管辖权时，使用的是“应”（shall），表明其原则上不能拒绝发表咨询意见。对海底争端分庭来说，发表咨询意见既是应该享有的一项权利，又是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

3．从有权发表咨询意见的机构来讲，国际法院本身有权发表咨询意见，但其分庭并不享有这项权利。国际海洋法法庭自身有权发表咨询意见，而且其海底争端分庭也享有这项权利。

4．从审理程序上来讲，2010年5月，海底争端分庭邀请了《公约》缔约国、管理局和有关政府间国际组织向其提出书面陈述。当咨询事项涉及缔约国间悬而未决的法律问题时，有关缔约国有权提出自己的意见。最后，英国、瑙鲁、韩国、罗马尼亚、荷兰等12个国家以及国际海洋金属联合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4个国际组织提交了书面意见。这一广泛征求有关各方意见的程序有别于国际法院或者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审理诉讼类案件时的程序。

5．从有权请求发表咨询意见的机构来讲，根据《公约》第162条、第191条规定，有权请求海底争端分庭发表咨询意见的机构是管理局大会或理事会。管理局大会由管理局的全体成员组成（《公约》第159条第1款），而理事会由大会依照一定条件和程序选出的36个管理局成员组成（《公约》第161条第1款）。根据《联合国宪章》第96条第1款规定，有权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机构包括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同时还包括经联合国大会授权的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机关及其他各种专门机关。根据《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第138条规定，如果与《公约》目的有关的国际协定专门规定了向法庭提交发表咨询意见的请求，则法庭可以就某一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咨询意见的请求应由经授权的任何实体送交法庭，或者根据协定向法庭提出请求。可见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咨询意见请求者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或理事会，依据《公约》仅仅有权请求海底争端分庭发表咨询意见，是“分庭”的请求者。第二类是与《公约》目的有关的国际协定授权的任何实体。如果与《公约》目的有关的国际协定专门规定了向法庭提交发表咨询意见的请求，则该国际协定授权的任何实体便具有了咨询请求权，被授权的实体是“法庭”的请求者。由此来看，有权向海底争端分庭请求发表咨询意见的机构远远少于有权向国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请求咨询意见的机构。

6．从有权发表咨询意见的事项来讲，根据《公约》第11部分的规定，海底管理局大会或理事会请求海底争端分庭发表咨询意见的事项仅仅局限于自己活动范围内发生的法律问题，不能扩大到《公约》规定的全部事项。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96条规定，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可以就任何法律问题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经联合国大会授权的联合国其他机关及各种专门机构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事项则局限于其工作范围之内的任何法律问题。海底争端分庭咨询意见的请求者只能对自己活动范围内发生的法律问题提出请求，即只能在《公约》第11部分及其有关附件规定的范围内提出请求。向国际海洋法法庭请求咨询意见的事项是国际协定范围内的法律问题。该国际协定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与《公约》的目的有关；二是其本身就向法庭请求发表咨询意见作了专门规定。由此可见，海底争端分庭发表咨询意见的事项远远少于国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发表咨询意见的事项。

三、审理结果

（一）关于担保国法律责任和义务的答复

根据《公约》和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担保国具有两类义务：

1．确保被担保的承包者遵守合同条款和《公约》及相关文书所规定的义务；

2．担保国必须遵守的直接义务，这些义务独立于确保被担的保承包者遵守特定行为的义务之外。其中，担保国最重要的直接义务包括：（1）《公约》第153条第4款规定的协助管理局的义务；（2）适用《里约宣言》原则15所反映的以及《“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和《“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所规定的预先防范办法的义务；（3）“最有利于环境的做法”的义务；（4）采取措施确保在管理局发出保护海洋环境紧急命令时提供保证的义务；（5）提供索赔渠道的义务。

（二）关于担保国赔偿责任的答复

担保国的赔偿责任产生于担保国未履行《公约》及相关文书规定的义务。如果被担保的承包者未履行其义务，这本身并不造成担保国的赔偿责任。担保国赔偿责任的产生条件是：

（1）未履行《公约》规定的责任；

（2）发生了损害。

要求担保国承担未履行尽责义务的赔偿责任，必须以确凿证据证明担保国未履行义务与损害之间存在先行后续的因果关系。担保国如已采取“一切必要和适当措施来确保”被担保承包者“切实遵守”相应的义务，则可免于承担赔偿责任。担保国的赔偿责任与被担保的承包者的赔偿责任并行存在，而非连带责任。

（三）关于担保国履约措施的答复

《公约》要求担保国根据本国法律体系制定确保被担保的实体履行相应义务的国内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其中包括建立能够有效监督被担保实体活动的机制。这些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应在与管理局签订合同的整个有效期内处于有效状态，可作为担保国履行尽责义务以及免除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仅与被担保者签订合同不能被视为担保国已履行义务。担保国必须以诚信、合理、兼顾各种选择和有利于全人类利益的方式行事。在保护海洋环境方面，担保国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不能松于管理局通过的规章和措施。

在本案中，海底争端分庭详细解释了担保国的责任与义务，澄清了担保国承担责任的条件及其赔偿的范围，指出了担保国应采取的必要及适当举措，有助于促使各担保国监督本国被担保者对“区域”矿产资源进行有序开发，有助于担保国对其潜在的赔偿责任进行评估，并采取措施来预防这类责任之形成，从而维护好人类的共同财产。

四、评析

国际海底区域是指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其面积约为2.517 亿平方千米，约占地球表面积的 49％，蕴藏着大量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任何国家不得对“区域”的任何部分或其资源主张或行使主权或主权权利；任何国家或自然人或法人，也不得将“区域”的任何部分据为己有。《公约》第11部分专章规定了国际海底区域的法律制度，规定了这一区域内资源的勘探和开发等事项由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全人类进行管理和协调。其中，第153条规定，国际海底区域内的活动可以由缔约国或国营企业，或在缔约国担保下的具有缔约国国籍或由这类国家或其国民有效控制的自然人或法人与国际海底管理局以协作的方式进行。国际海底开发特有的担保制度为开发国际海底带来法律保障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法律困惑，也就是需要明晰担保国和被担保企业的权利和义务的界限问题。2010年3月1日，准备参与担保国际海底开发的瑙鲁就担保国所负责任和义务的若干具体问题向国际海底管理局提出申请，请求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就这些问题提出咨询意见。2011年2月1日，海底争端分庭公布了咨询意见。咨询意见包括导言和对三个问题的回复。首先，咨询意见对本案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作出决定。分庭认为，根据《公约》第153、162条和附件3第6条等规定，分庭对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请求问题享有管辖权。咨询意见认为担保国应承担《公约》和相关法律规定的两类义务。

在对三个问题的回答中，咨询意见认为，根据《公约》和相关法律规定，担保国的义务有两项：其一为“确保义务”，其二为“直接义务”。“确保义务”的对象并不是担保国本身，而是其为担保的承包者，它要求担保国应尽最大努力保证承包者遵守开发海底资源的合同条款以及相关法律文书中规定的义务。“直接义务”不同于“确保义务”，它是对担保国本身提出的要求，这首先包括了担保国应按照《公约》第139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协助管理局确保有关规定得到遵守。其次包括担保国要履行采取预防性措施的义务，这项义务规定在《“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以及《“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之中。再次是在管理局为保护海洋环境发布紧急命令的情形下，担保国有采取措施确保履行担保条款的义务。最后要求担保国需要提供追索赔偿的义务。
(1)

 仲裁庭指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担保国，这些义务均应予以适用。

如果缔约国所担保的承包者违反了其应当承担的义务，担保国并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本身而导致责任的产生，担保国承担责任的情形在于没有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以及发生了损害，而未履行义务与发生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担保国如已采取“一切必要和适当措施”以确保被担保承包者“切实遵守”其义务，则可免除其赔偿责任。当然，这一免责不适用于担保国未履行直接义务的情况。担保国的赔偿责任与被担保承包者的赔偿责任并行存在，而非连带责任。担保国没有剩余赔偿责任。
(2)

 关于担保国的履约措施，咨询意见指出，担保国有权根据自己的国内法决定法律法规的范围和程度，担保国必须保证相关国内法一直处于有效的状态。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咨询意见认为《公约》对担保国的要求应该处于一种比较高的水平，担保国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相关标准的国内法不应当低于国际法律法规和程序的标准，也不应当低于国际海底管理局所采取的规章和措施。

本案是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审理的第一个案件，其所发表的咨询意见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较高评价，也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咨询意见从《公约》的相关条款出发对担保国的权利、义务、责任进行了阐释和说明，澄清了《公约》关于国际海底资源开发相关规定方面的一些模糊之处，为缔约国和国际海底管理局开发国际海底矿产资源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权利和义务界限，对国际海底矿产资源更有序的开发意义重大。但需要指出的是，咨询意见并没有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没有采纳国际环境保护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而是将两者等同对待，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课以平等的义务和责任，虽有其强调环境保护同等责任的目的，但仍存在值得商榷的质疑。


（案件来源：http://www.itlos.org/index.php?id=109＆L=0）




————————————————————


(1)
  高之国、贾宇、密晨曦：《浅析国际海洋法法庭首例咨询意见案》，《环境保护》2012年第16期，第52页。


(2)
  付玉：《浅析国际海洋法法庭第17号案》，《中国海洋报》2011年9月2日，第4版。



次区域渔业委员会请求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发表咨询意见

（2013年3月28日—2015年4月2日）

一、案件背景

次区域渔业委员会总部位于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其7个成员国为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几内亚比绍、几内亚、塞拉利昂和佛得角。2014年3月25日至29日，次区域渔业委员会举行第14次部长级会议。

此次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授权该委员会常设秘书请求国际海洋法法庭就以下四个问题发表咨询意见：

1．当悬挂其旗帜的船舶在第三国专属经济区内从事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鱼活动时，船旗国应履行哪些义务？

2．当悬挂其旗帜的船舶从事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鱼活动时，船旗国应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责任？

3．若捕捞许可证在与船旗国或国际组织的国际协定之框架内被发放给一艘船舶，那么当该船舶违反沿岸国渔业法律时，该船旗国或国际组织负有责任吗？

4．在确保共有或者关乎共同利益的鱼类种群，尤其是小型中上层鱼类和金枪鱼得到可持续管理方面，船旗国具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2013年3月28日，法庭收到了次区域渔业委员会关于请求发表咨询意见的申请书。该案被法庭列为第21号案。

《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下文简称《规则》）第138条规定，如果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目的有关的国际协定专门规定了向法庭提交发表咨询意见的请求，则法庭可以就某一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咨询意见的请求应由经授权的任何实体送交法庭，或者根据协定向法庭提出请求。

2013年5月24日，法庭在其程序令中提出，根据《规则》第133条第3款规定，邀请《公约》缔约国、次区域渔业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就上述几个问题发表书面声明，提供有关信息，截止日期为2013年11月29日。2013年12月3日，法庭又发出程序令，将截止日期调整为2013年12月19日。

截至2013年12月19日，共有沙特阿拉伯、德国、新西兰、中国、索马里、爱尔兰、澳大利亚等28个国家以及太平洋岛国论坛渔业局、加勒比区域渔业组织等7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提交了书面声明。

二、管辖权

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咨询意见中首先审查其是否具备咨询管辖权。法庭指出，《公约》与《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下文简称《规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属性的，《规约》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因此，《规约》第21条规定并不是《公约》第288条的附属条款，对前者应独立作出解释。《规约》第21条所规定的法庭管辖权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一切争端”、“一切申请”以及“一切事项”。所谓“一切争端”，显然是就法庭的诉讼管辖权而言的；所谓“一切申请”，涉及《公约》第15部分所规定的“迅速释放”和“临时措施”程序。而所谓“一切事项”，从措辞上来看，显然不能仅仅解释为涵盖的是诉讼案件。否则，该条款的措辞就不会将“一切事项”单独列举出来。因此，《规约》第21条能够涵盖咨询管辖权。与此同时，《规约》第21条本身并未单独创设咨询管辖权，而是“其他国际协议”将这一权能授予了法庭。从而，第21条与“其他国际协议”共同构成了法庭咨询权能的基础。而所谓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第138条构成法庭咨询权能法律基础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是对该条款的误解。此外，法庭发表咨询意见还应满足三项前提条件，分别是：“国际协议”特别规定、由“任何机构”提交、所提交的问题是“法律问题”。就本案而言，法庭认为，上述前提条件能够得到满足。因此，法庭有权就本案发表咨询意见。

三、案件实质问题

2015年4月2日，法庭给出如下咨询意见。

关于第一个问题，法庭认为，船旗国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包括强制措施，确保悬挂其旗帜的船舶遵守次区域渔业委员会颁布的旨在保护其成员国专属经济区内海洋生物资源的法律与法规，以实现这些资源的良好保育和管理。船旗国有义务根据《公约》第58条第3款、第62条第4款以及第192条的规定，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悬挂其旗帜的船舶不在次区域渔业委员会成员国的专属经济区内从事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鱼活动。船旗国有义务配合次区域渔业委员会调查悬挂其旗帜的船舶在次区域渔业委员会成员国的专属经济区内从事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鱼活动的情况。如有必要，船旗国有义务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扭转形势，并将其行动告知次区域渔业委员会成员国。

关于第二个问题，法庭认为，船旗国的责任并不自发地源自悬挂其旗帜的船舶未能遵守次区域渔业委员会成员国关于专属经济区捕鱼活动的法律、法规，因为违反这些法律、法规的行为本身并不能归咎于船旗国。但若船旗国未能就悬挂其旗帜的船舶在次区域渔业委员会成员国专属经济区内的非法捕鱼活动开展尽职调查，则要承担相应责任，成员国可以指责船旗国未能履行国际义务。然而，如果船旗国已经采取所有必要的和适当的措施，履行了尽职调查的义务，努力确保悬挂其旗帜的船舶不从事非法捕鱼活动，则不用承担责任。

关于第三个问题，法庭认为，如果一个国际组织与次区域渔业委员会成员国签署了渔业捕捞协定，允许悬挂其旗帜的船舶在这些成员国的专属经济区内从事渔业捕捞活动，则该国际组织应该与次区域渔业委员会成员国承担同样的义务。即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悬挂其旗帜的船舶遵守次区域渔业委员会成员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从事非法捕捞活动。在渔业捕捞协定的框架下，国际组织作为一个整体承担责任。次区域渔业委员会成员国有权根据《公约》附件9第6条第2款的规定要求该国际组织提供必要信息，以便促进调查工作。

关于第四个问题，法庭认为，关于《公约》第63条第1款中提到的鱼群，次区域渔业委员会成员国有义务开展协调，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这些鱼群的保育和可持续管理，确保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源不受过度开发的危害。若鱼群同时出现在次区域渔业委员会两个或者多个成员国的专属经济区内，则这些成员国应根据《公约》第63条第1款的规定，直接或者通过适当的次区域或者区域组织，设法就必要措施达成协议，以便协调并确保这些鱼群的养护和发展。关于具有高度洄游特征的金枪鱼类，次区域渔业委员会成员国应根据《公约》第64条第1款的规定，直接或者通过适当国际组织进行合作，以期确保在专属经济区以内和以外的整个区域内的这种鱼种的养护和促进最适度利用这种鱼种的目标。

四、评析

咨询管辖权是与诉讼管辖权并列的国际法庭的基本权能。它的存在并非是为了审理争端当事方的诉讼，而是为了对国际机构所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解答和指导，以便各国和国际组织能“依法办事”。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司法机构都具备诉讼管辖权，但只有少部分司法机构，根据“组织协定”的明确授权，才具备咨询管辖权。这是因为，咨询管辖权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十分容易突破“国家同意原则”，成为一国不经另一国同意就将它们之间的争端交由法庭裁判的“简便工具”。故而，必须由各成员国在缔结条约时明确约定，法庭方可行使这一权力。

咨询管辖制度在国际法中的确立源于常设国际法院。其后继者国际法院延续了这一管辖权。与此同时，在二战后相继成立的国际司法机构中的相当一部分采纳了咨询管辖制度。国际海洋法法庭便是其中之一。法庭的咨询管辖权由两部分构成：海底争端分庭的咨询管辖权和全庭的咨询管辖权。前者在《公约》中有明文的规定，并且分庭已于2010年受理并于2011年发表了第一个咨询意见。全庭的咨询管辖权在《公约》及其附件6《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中都没有明确规定。而在1997年法庭根据《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采纳的《法庭规则》中，第138条实质上授予法庭全庭以咨询管辖权，并对该项权能的行使作出了简要规定。沃尔夫鲁姆法官在第60届联大所作报告中对法庭全庭咨询管辖权有如下评价：

根据法庭《规则》第138 条，如果与《公约》宗旨有关的某项国际协定明确规定，需要为法庭提出此类意见提出请求，也可请求法庭提出咨询意见。如果能够对其作广泛的解释，法庭的咨询职能是国际司法制度的一项重大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为有争议的程序提供一种潜在的替代办法，而且对于那些就某一法律问题征求非约束性意见，或是希望了解某个争端如何可以通过直接谈判来解决的当事方是一个有意思的选择。此类程序在通过谈判寻找解决办法的过程中可能特别有助于争端当事方，比如在海洋划界案件中。不应忘记的是，《联合国宪章》第33条规定，谈判是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手段。在这方面，当事方可以请法庭决定适用于某一划界争端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并承诺以后以此为基础确定边界。当事方随时都可以在协定中明确规定将就哪些问题请法庭提出咨询意见。
(1)



依此种理解，任何国家实际上都可以随时随地以第138条为依据向法庭申请就涉海问题发表咨询意见。这无疑大大扩张了法庭的权力，同时，也给各国的涉海权利义务带来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面临海洋主权和管辖权纠纷的国家来说，法庭的此种权力，如果按照沃尔夫鲁姆法官理解的方式去行使的话，无疑是悬在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中国面临的南海争端，既涉及海洋法的诸多方面，又涉及多国以及东盟这样一个国际组织，其被争端方或利益攸关方提交法庭请求咨询意见的风险极大。虽然法庭并未主张其咨询意见具有约束力，然而作为国际司法机构的权威表述，国家公然违抗所面临的国际压力显而易见。同时，如果法庭发表的大量咨询意见不被遵守，其作为独立司法机构的地位和公信力显然将处于危险境地。因此，法庭咨询管辖权的命运、各国海洋权利义务的稳定性，乃至中国面临的南海争端是否会复杂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庭如何谨慎对待《法庭规则》第138条赋予的权力。

2013年3月28日，法庭全庭收到了第一份咨询申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西非国际组织“次区域渔业委员会”向法庭递交了首例咨询案，要求法庭对如下问题作出判断：若悬挂某一国旗帜的船只在另一国专属经济区内从事非法捕鱼行为，该船所属国家应承担何种义务和责任。显然，这并不是一个限于西非渔业组织的问题，而是一个牵涉全世界所有沿海国和船旗国权益的一般国际法问题。一旦法庭确认自身具备咨询权能，并对本案行使管辖权，也就意味着法庭权力运行突破了缔约国的授权范围，预示着未来将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失去“安全感”。

因此，次区域渔业委员会的诉讼请求引起众多国家的警觉，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均明确反对法庭行使咨询管辖权。因此，法庭全庭在审理本案过程中所要解决的第一项重大法律问题便是：法庭究竟是否具备咨询管辖权？有何法律依据行使咨询管辖权？如何就其《法庭规则》第138条的法律意义给国际社会一个明确清晰的解释？

但法庭仍在最后发表的咨询意见中，由二十余位不同国籍的法官一致确认法庭全庭具备所谓的“咨询管辖权”。令人遗憾的是，法庭给出的理由却很难令各国信服。法庭的基本观点是：首先，《规约》第21条与《公约》第288条各自具有独立法律地位，对21条的解释不必参照第288条。其次，《规约》第21条对全庭咨询管辖权作出了默示规定，该条款本身并非是对咨询管辖权的创设，而是对“其他协议”授予全庭咨询管辖权的确认，二者共同构成了全庭咨询管辖权的完整法律基础。最后，所谓《法庭规则》第138条构成全庭咨询管辖权法律基础的看法是误解，该条款规定了全庭发表咨询意见的前提条件：“与《公约》目的有关的国际协议特别规定”、“由任何实体提交”、“法律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法庭的上述裁决中仅仅用了2—3个自然段就完成了确认自身具备咨询管辖权的法律论证。并且，这仅有的论证中竟然使用了三个“一定”（should/must）的措辞。可以说，这样的文字表述是与一个司法机构的身份不相符合的。

当前，在对法庭权力界限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即使判决作出也无法得到很好的执行，最终损害的是法庭公信力，甚至可能葬送法庭前途。


（案件来源：http://www.itlos.org/index.php?id=252＆L=0）




————————————————————


(1)
  联合国大会文件A/60/PV．55。



北极日出号案

【临时措施】


（2013年10月22日—2013年11月12日）

一、案件背景

2013年10月4日，荷兰向俄罗斯发出《仲裁通知》与《权利主张声明》，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简称《公约》）第15部分第2节的规定提起强制仲裁程序。

案件的起因是：2013年9月18日，30名绿色和平组织成员为抗议俄罗斯在北极开采石油，乘坐悬挂荷兰国旗的北极日出号破冰船前往伯朝拉海，试图登上俄罗斯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钻井平台。俄方随即对该船舶采取了登临检查的执法措施，并将北极日出号船拖到科拉湾，逮捕和扣押了船上人员和船只，将船员诉诸俄国内法程序进行起诉。

10月21日，由于仲裁庭尚未成立，荷兰依据《公约》第290条第5款的规定，请求国际海洋法法庭就采取临时措施作出裁决，迅速释放被扣押的船只和船上人员。俄外交部随即明确表示，俄在1997年批准《公约》时已按《公约》第298条的规定作出排除性声明，明确表示不接受在俄主权和管辖范围内的任何国际司法程序。该案发生在俄拥有主权权利的专属经济区内，国际海洋法法庭无权管辖，俄不会接受仲裁、不会到庭、不会参与审理。

二、国际海洋法法庭关于临时措施的命令

2013年11月22日，国际海洋法法庭就本案中荷兰提出的临时措施请求作出命令。法庭在命令中首先回顾了荷兰发起临时措施请求后的相关司法程序，包括临时措施请求的提起、所依据的法律条款、法庭和原告代理人的组成、司法文书的交换、口述程序以及原告最终诉讼请求等。

鉴于俄罗斯主张其在批准《公约》时，已根据第298条第1款（b）项作出声明，就关于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执法活动争端不接受《公约》第15部分第2节的强制程序。对此，法庭认为，俄罗斯根据《公约》第298条第1款（b）项作出的保留声明，所排除仲裁庭管辖的“执法活动的争端”应该在第297条第2—3款的限制之下，即产生争端的执法活动的范围仅限于有关海洋科学研究和渔业领域。因此，俄方根据《公约》第298条所作声明无法排除仲裁庭对本案的管辖权。

鉴于俄罗斯向法庭照会称其不参与法庭的任何司法程序，对此，法庭认为一方不出庭不能构成司法程序的障碍，也无法阻止法庭规定临时措施。法庭已经充分保障了俄罗斯参加诉讼的权利，但俄方拒绝参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俄方不出庭，其仍然是诉讼当事方，必须接受和执行判决。

法庭审查规定临时措施的管辖权构成要件之一——即将组建的仲裁庭是否具备初步管辖权。法庭认为，荷兰与俄罗斯在围绕本案的外交和司法文件中的观点、立场已经表明，两国在有关船旗国与沿岸国的权利义务方面存在争议，即存在有关《公约》第56条、第58条、第60条、第87条和第110条之解释和适用的争端。据此，仲裁庭对本案管辖权的基础已经建立，仲裁庭具备了初步管辖权。

法庭接下来审查规定临时措施的管辖权构成要件之二——当事方是否满足了《公约》第283条第1款有关交换意见义务的要求。法庭认为，交换意见的表现存在于两国自2013年9月18日以来围绕本争端的外交照会和政府文件中。正如荷兰所主张的，双方在多个场合对这一争议进行了讨论，已经基本穷尽了通过谈判协商或者其他方法解决争议的可能性。在已经不可能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荷兰没有义务继续与俄罗斯交换意见。因此，本案已经满足了《公约》第283条第1款规定的有关交换意见义务的要求。

法庭审查规定临时措施的管辖权构成要件之三——本案是否满足了《公约》第290条第5款规定的关于“紧迫性”的要求。法庭认为，该条款应与第290条第1款一并考虑。根据上述条款的规定，法庭规定临时措施的目的在于避免当事方的权利进一步受损或海洋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在仲裁庭组建后，可修改或者撤销法庭已规定的临时措施命令。法庭规定临时措施的时间并不是衡量紧迫性与否的依据，因此，荷兰在最后提交的诉讼请求中要求法庭规定临时措施并不违背紧迫性要求；相反，荷兰的请求是有利于保护其自身权利的。法庭支持荷兰的主张，即该破冰船需要经常维护以便保持适航性。俄罗斯的扣押行为导致船只无法得到维护，从而对船体本身的安全性和海洋环境带来风险。俄罗斯扣留船员的行为也对船员的人身权利造成损害，扣留的持续存在会导致权利的持续损害。荷兰多次要求俄罗斯归还船只和释放船员，但均被俄方拒绝。

综上所述，法庭以19票对2票通过以下命令：

在荷兰提供360万欧元的担保金后，俄罗斯立即无条件释放北极日出号船只其船上所有人员，并保证船只和船员从俄罗斯离境。两国有义务在规定期限内报告对上述命令的执行情况。

三、不同意见

沃尔夫鲁姆（Rüdiger Wolfrum，德国籍）和凯利（Elsa Kelly，阿根廷籍）两位法官共同发表了对上述命令的不同意见（Joint Separate Opinion）。该意见指出，其支持法庭对北极日出号船及其船员的迅速释放决定。之所以发表不同意见的目的在于：第一，其对法庭关于俄罗斯不出庭的相关论述存在不同理解；第二，诠释俄罗斯保留声明的含义；第三，对法庭根据《公约》第290条第5款所确立的管辖权加以进一步明确；第四，探讨俄罗斯所宣称的其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执法权利及其是否可能对临时措施命令产生影响。此外，法庭也没有对荷兰反复提出的人权问题进行探讨。

首先，不同意见认为，命令没有对《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下文简称《规约》）第28条进行足够的讨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从语义上来看，《规约》第28条最后一句“法庭在作出裁决前，必须保证不仅自身对争端具备管辖权，而且当事方的诉求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具有充分依据”似乎与《公约》第290条第1款之规定“法庭可以仅具备初步管辖权”不相协调。第28条是《规约》第3节的组成部分，应规制法庭的一切司法程序，包括临时措施程序。法庭对此应作出如下解释，即如果法庭按照《公约》第290条具备了初步管辖权，那么就要适用《规约》第28条。而在本案中，法庭规避了对第28条规定作出解释的机会。

法庭应对强制性争端解决机制下一方不出庭的行为作出进一步界定。不出庭的一方不仅弱化了自身提出诉求的机会，而且妨害了出庭一方的诉讼权利，更妨碍了国际司法机构的职能。不仅如此，俄罗斯批准《公约》的行为已经表明其概括性接受了《公约》下的强制性争端解决机制，在此种情况下，俄罗斯不出庭的行为违背了《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并且，《规约》第28条的规定不能理解为赋予当事国不出庭的权利。尽管俄罗斯在照会中认为其1997年3月12日的声明已经排除了仲裁庭对本案的管辖权，但是，根据国际法上的“自裁管辖权原则”，能够作出仲裁庭是否拥有管辖权决定的只能是受理案件的仲裁庭，而不是俄罗斯。

不同意见认为，澄清俄罗斯保留声明所涵盖的范围是本案的核心问题。只有当法庭初步认为俄罗斯的声明不能排除即将成立的仲裁庭的管辖权的情况下，法庭才能继续探讨《公约》第283条是否得到满足。法庭对俄罗斯保留声明进行解释以考察其是否适用于北极日出号案，并不会损害根据《公约》附件7成立的仲裁庭的权能，这是《公约》第290条第5款所明确规定的。通过对俄罗斯保留声明的正确解释可以发现，其声明中所排除管辖的事项应受制于《公约》第297条第2款、第3款的规定，即仅限于涉及海洋科学研究和渔业的争端。此外，俄罗斯登临和扣押北极日出号的行为也不能被解释为“军事行动”。

不同意见还认为，法庭的临时措施命令没有提及本案中仅仅只有为数不多的北极日出号船员乘坐几艘充气小艇进入了位于俄罗斯专属经济区的钻井平台周围的安全区。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仅仅具有十分有限的执法管辖权，这些权利规定在《公约》第73条、第110条、第111条、第220条、第221条和第226条中。除此之外，船舶的管辖权仍然属于船旗国，而并非就此授予了沿岸国。法庭应考虑《公约》上的这种权利分配。同时，在不影响钻井平台安全的前提下，北极日出号船员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俄罗斯钻井平台的安全区内享有言论表达的自由。

四、评析

本案涉及的第一个法律问题是《公约》规定的临时措施和迅速释放程序的关系。临时措施和迅速释放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程序，临时措施的目的在于保全争端各方的各自权利或防止对海洋环境的严重损害，而迅速释放的目的是迅速释放被扣押的船舶和船员。可见，迅速释放程序的适用范围比临时措施的适用范围要窄，因为迅速释放被扣押的船舶和船员也属于保全争端方的权利的一种。临时措施不是一个独立的程序，它必须附属于某一实体诉讼；迅速释放程序刚好相反，其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和程序，可以被单独提起。临时措施和迅速释放可能会出现选择适用或交叉适用的情形。例如，国际海洋法法庭审理的首个案件“塞加号”案的争端一方——圣文森特及格林纳丁斯首先提起迅速释放程序，但由于该案另一争端方几内亚并没有遵从法庭的释放判决，圣文森特及格林纳丁斯又请求法庭规定临时措施，临时措施就包括迅速释放被几内亚扣留的“塞加号”及其船员。在本案中，虽然荷兰请求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定临时措施，但是临时措施的内容之一就是迅速释放“北极日出号”及其船员。

本案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就是争端另一方俄罗斯并没有出庭应诉，对此，法庭指出，不出庭的国家仍然是诉讼的当事方，亦享有随之而来的权利和义务，法庭特别提到，要保证俄罗斯陈述意见的机会。这意味着俄罗斯在仲裁程序中的缺席并不会阻碍仲裁程序的推进，法庭也不会因为俄罗斯的缺席而裁决荷兰败诉。法庭的做法体现了《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第28条之规定，即当事一方不出庭或对其案件不进行辩论时，他方可请求法庭继续进行程序并作出裁判。当事一方缺席或对其案件不进行辩护，应不妨碍程序的进行。法庭在作出裁判前，不但必须查明对该争端确有管辖权，而且必须查明所提要求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均确有根据。俄罗斯对“北极日出号”案的不应诉情形在此后的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又一次出现，中国政府表达了对菲律宾就南海问题提起国际仲裁不接受、不参与的立场并缺席了案件的审理。实际上，俄罗斯不应诉的做法无可厚非，“诉讼当事方有权采取适合其所处情势的诉讼策略，决定不应诉就是策略之一。这一决定并非异想天开或轻率之举，而无非是更深层次的政治考虑使然。”
(1)



法庭是否享有管辖权也是争端双方的争议焦点。荷兰认为，俄罗斯扣押“北极日出号”违反了《公约》规定的航行自由，所以本案中的争端属于国际海洋法上的航行自由和航行权利相关的争端，因此法庭享有管辖权。俄罗斯不同意荷兰的意见，俄罗斯认为其扣押“北极日出号”及其船员是依据俄罗斯国内法，是合法的执法行为，而与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相关的执法活动争端已经被俄罗斯加入《公约》时所发表的声明排除了，所以法庭不享有管辖权。需要注意的是，临时措施本身并不能被独立启动，它必须依附于某一特定的诉讼或仲裁。这意味着，争端方请求规定临时措施的时候，法庭或仲裁庭可能并没有确定其对该案件的实体问题享有管辖权。如果裁决机构是需要组建的仲裁庭，甚至可能出现仲裁庭本身没有成立的情况。为此，为了使裁决机构能够规定临时措施，“初步管辖权”（prima facie jurisdiction）的概念就应运而生了。在本案中，法庭根据双方提交的文件进行了分析并指出，鉴于荷兰和俄罗斯的立场，它们之间存在一个有关《公约》在船旗国和沿海国权利义务方面规定的可适用性的意见分歧，荷兰和俄罗斯之间似乎存在一个有关《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可见，法庭并非完全确定其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它只是大概上确定了这一点。法庭的意见是正确的，出于临时措施本身的紧迫性、必要性的考量，确立临时措施的管辖权的标准不能像判断实体审理案件的管辖权的标准那么高，而只要初步认定其具有对实体问题的管辖权即可。在这一点上，国际海洋法法庭和国际仲裁机构的以往案例显示出为临时措施的命令设置了一个较低的初步管辖权的门槛，这个门槛大大低于对案件实体问题的管辖权。


（案件来源：http://www.itlos.org/index.php?id=264＆L=0and7％3D2）




————————————————————


(1)
  ShabtaiRosenne，The Law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1920-2005），MartinusNijhoof Publishers，2005，p．1360．



马来西亚诉新加坡柔佛海峡案

【临时措施】


（2003年7月4日—2005年9月1日）

一、案件背景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位于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峡出入口，北隔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相邻，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相望，由新加坡岛及附近63个小岛组成，面积699.4平方千米，人口约460万人，平均每平方千米的人口多达6577人。由于国土面积狭小（在1960年之前，国土面积只有580多平方千米）以及人口不断增长导致对土地的要求与日俱增，促使新加坡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大规模填海造田，以缓解用地压力。为了填海，新加坡政府设立了专门管理机构，即房屋发展局（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裕廊市政局（Jurong Town Corporation）及新加坡港务集团（PSA Corporation）。四十多年来新加坡一直不遗余力地进行填海，使其国土面积从原来的581.5平方千米达到现在的699.4平方千米，比原来的国土面积增加了20％多。从2002年开始，新加坡开始在柔佛海峡附近填海，造成了邻国马来西亚的不满，引发了著名的新马填海案。

2003年7月4日，马来西亚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简称《公约》）第287条、《公约》附件7第1条，就新加坡在柔佛海峡及其周围海域开垦土地一案提起诉讼。2003年9月5日，马来西亚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临时措施申请，请求责令新加坡停止在德光岛和大士地区的填海活动。

根据《公约》第290条的规定，在仲裁庭组成之前，国际海洋法法庭可根据情况规定临时措施。2003年9月25、26、27日，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德国汉堡对该案进行了审理。2003年10月8日，国际海洋法法庭发出命令（Order），规定了一些临时措施，包括建立一个独立专家小组，对填海活动开展为期一年的研究，并就如何应对填海造成的负面影响提出合理的对策。之后，仲裁庭和专家小组正式成立。专家小组于2004年11月5日向有关各方提交了研究报告，并于2004年12月22日向各方作了正式陈述，这标志着专家小组的工作正式结束。双方于2004年12月22日至23日、2005年1月7日至9日举行了会谈。

二、管辖权

关于《公约》第283条规定的交换意见的义务，国际海洋法法庭认为，考虑到双方已经不可能自行解决争端或者通过达成协议的方式解决争端。法庭指出，当争端一方认定通过《公约》第15部分第1节所规定的程序不可能解决争端时，该当事方就没有义务适用这种程序。在之前的混氧燃料工厂案中，法庭也曾指出，当争端一方认定达成合意的可能性已终结，就没有义务继续交换意见。因此，法庭认为本案中当马来西亚认定交换意见无法产生积极的结果时，马来西亚就没有义务继续与新加坡交换意见。双方于2003年8月13—14日的双边会谈，并没有影响马来西亚将此争端诉诸根据《公约》附件7建立的仲裁庭或者请求法庭作出临时措施的规定。这些会谈是在2005年7月4日马来西亚向根据《公约》附件7建立的仲裁庭提起程序后进行的，因此，马来西亚不再继续进行交换意见的决定并不影响《公约》第283条的适用。基于以上理由，法庭认定《公约》第283条规定的要求已得到满足。

关于《公约》第281条的适用问题，新加坡认为马来西亚接受其关于解决双方之间分歧的邀请，而且双方于2003年7月4日进行了双边会谈，该行为的法律意义就是双方自行选择了《公约》第281条所说的和平方法，因此，根据《公约》第281条的规定，法庭无权受理本案。但法庭认为，马来西亚是在根据《公约》附件7提起程序之后才接受新加坡的邀请，参与2003年7月4日的双边会谈，而且双方都认定这个会谈以及之后的会谈均不影响马来西亚诉诸根据《公约》附件7建立的仲裁庭或请求法庭规定临时措施。基于以上理由，法庭认定《公约》第281条不适用本案，即认为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并没有达成其他解决争端的协议。

法庭认为，根据《公约》第287条，马来西亚于2003年7月4日向根据《公约》附件7建立的仲裁庭就新加坡在柔佛海峡附近填海提起争端解决程序。同日，马来西亚向新加坡发出通知及临时措施的申请内容。2003年9月5日，在《公约》第290条第5款规定的达成协定选择法庭的期限届满后，在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前，提出临时措施申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没有根据《公约》第298条的规定书面声明不接受《公约》第15部分的争端解决程序，马来西亚方面也履行了交换意见的义务以及没有根据《公约》第281条的规定就争端解决达成其他的协议。

基于以上理由，并考虑到《公约》第290条第5款的规定，法庭认为其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三、审理结果

（一）马来西亚的主张

马来西亚认为，新加坡填海造田的行为导致了水流状态和泥沙沉积状态的改变，严重破坏了海洋环境，侵犯了马来西亚的海洋权利。长期进行下去，有可能对附近的码头、海军基地等产生重大影响，因此，2003年9月5日，马来西亚请求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定如下临时措施：

1．在争端得到最终裁决之前，新加坡立即停止在两国海洋边界附近的、马来西亚主张的领水范围内（尤其是德光岛与大士地区附近）进行的填海造田活动；

2．新加坡应向马来西亚提供关于现在在建工程的所有信息，包括施工方法、填海材料来源以及沿海保护方案等；

3．新加坡应协助马来西亚充分评估填海工程的潜在影响；

4．新加坡应与马来西亚就任何未决问题开展磋商与谈判。

（二）新加坡的主张

针对马来西亚请求的临时措施，新加坡向法庭提交了申诉理由，针对马来西亚提出的四项临时措施逐一进行驳斥，同时要求国际海洋法法庭驳回马来西亚的申请并承担新加坡的相关费用。

关于第一个申请，新加坡认为唯一可能对马来西亚造成不利影响的施工地区就是位于新加坡西部的大士地区，在德光岛附近的工程不会侵犯马来西亚的主权。关于主权方面的争端，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以规定临时措施，那就是为了阻止对于争端地区的主权造成不可恢复和无法赔偿的损害。但是，在根据附件7建立的仲裁庭组建完成之前的19天里，不可能发生这种损害，因此没有必要规定临时措施。

关于第二个申请，新加坡认为《公约》并没有规定沿海国必须向他国通报所有的工程信息，而且新加坡的填海工程不会对海洋环境及马来西亚的权利构成严重的、不可逆的损害。此外，新加坡早在2003年7月17日就照会马来西亚，向其提供了相关信息；而且只要马来西亚提出索取相关信息的要求，新加坡也愿意提供。因此，双方没有这方面的争议。

关于第三项申请，新加坡认为在之前的照会中，新加坡已经明确表示了其一贯立场，即愿意为马来西亚提供相关机会与信息，帮助其评估填海工程的潜在影响。关于填海工程对航运的影响，新加坡认为柔佛海峡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共同的海峡，在修建德光岛与新加坡本岛之间的道路之前，若马来西亚认为这会影响其正常通行，新加坡将与马来西亚就此进行积极磋商。

关于第四项申请，新加坡认为在之前的照会中，已经表明愿与马来西亚就任何未决问题开展磋商，并期待与马来西亚就任何重大问题达成友好协议，新加坡于2003年7月31日和2003年9月2日重申了这一立场。但马来西亚却无故选择了另一解决问题的方式，将争端提交到了国际海洋法法庭，因此，新加坡认为无法理解何为马来西亚声称的“未决的问题”。新加坡认为，不论马来西亚用意何在，都愿意就填海活动可能对马来西亚权利造成的影响与其展开磋商。因此，新加坡认为与其他临时措施一样，该项临时措施同样不存在需要规定的理由。

（三）国际海洋法法庭的裁决

1．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应秉持合作精神，立即展开磋商，建立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研究新加坡填海活动的影响，并提出应对举措以及提交一份关于德光岛D区填海活动的中期报告。双方应充分交换有关填海活动的信息，以便开展风险评估。

2．新加坡应充分考虑专家小组的研究报告，任何活动都不应危及马来西亚的权利或者海洋环境。

3．执行本裁决强调的双方的承诺，并不得采取与承诺的有效执行相冲突的行为，不得影响双方在根据《公约》附件7建立的仲裁庭中的任何事项的立场；在专家小组的研究完成之前，通过磋商尽快就德光岛D区的填海活动达成临时协议，如果必要的话，包括暂停或者调整填海活动。

4．专家小组的组建与争端的解决。根据国际海洋法法庭的临时措施，双方很快组建了专家小组，对填海活动开展环境评价研究。2004年11月5日，专家小组将解决问题的报告提交给了两国政府。双方一致表示赞同，并将其作为寻求争端解决的基础。专家小组研究表明，新加坡的填海活动并没有导致严重的影响，且专家小组提出的57个可能影响，有40个只能通过电脑模型方式探测到，现实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并且对于另外17个可能性较大的影响，专家小组也提出了减轻这些影响的措施。双方于2004年12月22—23日和2005年1月7—9日分别在马来西亚位于汉堡和荷兰的大使馆进行了两轮谈判。2005年1月9日，双方达成了一个解决争端的初步协议。在该协议中，马来西亚提出双方于2005年2月8—9日在新加坡举行第三回合的谈判。2005年1月10日，双方在法庭轮流宣读了共同声明，声明称两国已经达成了解决争端的初步协议，并承诺一旦两国政府正式签署该协议，将会尽快通知法庭，使法庭可以作出终结该案的裁决。2005年4月26日，双方签订了一项关于填海的双边协议，协议载明，新加坡将对马来西亚渔民因填海工程所遭受的损失给予一定金额的赔偿，马方将从国际海洋法法庭撤回案件，新加坡则同意针对填海工程作出一些调整。国际海洋法法庭对此协议表示赞同，并将这份协议作为最终的判决书。历时三年，此案最终获得解决。

四、评析

本案第一个法律问题涉及《公约》第283条规定的交换意见的义务。该条规定，如果缔约国之间对《公约》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端，争端各方应迅速就以谈判或其他和平方法解决争端一事交换意见。如果解决这种争端的程序已经终止，而争端仍未得到解决，或如已达成解决办法，而情况要求就解决办法的实施方式进行协商时，争端各方也应迅速着手交换意见。本案中，新加坡认为马来西亚并没有按照《公约》第283条的规定与其进行谈判，因为马来西亚一直未向新加坡提供其所关注事项的内容和依据。事实上，截止到马来西亚诉至国际海洋法法庭，两国仅有一次实质性的谈判，这说明马来西亚没有履行交换意见的义务。马来西亚则认为，在马来西亚向新加坡表达出对其填海行为的关切之后，新加坡并没有显示出谈判协商解决争端的意愿，反而对马来西亚协商的提议断然拒绝。因此，马来西亚认为双方就争端事项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基本已经不存在，马来西亚无需再考虑交换意见的义务了。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交换意见义务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争端方交换意见的程度、效果等方面。由于《公约》对这些细节问题并没有明确规定，这留给了裁决机构进行解释的空间。法庭认为，《公约》第283条所设置的交换意见的义务是适用《公约》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前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争端方交换意见会达成实质效果，在特定情况下，争端方交换意见即使没有实质性地进行，也可以被认为是履行了交换意见的义务。本案就是这一情况，当马来西亚几次通过外交照会向新加坡表达对新加坡填海造陆行为的关切以及希望就此事展开协商时，新加坡均予以断然拒绝。法庭由此认为双方就新加坡填海造陆争端达成协议可能性已不存在，马来西亚无需继续履行交换意见的义务。

法庭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法庭似乎更加偏向于认为交换意见义务的履行更加注重争端方交换意见的意愿，而是否可以达成协议则并不影响其判断。“南方金枪鱼案”的仲裁庭曾指出，如果所有合理的努力均显示此类交涉将不会解决问题的话，则一个其单方行为恰为争端对象的争端方就不能通过不断提议交涉来阻扰诉诸强制争端解决程序。
(1)

 在本案中，仲裁庭的关注重点在于新加坡对马来西亚几次提议协商解决填海造陆一事直截了当的拒绝而致使交换意见义务无法进行实质上的履行。也就是说，交换意见义务的履行是有条件限制的，如果多次交换意见均告失败而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告罄或者由于争端一方的阻扰与拒绝根本无法开展交换意见，则交换意见的义务被视为已履行完毕。

本案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法律问题就是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定临时措施的内容。《公约》第290条规定，法院或法庭可以根据情况规定其认为适当的任何临时措施，以保全争端各方的各自权利或防止对海洋环境的严重损害。这意味着，法院或法庭不仅仅局限于当事方申请的临时措施的内容，还享有规定临时措施的自由裁量权，对当事方没有申请的临时措施的内容进行规定。在本案的审理中，新加坡已经就马来西亚的最后三项请求作出承诺，也得到了法庭的认可，但是法庭在最终作出临时措施的命令中还是增加了新加坡已经作出承诺的临时措施。此外，法庭还规定了马来西亚没有申请规定的临时措施。法庭要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必须联合成立一个独立专家组对填海造地进行监督。法庭要求新加坡必须确保造地工程不会对马来西亚的权益和柔佛海峡的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法庭还要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就填海工程的信息和影响评价建立交换机制。法庭的做法显示出了它规定临时措施的强烈意愿，但是鉴于新加坡已经就一些问题作出了保证，因此更为恰当的处理方式应该是简单地陈述新加坡所作的保证，而不是根据《公约》第290条规定专门的临时措施。
(2)



临时措施案件是国际海洋法法庭审理的数量较多的一类案件，以往的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机构案例显示，临时措施案件管辖权的门槛似乎有与日俱降的趋势。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法庭在临时措施案件中规定临时措施的意愿却越来越强烈，这反映出了国际海洋法法庭希望此类争端的处理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处理临时措施案件的实践将影响着这方面国际海洋法律的发展，也将不断接受国际社会的评判和历史的考验。


（案件来源：http://www.pca-cpa.org/showpage.asp?pag_id=1154）




————————————————————


(1)
  See Southern Bluefin Tuna Case，Juriskiction and Admissbility，para．41（g）．


(2)
  See Land Reclamation Case，Request for Provisional Measures，Declaration of President Nelson，paras．4-6，Declaration of Judge Anderson，para．4．



南方金枪鱼案

【临时措施】


（1999年7月30日—1999年8月27日）

一、争端背景

南方金枪鱼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简称《公约》）附件1所列的一种高度洄游鱼种，经济价值高，分布范围广，横跨南半球的公海区，也穿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专属经济区和领海，而远离日本。南方金枪鱼成熟期不确定，不少于8岁（日本说法）或12岁（澳、新说法）。与其他寿命短的鱼类相比，这一鱼种恢复起来很慢。鉴于20世纪以来，过度捕捞导致南方金枪鱼数量锐减，为了管理和养护南方金枪鱼种群，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三个主要捕捞国于1993年缔结了一项多边条约——《养护南方金枪鱼公约》（下文简称《金枪鱼公约》），并成立了养护南方金枪鱼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限制捕捞总量，并在上述三个国家之间规定配额，以期到2020年将南方金枪鱼的母种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

根据预防原则，有关各国捕捞时应加以约束，不采取可能使种群枯竭的单边行动。然而，虽然日本的捕捞配额占据总配额的一半以上，但仍然无法满足其市场需求。1995年，日本建议增加本国配额，但未获其他国家支持。1998年7月，日本开始单方面实行一项所谓的试验性捕捞项目，仅1998年就多捕捞了1464吨，并计划于1999年7月进行更多的试验性捕捞，结果引起澳、新两国的不满。

经过初步磋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于1999年7月30日请求国际海洋法法庭根据《公约》第15部分第290条，就澳、新、日三国的南方金枪鱼争端对日本规定一系列临时措施。

二、管辖权

国际海洋法法庭认为，国际争端往往错综复杂，而申请方所提出的情况又往往具有紧迫性，不尽快作出决定可能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法庭在初步认定其可能对实体问题具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就可以采取临时措施，以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鉴于情况的急迫性，1999年8月27日，国际海洋法法庭首先确认本案不仅涉及《金枪鱼公约》，同时与1982年《公约》息息相关。贯穿本案的一个问题是：本案的实质争议是科学争议（仅适用《金枪鱼公约》），还是同时涉及法律争议（涉及《公约》的解释和适用）？法庭认为，《金枪鱼公约》在当事国之间的适用，并不排除任何一方引用1982年《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南方金枪鱼各项规定的权利。1982年《公约》的适用，是仲裁庭强制管辖权成立的前提。最后，法庭初步认定将来组成的仲裁庭对南方金枪鱼案有管辖权。

三、当事双方的诉讼请求

澳、新两国要求法庭规定以下临时措施：

（1）日本立即停止试验性捕捞方案；

（2）日本的年捕捞量不应该超出之前的配额；

（3）在争端得到最终解决前，各方应该严格遵循预防性原则；

（4）各方不能采取有可能导致争端恶化或复杂化的做法。

日本请求法庭拒绝澳、新两国的临时措施请求，理由如下：

（1）日本的试验性捕鱼规划在科学上是正确的；

（2）澳、新两国请求的临时措施不能有效地保护南方金枪鱼种群；

（3）临时措施只能在紧急情况下适用，但目前没有紧急情况；

（4）澳、新两国没有明确指出日本的试验性捕捞方案是否已经或将要造成无法挽救的损失；

（5）日本认为与澳、新两国的争端不在1982年《公约》的适用范围，超出了仲裁庭的管辖范围。

四、法庭裁决

法庭认为，澳大利亚、新西兰与日本之间曾经就争议进行过多轮协商，这些协商既是根据1993年《金枪鱼保护公约》进行的，也是根据1982年《公约》进行的，但最后没有达成一致协议，争端仍未得到解决，各方已经履行了《公约》第283条规定的交换意见的义务。

法庭认为，保护海洋生物资源是保护海洋的重要组成部分，争议各方对此也表示认同，南方金枪鱼已经被过度捕捞，其数量也下跌到历史最低点，日本实施的试验性捕捞计划对南方金枪鱼的数量构成了威胁，违反了日本根据1982年《公约》第64条和第118条应该承担的义务。

法庭认为，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无法准确断定已经采取的保护南方金枪鱼的措施是否增加了其数量。虽然法庭无法对双方提供的证据作出结论性的评估，但认为双方都有义务采取紧急措施以遏制金枪鱼数量减少的态势。日本捕捞量不应该超出各方确定的捕捞配额。虽然日本代表表示其1999年的试验性捕捞计划将于1999年8月31日结束，但对于1999年以后的试验性捕捞计划，日本没有明确作出承诺。因此，法庭认为，鉴于南方金枪鱼目前面临的紧急情况，有必要规定适当的临时措施。

1999年8月27日，国际海洋法法庭初步认定将来组成的仲裁庭对南方金枪鱼案有管辖权，并规定了多项临时措施。其中包括：（1）日本立即停止单边性质的试验性捕捞计划；（2）日本将其捕捞量限制在养护南方金枪鱼委员会先前同意的配额之内；（3）在争端得到最终解决之前，各方应遵照预防原则；（4）各方保证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争端恶化或扩大的行为。

五、评析

国际海洋法法庭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规定临时措施的管辖权问题。在本案中，日本认为国际海洋法法庭对规定临时措施缺乏管辖权，其理由主要为两个方面：第一，日本认为其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的争端并非对《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争端；第二，日本认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启动《公约》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的程序性条件并没有得到满足。但是仲裁庭否决了日本的主张。仲裁庭认为，根据初步证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所援引的《公约》规定提供了一个可能确立仲裁庭管辖权的依据。这意味着，仲裁庭判断管辖权只是依赖于初步证明，并非基于翔实的事实依据和深入的法律分析。仲裁庭的意见是正确的，出于临时措施本身的紧迫性、必要性的考量，确立临时措施的管辖权的标准不能像判断实体审理案件的管辖权的标准那么高，而只要初步认定其具有对实体问题的管辖权即可。此外，《公约》第290条也规定了补救的办法，即使最终裁决对案件实体问题没有管辖权或者规定临时措施有误，临时措施也可以被修改或撤销，本案即是这种情况。依据《公约》附件7组成的仲裁庭此后经过审理后作出裁决，其对本案的实体问题没有管辖权，并撤消了国际海洋法法庭先前规定的临时措施。

本案的另一个争议之处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日本对本案争端的界定。争端的界定对于判断管辖权问题至关重要，如何描述争端将影响着对争端实质的判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认为本案的争端是关于《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但日本认为本案争端是科学争端而非法律争端，更不是关于《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法庭在考察了争端方各自的理由后指出，争端方关于南方金枪鱼种群严重退化这一事实是没有争议的，而这也是一个引发严重生物关切的理由，为此，“在法庭看来，各方在此情况下应小心谨慎行事以确保采取有效的养护措施，防止对南方金枪鱼种群的严重损害。”
(1)

 法庭并没有否定此争端可能涉及科学上的判断，但是出于保护南方金枪鱼的严重关切，法庭宁愿将其作为一个法律问题对待。法庭的做法是有道理的，其论述反应了国际环境法中的“预警原则”。当面临南方金枪鱼种群严重退化的事实时，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或缺乏完全的证据不应阻扰采取积极行动以将威胁减到最小或采取养护、预防或治理措施。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争端解决依据不同国际条约提起将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因为不同国际条约之间的侧重点、目的等不尽相同，同一个争端根据不同的程序提起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管辖权方面和实体审理方面的结果。

此外，争端方对《公约》第281条所规定的“用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来谋求解决争端”的协议的看法也产生了分歧。日本认为，《养护南方蓝鳍金枪鱼公约》第16条已经规定了争端解决程序，而此种争端解决程序中并不包括依据《公约》附件7设立的国际仲裁，但是日本的主张没有被仲裁庭采纳，仲裁庭反而在未作任何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就宣布《养护南方蓝鳍金枪鱼公约》第16条同时适用于有关该协定以及《公约》。无论如何，仲裁庭未加阐述而径直给出结论的做法是有失妥当的。实际上，这涉及一个判断的标准问题，即排除《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是否需要直接明示还是默示推断即可？不规定《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并不意味着《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就被排除出去，只有类似“排除《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此种表述才能排除《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这种趋势已经在其后的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案例中逐步确定下来。

2000年8月4日，依据《公约》附件7成立的仲裁庭作出裁决，宣布其对南方金枪鱼案的实体问题没有管辖权，对国际海洋法法庭于1999年8月27日规定的临时措施予以撤销。南方金枪鱼争端的最终解决，交由养护南方金枪鱼委员会及独立科学家来完成。


（案件来源：https://www.itlos.org/en/cases/list-of-cases/case-no-3-4/）




————————————————————


(1)
  Southern Bluefin Tuna Cases，Request for Provisional Measures，paras．71，77．


(2)
  Southern Bluefin Tuna Cases，Request for Provisional Measures，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Laing，para．14．



自由号案

【临时措施】


（2012年10月30日—2012年12月15日）

一、案件背景

阿根廷自由号教学护卫舰长103米，宽14米，排水量3765吨，航速13.5节，可搭载357人，是一艘三桅帆船。1950年在圣地亚哥河造船厂建造，1962年首航，一开始便作为阿根廷海军学院的训练舰艇。自由号护卫舰每年都会进行为期数月的环球航行，途经世界各国并进行友好访问。

2012年6月2日，自由号护卫舰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扬帆起航，开始其年度环大西洋训练之旅。舰上共有220名船员和110名新兵。2012年10月2日，该舰停靠加纳阿克拉市的特马港，加纳司法部门应美国NML资本公司追债诉求扣押了这艘舰艇，要求阿根廷政府偿还数亿美元的违约主权债务。阿政府以军舰享受豁免权为由要求加纳予以放行，当地一名法官11日作出判决，驳回阿方请求，并要求阿方支付2000万美元保释金，否则将无限期扣押该舰。

阿方此后派遣了一个包括外交部与国防部副部长等高官在内的代表团前往加纳交涉，但谈判未果。10月25日凌晨，阿根廷政府向法国商业航空公司租了一架波音777客机，将滞留在自由号护卫舰上的大部分人接回国，只留下舰长和44名船员负责护卫舰被扣期间的维护和保养工作。

2012年10月29日，阿根廷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简称《公约》）附件7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临时措施申请。

二、管辖权

法庭认为，阿根廷提起的诉讼涉及《公约》第18、32、87、90条的解释，且阿根廷与加纳两国均是《公约》的缔约国，加纳也认可法庭对此案的管辖权，法庭根据《公约》第290条第1款规定以及军舰被扣押并被强制剥夺无害通过权的紧急情形，认为法庭在最后裁判前可以采取任何适当的临时措施，以保全争端各方的权利。因此，法庭认为其对此案具有管辖权。

三、当事双方的诉讼请求

阿根廷认为，自由号护卫舰是阿根廷海军的旗舰，应该享有豁免权，而且自由号护卫舰访问加纳是两国之前达成协议的结果，加纳方面之前已经明确表示允许自由号护卫舰访问加纳，因此，加纳不应该扣留护卫舰。相反，加纳当局应该无条件地让自由号护卫舰离开特马港以及加纳管辖的海域，为此目的，加纳当局应为自由号护卫舰提供足够的补给物资。此外，加纳还应支付阿根廷的一切诉讼费用，并就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加纳还应向阿根廷国旗认真敬礼，以弥补由此给阿根廷造成的精神损失。加纳方面还要严惩对此次扣船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有关人员。

加纳请求法庭驳回阿根廷于2012年11月14日提出的临时措施的请求，同时要求阿根廷支付加纳的一切应诉费用。

四、法庭裁决

法庭首先审查了是否存在需要规定临时措施的紧急情形。法庭认为，加纳违背与阿根廷外交照会的内容，扣留了前去访问的自由号护卫舰，阻止其离开特马港与加纳管辖的海域，损害了自由号护卫舰依据《公约》第18条应该享有的无害通过权。加纳用武力阻止自由号护卫舰完成使命和任务，且加纳当局于2012年11月7日在没有获得自由号护卫舰舰长同意的情况下试图用武力将舰艇转移到其他港口。对此，舰上人员表示强烈反对，且以开火相威胁。这一情形有可能成为冲突之源，破坏两国之间的友谊，构成了紧急情形，使得法庭规定临时措施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法庭认为，自由号护卫舰被加纳当局扣押之后，阿根廷方面多次派出代表与加纳当局协商，但加纳当局不愿作出任何妥协，最后谈判均无果而终。因此，双方已经履行了《公约》第283条规定的交换意见的义务。

法庭认为，根据《公约》第29条之规定，军舰是指属于一国武装部队，具备辨别军舰国籍的外部标志，由该国政府正式委任并名列相应的现役名册或类似名册的军官指挥，配备有服从正规武装部队纪律的船员的船舶。法庭认为，军舰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而不是为了商业目的运营的船只。根据一般国际法和习惯国际法，军舰享有豁免权，包括在一国内水的豁免权。对于这一点，即便加纳也表示认同。《公约》第32条也规定军舰和其他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享有豁免权。1926年《关于统一国有船舶豁免的若干规则的公约》（即《布鲁塞尔公约》）也承认军舰等政府公务船舶享有的豁免权。

因此，法庭判决：根据当前情形，依据《公约》第290条第5款，法庭规定了临时措施，即加纳应该立即无条件地释放自由号教学护卫舰，确保自由号护卫舰安全离开特马港以及加纳当局管辖的海域，并且为此目的，为自由号护卫舰提供足够的补给物资。此外，法庭判决双方各自承担诉讼费用。

五、评析

根据《公约》相关规定以及国际法院和仲裁机构以往的司法实践，对于临时措施案件来说，规定临时措施的条件有三：其一为确立案件的初步管辖权，其二为存在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危险，其三为情况紧急。本案主要涉及对初步管辖权的判断。

《公约》第290条第1款规定：“如果争端已经正式提交法院或法庭，而该法院或法庭依据初步证明认为其根据本部分或第十一部分第五节具有管辖权，该法院或法庭可在最后裁判前，规定其根据情况认为适当的任何临时措施，以保全争端各方各自权利或防止对海洋环境的严重损害。”这意味着对于临时措施的案件来说，“初步证明”的判断至关重要。在本案中，阿根廷声称其与加纳之间的争端是有关《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具体而言，涉及《公约》第18条第1款（b）项、第32条、第87条第1款（a）项和第90条等。加纳认为阿根廷所援引的《公约》规定都不适用于发生在内水的行为，因为内水是一国完全行使主权的区域，这并不涉及军舰在内水中豁免权问题，因此法庭并不因此而享有管辖权。法庭同意加纳的观点，但同时指出，《公约》第32条是一个例外，它不适用于加纳所描述的状况。《公约》第32条规定，《公约》第2部分第3节A分节“适用于所有船舶的规则”和第30条“军舰对沿海国法律和规章的不遵守”以及第31条“船旗国对军舰或其他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所造成的损害的责任”之规定的情形除外，《公约》规定不影响军舰和其他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的豁免权。法庭强调，此条规定并没有特指适用哪一种海域范围，而不仅仅是一国之内水，它应该适用于所有海域。为此，法庭得出结论：“鉴于阿根廷和加纳双方的立场，它们之间存在一个有关《公约》第32条的可适用性的意见分歧，如此，法庭认为各方之间似乎存在一个有关《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考虑到各方的请求以及所提出的用来支持这些请求的主张，法庭认为第32条提供了一个可能确立附件7仲裁法庭的初步管辖权的依据；出于上述这些原因，根据初步证明，法庭裁定附件7的仲裁法庭对该争端享有管辖权。”
(1)



对初步管辖权的裁决是临时措施案件最重要的步骤，而判断初步管辖权的标准是国际司法机构在多个案件中发展、继承而来的。众所周知的是，对临时措施案件的管辖权的判断门槛要低于对实体案件管辖权的门槛，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机构以往的案例显示，只要可能存在管辖权，就足以成为裁决机构确立初步管辖权的依据。但问题在于，这种缺乏客观标准的判断容易成为裁决机构滥用自裁管辖权的借口。我们无法判断出存在管辖权的这种“可能”到底是可能到何种程度。从圣文森特及格林纳丁斯诉几内亚“塞加号”案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诉日本南方金枪鱼案；从爱尔兰诉英国莫克斯工厂案到马来西亚诉新加坡围海造地案，以及截止到本案，国际海洋法法庭在所有关于临时措施的命令中都裁定存在初步管辖权，这恐怕不是一个巧合。正如施瓦贝尔法官曾就国际法院的相关实践所指出的那样：“事情的关键似乎是，当在决定其是否对案件实体问题有管辖权时，法院将怀疑的好处（benefit of doubt）给予了被告，而在决定其是否有管辖权指示临时措施时，法院将怀疑的好处给予了原告。”
(2)

 而国际海洋法法庭在这方面大致遵循了国际法院的这一实践。正如爱尔兰诉英国莫克斯工厂案中的裁决指出的那样，存在初步管辖权的结论需要考察建立管辖权的可能的依据和缺乏管辖权的情况不明显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是并行的要素，相加得出存在初步管辖权的结论。
(3)




（案件来源：https://www.itlos.org/cases/list-of-cases/case-no-20/#c1066）




————————————————————


(1)
  See the M/V“ARA Libertad”Case，Request for Provisional Measures，paras．39-50．


(2)
  Nicaragua v．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rovisional Measures，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Schwebel．


(3)
  高健军：《〈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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